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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是当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话题。



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承认，今日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英文译作developing country，与之相对的“发达国家”则是developed country，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发展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则还处在发展的过程中。通常，区别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主要是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来判断的，为此人们提出了包括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NI（国民总收入）、CDI（综合发展指数）以及国民幸福指数（NHI）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但是，如果进一步考究，汉语中的“发展”意味着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而develop一词在英文中的基本释义就是“（使）成长起来变得更大、更丰满，或者变得更成熟、组织化程度更高”。从这个意义上来阐释“发展中”和“发达”，就不能仅仅囿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判断，而应全面地、综合地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发展水平来理解。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治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发展。适时的政治发展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保证，而严重滞后的政治发展则可能拖延和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但相对说来，今日之中国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政治发展的任务。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的程度，民主进程、法制化所达到的水平，民主所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等等，与六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不少进步，但同时也应该承认，离广大人民的期盼、离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需求和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如果不体察这种距离，是很危险的。



和经济发展一样，政治发展同样意味着要完成现代化的进程，尽管这个进程在不同国家，由于不同的国情，会有不同的起点、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模式。不同的人对政治现代化的理解会有所不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也不同，譬如，政治发展的目标和前景，政治发展的过程和形式，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政治体系的综合能力，社会的组织化和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现代政治意识的普及和政治文化的改造，等等。但是，人们对“政治现代化”这个总的发展趋向大概不应该有什么异议。而对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表现，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置疑的，一般应包括民族国家的构建、民主化、法治化，尽管不同的国家会采用不同的形式，确定不同的具体指标。



不用讳言，关于政治现代化的种种概念，并不是产生自中国本土的，而是“舶来”的。中国的近代发展过程，就是先是落后挨打，然后学习欧美的过程，不仅学习欧美的船坚炮利，引进欧美的科学技术，也学习欧美的政治制度，引进欧美的社会、政治观念。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人学习的对象也进一步扩展，不仅学习过欧美，也学习过苏俄，而后也学习其他新兴国家的经验。



学习外国，译书为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的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就是从翻译开始的。翻译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学习交流的必不可少的桥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古代中原的汉族与周边的其他民族之间，中国古代的统治政权与其他国家之间都保持了频繁的往来，因此，远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语际的翻译活动，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从事翻译工作。但据说，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对华夏之外的语言的翻译工作始于西汉哀帝时期，从那时起直至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明代以前，中国人的翻译活动基本上限于佛经翻译，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了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作品，如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鸦片战争前后，有了魏源等人介绍英、美、瑞士等国的议会制度，林则徐请人翻译了瑞士人瓦特尔编的《万国公法》，但大量翻译介绍西欧经济、政治学说则是戊戌变法之后，而其中最大贡献者当属清代“新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严复。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密尔（旧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欧洲近代的经典著作，开启了引进现代政治观念的大门。严复在从事翻译实践的同时，总结了翻译的经验，提出了翻译的标准，这就是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信、达、雅”。尽管今人对“信、达、雅”这三个字的理解比当初严复的解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信、达、雅”作为对翻译水准的追求一直为负责任的译家所认同和坚守。人们接触域外的政治学原著先是阅读，但容易被忽视的是能阅读不等于能翻译，从阅读到翻译之间其实有相当的距离，要经过十分艰难的努力，要求译者的专业知识和双语语文都达到相当的水平。一般的阅读，可能并不一定要把每一句话都读懂，可以一目十行，明白其基本要义即可。翻译就不同了，必须句句到位，不仅字、词、句都得落实，疏通上下文，还要明白文字的语境，了解相关的知识和理论背景，在充分理解了原文后，要用自己的母语准确、顺达地表达出来，这就不容易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有时阅读一本译著，读了半天却读不大懂，文字别扭，语义不通，如果找来其原著看看，反而一读就懂了，这时就免不了会质疑译者的水平和责任心。因此，瞧不起翻译的想法当然是要不得的，而对于译者来说，忽视翻译的艰难，随意下手更是要不得的。



三十多年前，国门打开，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翻译介绍的领域遍及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等各个领域，翻译出版空前繁荣。武汉大学的政治学同仁这些年来一直积极致力于介绍外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翻译了一批有影响的外国学者的政治学著作，如《美国式民主》、《多头政体》、《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权力与财富之间》等，同时，为了提高翻译质量，我们在研究生中开设了“政治学英文文献翻译技巧与实践”课程。“政治发展与民主译丛”就是武汉大学政治学同仁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推出的一个翻译系列。我们希望，这个系列的推出将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有所贡献，我们也希望，这个译丛能够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有所贡献，并得到学界的检验、批评和指教。



谭君久



2011年8月于珞珈山麓






译者序


规模问题在政治思想史中一直是一个事关政体选择和有效治理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理论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解释与结论。在古典政治时期，人们关注规模问题，主要是在政体选择层面探讨构建“善的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而规模是决定人类公共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讨论了国家规模与政体选择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一个城邦所需的主要配备为人民；就人民而言，自然应该考虑到数量，也要考虑到品质。次要的配备则为人民所居住的土地（境界）；这里也同样要考虑到量和质。”
1

 他认为，一个极为繁庶的城邦虽未必不可能，却总是很难使人人都能遵守法律（和礼俗）而维持良好的秩序。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法律（和礼俗）就是某种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和礼俗）的习惯。可是，事物如为数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为无定限的事物创制秩序，只有神才可能，神维系着整个宇宙的万物，为数既这样的多，其面积又这样的大，却能使各个依从规律，成就自然的绝美。……最美的城邦，其大小必然有限度，以适合上面所阐释的秩序。……一个城邦，如果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太多了，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终于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
2

 很明显，亚里士多德从维护城邦体制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国家规模与政体选择的关系，认为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不适合真正的立宪政体，因而是不可取的。



而在近代的启蒙思想家那里，规模问题不仅与政体选择问题相关，而且与有效的国家治理问题开始建立直接联系，其中尤以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有关论述为主要代表。卢梭认为，一个体制最良好的国家所能具有的幅员也有一个界限，为的是使它既不太大以致不能很好地加以治理，也不太小以致不能维持自己。
3

 卢梭是主张小国寡民的，并且认为民族庞大、领土辽阔，是人类不幸的主要根源。国家越扩大则自由就越缩小。
4

 卢梭认为并不存在什么一种唯一的绝对的政府体制，而是随着国家大小的不同，也就有同样之多的性质不同的政府。
5

 民主政府适宜于小国，贵族政府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王政府则适宜于大国。
6

 人们怎样能够把一个大民族的对外力量与一个小国的简便的制度和良好的秩序结合在一起呢？卢梭认为，唯一能结合大国和小国的一切优点的政府是邦联制政府。他认为，大国的最大不便之一，——就是这种不便会使自由极其难于保持，——就是立法权自己无法直接表现出来，而唯有通过代议制才能行动。代议制固然有利有弊，但毕竟是弊多利少。立法者的共同体是不可能被腐蚀的，但易于受欺骗；它的代表是不容易受欺骗的，但却易于被腐蚀。
7

 卢梭首先分析了国家规模过大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国家规模与一个良好的政府体制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但他又力图寻找一种能够把一个大民族的对外力量与一个小国的简便的制度和良好的秩序结合在一起的政府体制，最终他认为邦联制政府是唯一能结合大国和小国的一切优点的政府。



孟德斯鸠这样论述地域大小对政体的影响：“共和国从性质来说，领土大小应该狭小；要不这样，就不能长久存在。……如果是狭小的话，便将形成一个共和国；如果很广大的话……他们对来自遥远而又迟缓的惩罚无所畏惧……一个广大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握有专制的权力。……从自然特质来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由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王治理的话，那末，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持原有的疆域。”
8

 孟德斯鸠进而认为扩大疆域而能维持原有政体的唯一办法，就是联邦。“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要是人类没有创造出一种政制，既具有共和政体的内在优点，又具有君主政体的对外力量的话，则很可能，人类早已被迫永远生活在单人统治的政体之下了。我说的这种政制就是联邦共和国。……联邦共和国能够抗拒外力，保持它的威势，而国内也不致于腐化：这种社会的形式，能够防止一切弊害。……联邦共和国既由小共和国组成，在国内它便享有每个共和国良好政治的幸福。而在对外关系上，由于联合的力量，它又具有大君主国所有的优点。”
9

 在很大程度上，孟德斯鸠与卢梭的观点是一致的。



同样，民主只能在小国实行的思想在当时的日耳曼也十分流行。在大国实施的宪法不是被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认为是非法的宪法，就是被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看成是表面的宪法。G．W．F．黑格尔（G．W．F．Hegel）把君主立宪制看成是历史上所有政府形式的一种综合，而且不能设想会有另一种更高的形式：“民主制”在人类精神历史中无疑是一种特别幸福的时刻，但它只能在小国中实行。民主政府的本质特点，在于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集体利益高于私人利益，以及国家疆界狭小，因此只有古希腊城邦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10

 在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民主论者看来，民主仅仅存在于小国寡民式的城邦之中，在大国实现民主的困难很大，大国不适合选择民主政体而适合选择君主政体，而古典的直接民主形式就是民主的唯一实现形式，这种小国民主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据了约两千年的主导地位。



卢梭与孟德斯鸠的思想是小国民主和大国民主两种政治思想的重要连接点，因为他们都认为联邦共和国是能够结合大国和小国两方面优点的政体，联邦共和国这种政府形式是一种协约，依据这种协约，几个小邦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大家一致同意建立的更大的国家。所以联邦共和国是几个社会联合创造的一个新社会。联邦共和国不仅将使民主在现代成为可能，而且有望在大国范围内实现民主，使大国民主成为现实，这些理论最终在18世纪的美国成为现实的民主实践。18世纪后期，随着代议民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人多地广的民族国家被认为是适合民主的恰当规模。此后，这种大国民主理论占据了西方民主思想史上的主导地位约两百年。



代议民主理论的开创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首先向那种民主共和制不适用于大国的理论观点展开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他认为，那些说共和国这种政府体制不适用于幅员广大的国家的人，首先是把政府的职责误认为政府的体制，因为res-publical对无论多大的领土和多少人口都是适用的。其次。如果他们是指体制而言，指的乃是像古代民主制那样的一种政府体制，即简单的民主形式，这种形式是不具备代议性质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共和国的范围不能扩大，而在于它不能在简单的民主形式基础上扩大。在共和国变得领土过大和人口过多而不适用于简单的民主形式之后，管理这个res-publical或国家的公共事务的最好的政府体制，就是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人口的政府体制。
11

 通过对民主含义的扩展或者说通过引入代议民主的概念，潘恩解构了古典民主理论中小规模与民主简单的对应关系。



联邦党人则提出并论证了其“大国民主理论”。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认为，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对于民主政治具有相当的益处：首先，人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选出超出局部偏见、见解高明的代表；其次，挫败那些用不道德手段操纵选举的人；再次，可以较好地控制党争。麦迪逊认为，小的、直接的民主“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代议制共和国“情形就不同了，它能保证我们正在寻求的矫正工作”。
12

 “把范围扩大，就可包罗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有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可能性也就少了……共和政体在控制党争影响方面优于民主政体之处，同样也是大共和国胜于小共和国之处，也就是联邦优于组成联邦的各州之处。”
13

 大约半个世纪后，詹姆斯·斯图亚特·密尔（James Stuart Mill）再次操起了解构古典小国民主论的手术刀，并论证了代议民主的正当性。密尔首先承认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认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属于社会整个机体的那种政府，但是，这对于人多地广的民族国家来说，全体人民参加政府管理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既要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又要考虑到领土较大的国家的条件，“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
14

 。在代议民主理论看来，普通公民拥有对政府的最终控制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应直接管理政府，政府的实际管理工作应由具有必要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士来承担。这样不仅政府效率会提高，政府决策也会更优化。民主的正当性并不要求普通选民直接参与政府管理，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道德的自我发展机制和个人能力的“最高、最和谐”的发展，这可以在人民选举自己代表的过程中来实现。当普通选民被卷入政府的实际运作中时，自我发展的收益会被政府低效率、混乱和责任涣散的高昂代价所淹没。因此，规模大的国家实行代议民主制不仅是务实的选择，而且也是正确的选择。
15

 20世纪中叶，当代多元民主理论最重要的代表罗伯特·A．达尔（Robert A．Dahl）对比分析了古典小国民主论和近代大国民主论后认为，由于民主的两个量度标准——公民效能和体系能力之间存在冲突，根本没有最适合民主的国家规模，所以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调整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建构不同的民主政治模式以适应不同规模的政治体
[1]

 。



首先，在《规模与民主》一书中，达尔和爱德华·R．塔夫特（Edward R．Tufte）运用现代政治科学的相关研究方法，不是通过简单的理论推理和逻辑演绎，而是首次运用当时可资利用的大量调查数据资料，对规模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从而实现了规模与民主关系问题研究范式的转型。



其次，他们通过引入新的解释性变量，极大地拓宽了规模与民主问题的分析题域与理论深度。在第二章中，他们首先对规模与民主的具体分析维度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对人口数量、地域面积、人口密度、人口分布、规模变化以及规模维度的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并明确提出了衡量民主维度的两个核心标准——公民效能与体系能力，全书翔实地考察了这两种基本标准之间所存在的冲突，以及在体系能力和公民效能之间均衡的原则和路径。接着，在分析规模与复杂性、多样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他们得出了两个基本理论假设：（1）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尤其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时候，国家规模越庞大，其所拥有的组织和下属单位就越多，其所涵括的政府下属单位也就越多，并且，这个国家内部有组织的利益和利益集团的数量也越多；（2）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在拥有代议制民主机构的国家之间，国家规模越庞大，其政策制定过程也就越复杂
[2]

 。在第四章中，达尔和塔夫特分析了规模与公民参与、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并对各国的投票和其他类型的参与行为及其公民效能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随后对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公民参与行为和效能感也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瑞典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就所有重要的方面而言，公民之间的政治参与和效能感都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规模；然而在国家之内，不同单位的规模对于参与和效能感的影响是重要的。总之，在实现参与和效能感的价值方面是最优的一个单位，在实现其他价值方面，如解决大部分公民最关心的问题的能力，可能就不是最优的。第五章达尔和塔夫特引入了新的解释性变量——沟通和控制成本，分析规模对于治理和民主的影响，得出了三个基本理论假设：（1）只有在较小规模的政治体中，公民与高层领导者之间在权力、知识和沟通的直接性方面的差距才能减少到最小；（2）相对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而言，在较大规模的政治体中，公民与高层领导者在权力、知识和沟通的直接性方面无法减少的差距必然要更大；（3）除了规模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政治文化，可能会阻止小规模的政治体将公民与领导者之间的差距减少到理论上的最小值。在第六章中，他们对规模与政治竞争性、政府回应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量化分析，认为如果人口数量的增加确实降低了普通公民的效能，那么有一种方法可以使人口数量的增加有利于公民效能的提升，即增加他们找到一个同盟者的机会。认为在一个由代议制民主体系治理的国家之内，政治单位越大，公共冲突通过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组织，而不是通过对抗者自身面对面的非正式协商来表达和解决冲突的程度越高；而且在一个特定的民主体系中，政治单位越大，少数派政党或政党联盟的相对规模就越大。并对荷兰、瑞士、美国三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了理论验证，认为在一个“民主”政体中，随着公民数量的规模扩大，参与政治以及与领导人进行沟通的成本虽然相应地增加了，但是表达不同意见的成本也降低了，持不同意见者有更多机会寻找到一个同盟者，并且有更多机会参与到一个其政策立场不同于大多数人意见的组织中去，这对民主反而是有利的。随后，达尔和塔夫特对规模与体系能力的四个方面——内部冲突、经济能力、文化能力和独立自治能力进行了分析，认为规模与体系能力之间存在远非人们所想象的复杂关系。总之，本书以公民效能与体系能力为核心分析变量，对规模与民主、治理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精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了诸多引人入胜的观点，全面深化了人们对规模与民主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



最后，他们对当代民主理论进行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为民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野。他们一反传统民主的理论企图，即试图为最优民主单位提供一种解释或一个结论，而是从民主政治体系所诉求的多元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为逻辑起点，认为对于同时获得公民效能感和体系能力这两个目标而言，没有一种单一类型或规模的单位是最优的，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民主的目标相互冲突，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或一类单位能够最好地同时满足这些目标。当单位是小规模和同质性的时候，和单位中占优势的其他大多数公民意见一致的公民的效能感能够最大化。同质性政治能够最好地满足这样的公民。然而在这样一种单位中，由于很难找到一个同盟者，也由于政治竞争的软弱无力，持不同意见的公民的效能感就会最小化。在一个更大规模的、更加异质性的单位中，多样性政治可能最好地满足了持不同意见的公民的要求。然而，即使是同样的公民，可能有时是意见一致者，有时却是异议者。更加重要的是，在实现公民效能感最大化的目标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并且确实与实现体系能力最大化的努力需要处理和应付的事情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关系。在极端的情况下，在一个体系中，一个公民具有最强的效能感，而体系却具有最小的处理重要事务的能力（例如国际暴力）；或者在一个体系中，公民只具有最小的效能感，而体系具有处理重要事务的最大能力。对于当下的民主政治体而言，没有一个单一的单位应该被认为是最优的。我们需要一些非常小规模的单位，这对于提供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获得道德责任和政治效能的感觉和现实性是必需的；也需要一些非常大规模的单位，这对于处理特殊时刻的超国家事务是必需的。因此，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应该在试图回答“在一个数量规模和人类相互依赖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里，民主如何达到最大化？”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放弃对民主政体最优规模的探讨，而是在承认不同规模的单位对于民主政治体系的生存都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下，为构建民主运作所必需的不同单位之间的适当关系提供有用的理论指导。



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创造适应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形式凝聚了诸多古圣先贤的政治智慧。到目前为止，从国际公认的民主标准衡量，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等大国都通过不同的政治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了大国民主，而“中国式民主”的独特发展模式也正在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一般而言，国家越大，建立巩固的民主制度就越艰难，因为人口众多必然带来更大的差异性。社会越大，就越有可能包含更多的宗教、人种、民族和语言群体，这就增加了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实现利益平衡与利益协调的难度。除了差异性问题外，大国还有面临垂直融合与平面协调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增加了大国实现民主的难度。很多学者发现，在非常小的国家里，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发生率要高出很多。就民主过渡预计的发生率而言，小国也要远远高于大国。因此，大国实现民主面临特殊的困难。王沪宁教授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完善的政治体系模式的主体内容是发展中国式的民主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既是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的最好体现，又成为社会发展有效的调控机制。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要在于处理超大社会、社会资源总量有限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超大社会不仅是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折射出错综复杂的政治、行政、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为民主设定了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心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等方面的难度。
16





对于一个民主传统非常薄弱的超大规模社会，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面临多重的障碍与难题。既有国家规模对实现民主政治的技术挑战，更有民主作为外生性制度在中国制度借鉴与制度移植过程的“水土不服”问题。因此，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是重要的，但却远远不是万能的，适合民主政治生长的法治与民情的培育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我们要谨防掉进“制度决定论”的陷阱，只有培养能够有效运作民主、具有公民美德与公共精神等民主品格的公民才能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为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告诫过人们：如果我们不逐渐采用并最后建立民主制度，不向全体公民灌输那些使他们首先懂得自由和随后享用自由的思想和感情，那末，不论是有产者还是贵族，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而暴政则将统治所有的人。
17

 对于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大国民主建设的中国经验集中体现为：执政党和国家一直试图找到一种比较安全的民主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冲击最小，并且能够顺应民主化的历史潮流和基本满足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民主制度建设来化解各种社会治理危机。通过优化政府治理来实现中国政治的有效性，在发展渐进民主中增进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寻求治理与民主的有效均衡是中国经验的核心要素。继续坚持增量推进、稳妥发展民主政治的既定方针，在重点领域取得质的突破，激活中国式民主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动力系统，实现民主诸领域的均衡与健康发展，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下一阶段的重大使命。而在具体的程序、制度和技术层面构建大国民主所必需的支撑条件，达尔和塔夫特所著的《规模与民主》的某些基本结论和研究方法都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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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1971年，世界上已建立民主政府的国家中，人口数量最少的是圣马力诺（San Marino）。另外一个“小”国——挪威的人口规模是圣马力诺的200倍，瑞典的人口规模是圣马力诺的400多倍，而荷兰的人口规模则是圣马力诺的650倍。当然，拥有民主政府的其他国家，其人口规模要远远大于这些“小国”，如英国的人口规模几乎是圣马力诺的3000倍，美国的人口规模大约是圣马力诺的10000倍，而印度的人口规模几乎是圣马力诺的25000倍！然而，相对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主义者来说，即使作为“小”国的荷兰，也似乎是一个只适合专制君主统治和奴隶制的巨型帝国了。在卢梭生活时代的日内瓦，人口规模在22000人左右。

在人口规模或者其他与规模有关的任何维度（比如地域面积）的差异性，是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更确切地说，“民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规模”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一个政治体系需要多大的规模以便于公民对其进行理性控制？不同规模的政治体系存在何种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

关注这些问题的任何人都将迅速发现，它们表面上的简单明了掩盖了复杂问题所具有的独特困境。在本书中，我们将试图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尽力直面这些问题的挑战。

然后，让我们首先从简单的问题着手，开始考察这些问题在当今时代的相互关联性。城市化和人口数量的爆炸性增长引发了各层次的政府不受控制地增长，这已经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在美国，人们尤其关注的问题是，允许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区和特大型城市）无限制地增长是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正如一些人口统计学家所宣称的，如果现在存在着一个从弗吉尼亚州到缅因州之间的连续城市区，我们是否有必要将其变成一个巨大而单一的自治型特大城市（a single vast self-governing megalopolis）？为什么要，抑或为什么不要？民族—国家的规模同样大小不一。对于某个新兴国家而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人们不得不费尽心力地去研究国家规模，防止它因为太小而不能存活，抑或太过庞大而难以维持。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扰着一些老牌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主制度得以稳固建立和运行的国家。或许那些小型的欧洲民主国家确实真的太小了？它们是否应该联合成为一个更大的体系，例如欧洲联盟呢？另一方面，拥有2亿多人口的美国是否又显得实在太大了？它是否会遭受巨人症和过度复杂性的困扰？无论如何，如此巨大的政治体的民主经历是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主经历毫不相干？毕竟在1970年的时候，70%左右的国家拥有比荷兰更少的人口数量。

当人口增长这一不可阻挡的驱动力使得一个小国家变大，一个大国家变得更加庞大无比的时候，人们总是强烈呼吁让政府更贴近人民生活，让草根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运作更加有效。人们一般认为，小国比大国更加有利于推进和发展民主。因此，那些较大的单位必须拆分为更小的单位，如较小的地区、州、城市、乡镇或者社区。只有在这些地方，运作草根民主才具有可行性。与此同时，人们也经常抱怨这些小型共同体不能有效处理它们的各种问题，从而呼吁建立更大的政治体，诸如大都市区、欧洲国家联盟（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或者一个世界联盟（a world federation）等。同时，人们还表达了对于社团规模以及政府的社团控制能力的关注，尤其是在政府控制巨型国际社团（international giants）的能力方面。

这样，规模问题就恰好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一部分：拥有高度自治和主权的民主政治体系如何以及是否真正能够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生存呢？除了作为全国政府的代理人之外，地方政府还有其他存在的意义吗？就此而言，国家，尤其是那些小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大部分主权？但是，如果每个较小的单位都按照逐渐递增的顺序（ever-ascending series）让渡其自主权给下一个更大的单位，那么民众是否还能够保持对政府的有效控制呢？在这一限度内，如果每个较小单位仅仅是一个世界政府的分支和代理机构，而且政治参与涵括了数十亿公民在选举中的投票行为，那么留给“民主”一词的内涵又将是什么呢？相反，即使某些形式的决策分权化和自主权是可欲的，问题依然存在，也就是对一个政治单位的分权化何种规模是适当的？

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随着世界各地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经常与人口增长相伴随的其他经济和社会变迁，导致乡村变成了近郊区，近郊区变成了城市，城市变成为大都市区，而在美国，各州就等同于一个巨型国家，这些都使得对规模问题的讨论变得更为迫切。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口规模就与加拿大整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旗鼓相当，而加拿大的人口比世界上80%的国家的人口都要多。纽约、伦敦和东京都拥有比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国家更大的人口规模。在城市化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大量高度原子化的个体由于缺乏紧密的社会联系纽带和唇齿相依的共同体感，变得相当地离群索居并被社会所疏离，这些无一不强化了人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恐惧，除非是高度情感化的群众运动唤醒了一种极具欺骗性的“我们感”（we-feeling）。无论这些关于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观点是否有效，它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对共同体的研究，并且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政治单元到底需要多大的规模才能有效维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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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思想中的规模与民主

直到最近——大概是在18世纪末，政治哲学家们对于民主制或者共和国只能建立在小国家的基础之上，还几乎没有异议。也就是说，民主必须以城邦为载体，以现代标准来看，城邦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单位。这一观点更多的是受地理条件的影响，而非受抽象理论的影响。希腊人发现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山峦起伏的地形之中，在那里，城市人口的扩张很快就超过了土地对居住和耕种的负荷能力。鉴于希腊6世纪时的技术水平，小规模的、自治的且界限分明的城邦制度就不是一种自由选择，而是一种必然的治理方式。因此，当后来的哲学家如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盛赞希腊城邦制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将曾经所必需的东西当成了一种美德。两千多年之后，卢梭重复了同样主题中的一部分观点。而且，卢梭自己也来自一个山地国家，其地理条件将当地的居民限制在一个个相互隔绝的农业村落和城镇中。多山的意大利同样效仿了这种城邦体制。同样地，尽管罗马人声称政治和军事技术能够超越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一旦他们严苛的控制有所松懈，意大利地区又会逐步演变为许多小国家。因此，地理条件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比哲学家们愿意承认的更为复杂和多变。

事实上，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着大量关于小规模政体之优点的争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民主制，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似乎都同意一点，也就是好的政体必须建立在地域面积较小和人口数量较少的基础之上。这样，柏拉图尽管不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但依然强调小规模公民团体的可取之处。当公民团体小到能够让所有的公民都相互认识和彼此了解，并且相互之间尽可能友善的时候，这样的团体规模就是最适当的。他甚至精确计算出了最理想的公民（家庭的头领）数量是5040。
1



亚里士多德尽管没有继承其老师对于数字的热情，但也指出，最理想的公民数量是介于多和少之间的，人口规模太小，城邦就无法自给自足而满足全体成员的生活需求，而城邦太大，公民就无法相互了解，也无从知道其他人的品性。他同时还认为，所有公民都应该能够自由地聚集在一个地点，倾听一位发言者的演讲。正是由于声音的传播范围是有限的，要确保发言者能够被倾听，其聚会的规模也是有限制的。
2



无论是赞成贵族政体、民主政体，还是混合政体，从伯里克利到亚里士多德时代有影响的希腊人似乎都赞成这样一个观点，即政体在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都应该是小的。由于这种观点主导了多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民主问题的思考，因此值得提出来在这里详加讨论。

一个民主政体必须是完全、彻底自治的，否则其公民就无法实现充分的自我管理。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些决定可能会受到公民团体之外的一些个人或团体权力或权威的限制。一个民主政体应该只有少量的公民，以便他们可以在公众场合经常见面，并且能够在公民大会中听演讲、投票，甚至可能公开发表演讲。人们一般认为，“小”能够通过很多方式和途径以扩大参与的机会，并且增强公民对政府的控制。例如，在一个小型政体中，通过抽签，每一个公民在有生之年都至少有一次机会被选中担任行政团体中的重要职位。“小”能够使每一个公民相互认识和相互了解，去评价他人的品质，理解他人的困难，发展相互之间的友好感情，并通过分析和讨论，增进对政体所面临的问题的全面理解。事实上，如果一个民主政体既是小规模的，又是完全自治的，那么它就必须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公民团体必须能够自给自足，而且生活节俭。而节俭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因为它有利于减少公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和嫉妒，并且使人们的身体更为强壮以适应艰苦的军事生活，从而通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将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如果要想保持自治，所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观点对政治理论施加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强大影响。在18世纪，它还出现在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中。前面一段正是卢梭思想的精华。事实上，在小规模的、内聚的、高度同质化的城邦中居住的人们，是地位平等和基本上志趣相投的朋友和熟人，这似乎是卢梭思想中的核心部分。如果把他关于民主的观点应用到现代民族—国家中去，就有可能变成他最初所反对的一幅图景。对卢梭来说，公民有效参与决策的机会总是与政体规模呈反比关系：公民数量越多，平均分配给公民的决策权就越少。平等、参与、对政府的有效控制、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友善和公民同质性（civic consensus）都会随着国家人口数量和地域面积的增加而大打折扣。
3



后来，雅各宾党人发现，将卢梭的“公意”观从他的小规模的、同质性的自然环境中分离出来，并把它移植到现代民族—国家中去，不仅是便利的，而且事实上还是必需的。很容易——事实上也很必要——将卢梭的公意从其自然背景中，也就是小规模的契约城邦中剥离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将公意与民族国家结合起来。同样，美国人也从孟德斯鸠那里汲取了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主要是他著名的将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原则，而拒斥了他关于国家规模的观点。然而，孟德斯鸠关于国家规模的陈述使他在美国拥有大量的仰慕者，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覆盖全美洲大陆的共和国，规模和民主的悖论又使得这些仰慕者们倍感困惑。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指出，就共和国的本性而言，无论是全体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行使主权的民主政体，还是国家主权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的贵族政体，都只拥有较小的领土面积，而且暗示着也只拥有少量的人口。在简明扼要地重述了许多类似的观点之后，孟德斯鸠还列出了一个共和政府所必备的条件——美德、自我克制、遵守法律、献身于公共福利（common good）、忠诚、平等、节俭——这些条件都能在领土面积较小的共和国中得到最好的体现。
4






共和国从性质来说，领土应该狭小；要不这样，就不能长久存在。在一个大的共和国里，因为有庞大的财富，所以就缺少节制的精神；许多过分巨大的宝库都交由单独的个人去经营；利益私有化了；一个人开始觉得没有祖国也能够幸福、伟大和显赫；不久他又觉得他可以把祖国变成废墟以获致一己的显赫。



在一个大的共和国里，公共的福利就成了千万种考虑的牺牲品；公共福利要服从许多的例外；要取决于偶然的因素。在一个小的共和国里，公共的福利较为明显，较为人们所了解，和每一个公民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弊端较少，因此也较少受到庇护。
[1]






通过指出这种关系在两个方面都起作用，孟德斯鸠将这个古老的争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强调，如果共和国在所有规模适中的国家中是最为繁荣的，那么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在任何一个城市大小的国家中，只有共和政体能够存在。而且，任何国家所采取的政府形式都与其国家规模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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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家宜于由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的话，那末，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持原有的疆域，疆域的缩小或扩张都会变更国家的精神。
[2]






然而，在这个历史阶段，政治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大型民族—国家存在的问题。孟德斯鸠看到，正如卢梭所看到的一样，小国通常被大国征服，而大国则依次被内部的虚弱所瓦解。孟德斯鸠写道：“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
6

 这样，对于民主主义者来说，两千多年来对于城邦民主的观点包含了一个政治悲剧的诸多因素：如果是小规模的民主国家，它就无法维持其公民的自治；虽然大型国家能确保其自治，但这种自治权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而不是人民手中的。这本书的中心目标之一就是发掘这种本质与现实之间的两难困境，因为此两难困境不仅现在存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仍将继续存在。



第一节　从城邦民主到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政府

在卢梭和孟德斯鸠之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了实践的目的，关于共和政府的古典城邦国家的观点逐渐消亡了。因此关于民主的两难困境似乎得到了解决，悲剧似乎被一个美好的结局所续写。民主问题的焦点从市镇、行政区、城邦国家转移到了现代民族—国家。

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三个非常复杂的系列事件导致了这种变化。

第一，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方兴未艾，使得传统的自治社区和城邦国家已然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或者至少在事实上使它们的维持或重建成为不可能。

第二，选举产生的代议立法机关的出现，特别是在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的出现，为直接民主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物，因此也就明显地解除了对规模的限制。

第三，无论是以含蓄的还是明确的方式，平民政府与日俱增的吸引力鼓励哲学家和思想家抛弃古典民主思想的教条，以适应规模日趋庞大的民族—国家。孟德斯鸠自己曾指出，若干小型共和国通过建立联邦，能够避免由于规模过小而造成的外部威胁，也能够避免由于规模过大而造成的内部威胁。他引用了荷兰、德国以及瑞士联邦的例子。
7

 但是民族—国家中的代议制政府与古典传统之间的断裂，比孟德斯鸠所想象的更为严重。另一个法国思想家徳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对孟德斯鸠思想的批判对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直接民主只有在原始社会中才是可行的；在其他地方，就像在希腊那样，它是短命的，并且不是真正的民主。根据特拉西的观点，代议制政府使得孟德斯鸠以及整个古典传统都过时了。“代表权，或代议制政府，可能被看作是孟德斯鸠时代所不为人知的一项新发明……代议制民主……是一种能超越广袤疆域和庞大人口，并具有长期可行性的民主。”
8



但是，在1787年的美国制宪会议上，针对规模问题的争论依然很活跃。孟德斯鸠的共和国联邦（federation of republics）思想在十三州邦联宪法
[3]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进行了试验。在大多数立宪代表看来，这个试验并不尽如人意。绝大多数代表认为，当时所必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共和国，以便能够对他们所正确预测到的、将来有一天可能出现的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也许拥有1亿公民）的巨型国家进行统治。然而，坚持小政体的传统观点如此具有权威性，以至于它们没有遭遇到任何挑战。但代表们对在这样一个规模上建立有利于长期繁荣的共和政府，更多地持悲观态度。
9

 可以预见的是，墨守成规的反对派坚称，建立一个疆域广袤且民族众多的共和国是“荒谬的、违背整个人类政治经验的”
10

 。

《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很多篇幅讨论了规模的问题。
11

 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9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评论说：“反对已经提出的方案，不厌其烦地引证和传播孟德斯鸠关于实行共和政体版图必须狭小的论述。”作为反驳，汉密尔顿大段地引用了孟德斯鸠关于联邦共和国优点的部分，不太真诚地把孟德斯鸠的论述描述成为“包括了赞成联邦的主要论据的通俗易懂的摘要”
12

 。

然而，正是麦迪逊提供了对于传统观点最为有力的反驳。在立宪会议中提出，并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再次使用的一个著名论断中，麦迪逊把传统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并成功地把它翻转过来。麦迪逊强调，规模大完全不是一个共和国的劣势，实际上反而是一种优势，确切地说，是必然的优势。他的观点值得相当详尽地加以阐述。

麦迪逊认为，任何民主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多数人的热情可能会“使他们把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当作占统治地位的感情或利益而作出牺牲。因此，我们所要探究的重大题目就是，保护公益和私人权利免遭这种党争的威胁，同时保持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让我补充说，这是使这种形式的政府摆脱长期受到的耻辱最为迫切需要的东西，从而能使这种政府为人们尊重和采用”
[4]

 。尽管按照古典传统沿袭下来的小规模的直接民主“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但一个代议制共和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它能保证我们正在寻求的矫正工作”。规模越大，“就可包罗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有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可能性也就少了；换句话说，即使存在这样一种公共动机，所有具有同感的人也比较难于显示自己的力量，并且彼此一致地采取行动……因此，很清楚，共和政体在控制党争影响方面优于民主政体之处，同样也是大共和国胜于小共和国之处，也就是联邦优于组成联邦的各州之处。……党派领袖的势力，可能在他们各自的州里燃起烽火，但是不能使它蔓延到其他各州。……因此，我们发现，在联邦的范围和适当的结构里，共和政体能够医治共和政府最易发生的弊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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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如此详尽地描述在美国早期历史中关于规模问题的争论，恰恰因为这是传统理论与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刚刚兴起的代议制政府之理论与实践的第一次重要对抗。如果有所谓的历史分水岭的话，那这无疑就是一个。从那以后，美国的案例就成了对于古典平民政府理论的一个有力的反驳。传统的论断是否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被美国的经验所反驳，也许依然存有疑虑。但是美国持续的时间愈长，那么对代议制共和国，以及这种形式的民主，不可能存在于大规模国家中的争论也就显得愈加愚蠢。

随后展开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历史值得写一部专著来进行论述，很奇怪，并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当前的理论和发现，而不是对理论的历史回顾，因此我们在这儿只是简单地总结。法国大革命是试图在欧洲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次尝试。雅各宾党人宣传和实践集权化；消除旧的有影响力的分权制度；把“公意”解释为国家意志而不是丰富多彩的地方意志；而且在他们统治的巅峰时期，以20世纪更流行、更熟悉的方式宣称，这种国家意志的需要是他们唯一的知识。

法国大革命冀图缔造一个持久的民主共和国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阻止前面提到的三个历史性变化。即使传统的观点没有受到驳斥，它们也越来越受到忽视。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代议制度以及对于平民政府与日俱增的支持，已经使得传统的观点被简单地置于一隅。密尔是这一转变的最佳标志。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尤其是标题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的一章中，密尔试图证明，“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形式是全体人民参与
 的政府。”然后，几乎是作为一个补充（after-thought），他用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总结了这一章：“但是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
[6]

 在这个句子中，密尔不经意地抛弃了传统的观点，把它作为与现代世界无关的东西。

到19世纪中期，民主只适合于城邦国家的古老观念几乎完全丧失了威力。现在，民主的教义完全适合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以及代议制政府。英国的哲学激进派以及后来的自由主义者、美国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和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意大利的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和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以及法国的朱尔·米舍莱（Jules Michelet），都对这种新观点进行了更新和拓展。

第二节　关于规模与民主关系的主要观点及其反对观点

尽管如此，关于规模和平民政府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并没有从西方思想界完全消失。它作为一种模型而幸存下来，至少对一些学者来说还是非常熟悉的。而且，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只与小共同体相契合的观点，依然保持着相当可观的吸引力。中央集权的反对者、地方政府的支持者、草根民主或者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倡导者、各种形式的分权主义的代言人，都继续坚持认为在区域面积较小的政治单元中所运作的民主具有特殊美德，这种政治单元包括合作社团、公司、行业、教育机构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

为了提供一个关于这一持久争论的全面概述，我们将提出各方的主要观点及其反对意见，并对之进行或详或简的描述，从古典的政治理论到当今的社会冲突理论和小群体理论（small-group theory）。如果忽略一些定义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将会更为便捷，特别是我们暂时没有给予“较小规模”、“更大规模”和“民主”以明确的定义。

一、关于公民参与

1．较小规模的民主体为公民在决策中的有效参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2．但是，至少通过选举投票，在一个政治体系的决策过程中，更大规模的民主体为公民参与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控制政治局面中所有的或主要的方面。

二、关于安全和秩序

3．在较小规模的民主体中，公民更容易内化各种社会准则和价值，从而增加自愿的顺从行为，并减少社会管理中的强制。

4．但是，更大规模的民主体提供了在更大范围内扩展法治（作为反对国家之间使用暴力的工具）的机会。

5．同时，更大规模的民主体更有能力保护其内部的社会生活免受外部力量的威胁，比如入侵或者经济威胁。

三、关于统一和多样性

6．较小规模的民主体可能在信仰、价值和目标等方面具有更为相近的同质性。

7．相反地，更大规模的民主体可能会在信仰、价值、目标、社会和经济特征、职业等方面展示出更多的差异性。

四、关于公共利益

8．在较小规模的民主体中，一个公民可以更加容易地认识到他的自身利益与他对于善的理解、公共利益或者普遍利益、他人的利益或者关于善的普遍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

9．相反地，更大规模的民主体为个人、团体以及普遍利益和公共目标之间的观点分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10．同时，更大规模的民主体也会减少一部分成员的个别利益支配整个体系的可能性（比如在公司领域中可能发生的那样）。

五、关于忠诚

11．较小规模的民主体更可能产生对某个单一的高度整合的社区的忠诚。

12．相反地，更大规模的民主体更可能产生对各种不同“社团”的多重忠诚。

六、关于情感生活

13．生活在较小规模民主体中的公民，更容易在公民关系中投入更高层次的情感。

14．相反地，更大规模民主体中的公民更倾向于摆脱情感性的公民关系，使公民关系更加不带个人色彩，以便将其建立在情感中立的基础之上。

15．较小规模民主体中的公民可能根据政治观点的异同，而将彼此之间看成是朋友或者敌人。

16．相反地，更大规模民主体中的公民很少会由于政治的原因而将其同胞公民看成是朋友或者敌人。

17．较小规模的民主体在遵守集体准则方面，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压力。

18．相反地，更大规模的民主体减弱了遵守集体准则的压力。

19．但是，由于缺少共同体，疏离感和社会失范也更可能出现在更大规模的民主体中。

七、关于公民理性

20．较小规模的民主体使信息在体系内所有成员之间快速而准确地传播成为可能。

21．同时，较小规模的民主体为所有公民提供了通过直接观察和实践获取决策所需知识的更多机会。

22．但是，在更大规模的民主体中，所有公民拥有更多集体行动的机会，以应对更大范围的重要事情，从而对整个局势实施控制权。

23．同时，更大规模的民主体为个人提供了更多发展专门技能的机会，从而增加了人们理性解决问题的技术能力。

24．一般来说，相对于更大规模的民主体，较小规模的民主体中的公民能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参见第1、6、8、20、21条观点）。

25．相反，相对于较小规模民主体的公民，更大规模民主体中的公民有更多的机会去探索一系列的替代选择，从而他们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也能更加全面地控制局势（参见第2、4、5、9、10、12、16、17、22、23条观点）。

八、关于对领导人的控制

26．在较小规模的民主体中，领导者对公民的观点更具有回应性（参见第1、3、6、8、11条观点）。

27．相反，在更大规模的民主体中，领导者也可能对公民的观点非常敏感（参见第10、16、18条观点）。





关于这些观点和相反观点的描述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大多数观点及其反驳观点都是彼此一致的。事实上，直到最后四个观点（第24、25、26、27条），它们之间才是真正对立的。

其次，大多数的观点都可以明确地解释成是对事实的判断和假定，比如，“生活在较小规模民主体中的公民，更容易在公民关系中投入更高层次的情感。”显然，这不是评价。如果假定它在事实上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评价就必须依赖于它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在很多事例中，相关的价值标准都是显而易见，而且不可能相互矛盾的。这样，如果第3条观点在事实上是正确的，那么大多数人都必定会高估较小规模民主体的优点。然而，在实践中，价值标准常常是模糊的，或者是相互矛盾的。更为重要的是，事实本身常常就是疑云密布的。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希望为古典的以及还在继续的关于规模和民主关系的争论建立更加坚实的事实基础和价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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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模与民主的维度

一个地域实体的规模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维度：人口数量、地域面积、人口密度及其他。大多数关于规模和大众政府相互关系的学术讨论，一般都使用人口数量作为规模的标准，但是即使这样，衡量标准也是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的，因为作者可能考虑的是全体居民、所有公民、所有成年人、有选举资格的投票者或者仅仅是事实上的投票人。例如，柏拉图的最佳人口数量就是指古希腊的自由成年男子——公民，因此，它不包括妇女、少数民族、外国人以及奴隶。在一种直接民主体制中，与人口规模最相关的方面通常是指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人数，仅仅占整个人口中的较少部分。而在一个代议制政治体系中，由于某些原因，其他的每一个方面都可能相互紧密关联。

还有一些讨论规模和大众政府相互关系的命题，使用地域面积作为规模的标准。古典观点认为，无论是民主制还是贵族制，城邦政体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在一个小的地域范围内拥有少量的人口。“正如前面所说的，人口数量可以被看作是能够测量的，这对于领土面积来说也同样真实。”
1

 事实上，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是相互关联的。1965年，在136个国家中，总人口和总面积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69。当然，这一相互关系掩盖了一些极端的变异情况。世界上地域面积最大的7个国家中，按照面积递减的顺序排列，依次是苏联、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和印度。在这些国家的四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中，两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人口相对较少，另外两个（印度和美国）——分别是世界上人口数量居于第二位和第四位的国家。

规模偶尔也指人口密度，也就是说，每平方公里领土（或者可能指可耕地）上的人口数。例如，在一些讨论中，如果使用规模这一维度，挪威就可能被认为拥有比荷兰更广泛的地方自主权，因为地方政府行为在道路建设、高速公路和公众健康等相似领域的溢出效应（the spillover effects），人口密度大的国家相对于一个由普遍相互隔绝的村庄组成的国家更加显著，这一种观点得到了更多的宣扬。

这一比较显示了规模的另一个相关维度，即人口的分布。我们已经指出，对自治城邦的古典偏爱可能是由古希腊的地理条件造成的，这种地理条件倾向于迫使人口或多或少涌入由海洋、山脉或其他自然特征所严格定界的乡村或城市中。在一些国家，人口分布在大量相对较小的城市和城镇中。这样，70%的瑞士人生活在居民人数不足2万的城镇和乡村中。在英国，人口的分布情况几乎完全相反，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2万的城市中。然而，另一个不同的对比是，仅仅只有7%的英国人居住在伦敦，却有四分之一的奥地利人居住在维也纳。
2



在大多数关于规模和民主相互关系的讨论中，“规模”被明确或者含蓄地指涉为“绝对规模”：人口的数量、面积的大小、人口超过2万人的城市的百分比，如此等等。但是，相对规模有时比绝对规模更重要，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如果除比利时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都是由城邦国家（city-states）组成的，比利时可能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great power），而且永远不会遭受侵略。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比利时位于德国和法国的旁边，它只是一个小国，在一个世纪内曾两次惨遭蹂躏。同样，非常明显的是，如果不是有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邻国，芬兰的国际地位就会完全不同了。当我们讨论小国民主的生存能力和可行性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绝对规模，而且要考虑到相对规模。

最后，规模的变化有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奥地利由一个“先前拥有5000万人口的帝国的中心省忽然收缩成了一个拥有大约650万居民的独立国家，并且还面临着在先前市场周围迅速增长的关税壁垒（tariff walls）的问题……规模问题还遮蔽了所有其他问题。从一个大国到一个小国的国家规模上的剧变，导致了一种非常严重的有关规模问题的悲观主义情绪，特别是在巧言辞令的中产阶级中间。他们在丧失了受到良好保护的工作机会之后，就会倾向于采取一种同样消极的看法（take an equally poor view），认为国家规模扩大的机会和可能性就和他们自己重新得到工作一样希望渺茫”
3

 。

第一节　规模维度的社会经济特征

规模也可以从一种社会经济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例如，我们可以选择通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国家的规模。这样一种研究显得很有吸引力，因为先前的研究清楚地揭示了代议制民主出现的频度和一些高度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变量（如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清晰的相互关联。
4

 在我们的分析中，也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人口数是无关的，仅仅和总面积及平均人口密度之间存在非常微弱的相互关系。为什么不放弃测量规模的这些常规方法，而使用社会经济变量作为替代性选择呢？

尽管以这种方式考察规模问题可能有它的一些好处，但是用社会经济指标取代常规测量方法并不能澄清历史上有关民主与规模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争论。这样只会把这一问题变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就其本身而言，代议制民主与各种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并且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是，这种关系在我们的讨论中并不是根本性的。

然而，当考虑到政治体系的能力问题的时候，正如我们在下一章所要做的，我们却有必要密切关注各种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因为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有效性和自主性明显地更加依赖于一些关键资源（比如财富、贸易、熟练工人、大学毕业生等）的规模，而不是其人口数量或者领土面积的规模。在其他大部分地方，我们将使用人口数量或者与人口数量相关的指标来衡量国家规模。
5

 当然，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总是会详细地说明我们所使用的特殊指标的具体内涵。

第二节　民主的一些维度

在定义了与规模最相关的几个维度之后，我们现在必须对民主做同样的工作。对民主的分析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将民主定位于城邦国家，另一个是将民主定位于民族—国家，两者共享一些相同的因素。在这两种传统中，理想政体被描述为至少满足两个标准：


公民效能
 的标准（公民负责任的和有能力的行动能够对政体的决策行为进行充分的控制）；以及体系能力
 的标准（政体有能力对公民的集体偏好作出充分的回应）。

为了澄清这些标准和两大民主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将它们的相互关系在图2.1中阐明。如果任何一个系统的一个标准优于其他系统，而它的另一个标准也不次于其他系统，那么这一系统则好于其他系统。因此，很明显，位于点a的系统将优于位于点b、c、d的系统。正如我们在下面的章节将要看到的，评估规模对民主影响的一些最关键的问题之所以在今天出现，就是因为在两种标准之间存在冲突。例如，我们应该在体系b、c、d之间作何抉择呢？

[image: ]
图2.1　理想民主政体的两个标准



关于民主思想的古典传统坚持认为，事实上，小的、自治的、民主的城邦国家在点a。也就是说，根据公民效能与体系能力这两个标准，城邦国家比其他任何一种可供选择的政体都要好。由于任何其他体系都必然在公民效能的范围上小于这一政体，并且即使是在最好的环境中，这些体系为公民提供一种“善的生活”的必备条件的能力，也没有城邦国家那么强。在这种观点看来，民主的城邦国家之所以更为优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更加充分地满足了公民效能和体系能力这两个标准。满足这两个标准的必要条件可以用下列方式解释：


公民效能
 ：（1）公民为了能够充分地控制政体的决策，他们必须直接参与这些决策过程；（2）为了直接参与决策，公民的数量必须很少。


体系能力
 ：如果一个政体有能力对它的公民需求作出充分的回应，它必须是彻底自治的或者是拥有完整的国家主权的。

这样，古典传统所强调的满足两个标准的必要条件就是公民的直接参与（参与民主）和政体的完全自治（也就是整个公民共同体的完全自治）。很明显，即使是这一传统也不能想象一个政体能够免除自然法或者道德法律的约束，或者免除上帝的干预。它也不能设想一个政体能够完全避免其他自治政体行为的影响。但是在古典的观点看来，在小规模的公民共同体之外，没有人能够声称拥有干预城邦国家统治的合法权利。

当民主的概念被放置于民族—国家时代的时候，满足这一标准的必要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体系能力
 ：（1）只有民族—国家才有能力对集体偏好作出充分的回应；（2）因此，民族—国家（而不是更小的单位）应该是彻底自治的。


公民效能
 ：（1）对于公民来说，民族—国家太大以至于他们不能直接参与全部，甚至是大部分决策；（2）因此，公民必须至少能够间接地参与决策，典型的做法是通过选举代议机关或代表参与到决策机构中去。

人们注意到，规模的诸种限制作为民主政治古典传统的核心问题以及直接参与的必要条件统统消失了。并且，这预示着我们马上将要讨论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甚至对自治的必要性的强调也弱化了。较小的单位可能，而且无疑能够存在于一个在国家层面拥有代议制政府的独立民族—国家之内。公民可能，而且也许能够期望这些较小的单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主的。当然，除非民族—国家被彻底解散，这些较小的单位是不可能完全自治的了。

因此，随着民主的诸种标准被逐渐扩大，或者按照另外一种观点，民主的标准已经弱化了，被称作民主体系的范围变得更加庞大和更具异质性和多样性。民主体系的范围包括了四种完全不同的类型：（1）直接参与和彻底自治的民主体系，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2）直接参与和部分自治的民主体系，如新英格兰的乡镇和瑞士的小州（canton）；（3）完全自治但间接参与的民主体系，如19世纪拥有代议制政府的民族—国家；（4）部分自治和间接参与的民主体系，如拥有代议制政府的地方单位（subnational units）。

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尚幸存于世且无文字记录的社会是可能的例外，类型（1）的民主体系在当代已经不复存在。今天，当我们要寻找直接民主的相关例子的时候，人们必须转向政府的下属单位——拥有自己议会的新英格兰乡镇，以及拥有自己邦民大会（Landsgemeinde）
[1]

 的瑞士小州。也就是说，成了类型（2）的民主体系，或者是把直接参与设计到一个代议制体系的范围之内，例如提案权（initiative）、投票权（referendum）以及罢免权（recall）。而且很明显，即使在像瑞士这样的小国家的全国范围内，如果使用提案权和公民直接投票，其民主体系也就变成了类型（3）。然而，如果代议制体系在国家、地方各省、州的层面上实施，就成了类型（4）。这样，人们就会发现，在整个文明世界的进程中，没有一种政治体系能够将国家主权和全面的直接参与结合起来，在类型（1）中一起共同定义的两个特征已经变得相互分离开来。独立的民族—国家可能或多或少拥有主权，但是它们不可能完全地，甚至大部分地实施直接参与。像新英格兰乡镇和较小的瑞士州那样的一些政府单位，可能或多或少地实施直接参与，但它们只是政府的下属单位，而不是主权国家。

类型（1）的这种民主体系的消失发生在两个阶段，一个已经完成，一个还在进行中。在第一个阶段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是确保民主观念适应民族—国家的努力带来了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从直接参与体系向间接参与体系的转变，也就是从类型（1）到类型（3）的转变。

这些转变已经发生了，至少是部分地发生了，因为体系能力和公民效能这两大基本标准开始互相冲突起来。在这些情况下，一个希望其政体能够符合这两个标准的理性人，可能，而且的确不得不考虑两者之间的均衡（trade-offs）。一个理性或者理智的民主主义者，如果希望某些特定目标的实现机会能够最大化，可能为了增强体系能力而不得不以放弃某些个人效能作为代价。提供一个假想的案例，我们假设——不是对事务本身的争论——在达到某一阈值的时候，减少密歇根湖（Lake Michigan）污染的能力是规模的一个函数。一个希望清洁湖水的公民可能会很好地作出如下推论：如果把处理污染问题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那么即使环湖周围的大多数人——更不要说整个国家的人了——都希望湖水清洁，这一工作任务也不可能完成。因为在一些城镇里，支持有力的污染控制的人可能只是少数，所以这些城镇可能会继续污染湖水。因此，只有对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利益负责的一个地方机构或者甚至可能是一个联邦机构才是有效的。尽管在自己的城镇中，“我”对于各种决策可能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我”对于这种大型机构的决策必定只存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尽管如此，总的来说，我更偏好于那种存在于分权化的和不协调的当前体系中的机构。

为了呈现事件更为抽象的形式，我们可以假设早先的图2.1被中性曲线A、B、C、D所切割，如图2.2所示。例如，对于污染问题进行理性推理的公民，把位于线A上的所有政体都看作是同等令人满意的政体。沿着线A向东南方向移动，公民获得了个人效能却以降低解决眼前棘手问题的体系能力为代价。然而，位于线A上的体系总是优于线B上的体系，位于线B上的体系则优于线C上的体系，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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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被不同曲线分割的两个标准



在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还正在进行中，民族—国家自身日益变得不适当，并且逐渐转变为一个更为庞大的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地方政府。这样，就像自治的城邦国家已经消亡了一样，类型（1）的民主体系也已经消亡了。同样，随着自治的民族—国家的逐渐消失，类型（3）的民主体系也将逐步消亡。这样，即使是民族—国家，也将由类型（3）转变为类型（4）。

类型（1）和类型（3）两种民主体系逐渐消亡的趋势，与对民主的第二个基本标准的解释的变化相联系。政体和政治体系的概念不再是指一个单独而完整的单位，而是由很多相互联系的单位组成的一个复杂实体，这些单位中的一些从属于或部分地从属于另一些。单一的政体变成了复杂的政体。为了满足民主的两个标准，特别是体系能力的标准，非常明显，我们还是不得不对民主体系的必要条件进行再次修订。


体系能力
 ：（1）只有一个由大量相互联系、高于或低于民族—国家层次的政治单位所组成的复杂政体，才有能力对民族—国家的公民的集体偏好作出充足的回应；（2）因此，处于民族—国家层次或者低于民族—国家层次的单位不可能做到完全自治。


公民效能
 ：在这些单位中，不存在使公民效能最大化的唯一最佳方法。在一些单位中，直接参与是最好的；在一些单位中，选举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在另外一些单位中，更为间接的方法，包括把权力委托给由全国政府任命的官员是最好的。

第三节　术语问题

同一个词——民主——是否应该应用到城邦国家和民族—国家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去呢？多单位政体（multi-unit polity），特别是像民族—国家这种自身已经失去了其自治地位的多单位政体，将这一术语扩展得更为广泛。

如果“民主”这一术语从来没有由一种与城邦国家的直接民众统治相联系的理念和制度转变成为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政府相联系的理念和制度，我们的阐述就会更加明晰。这两种政治体系的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很难在同一种类型中共存。术语（nomenclature）的贫乏迫使我们不得不将现代的代议制政府和18世纪英国的混合式议会君主制政体（mixed parliamentary monarchy）
[2]

 归入同一类型。尽管这两种政治体系分享很多的共同特点，但是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和相似之处同样非常独特和意义非凡。如果“民主”这一术语不断延伸和拓展，会极大地阻碍对政治体系进行更加富有成效的分类方法的产生，同时，在古老的民主概念与现代代议制政府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联系也引发了非常广泛的歧义。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不仅导致了民主在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差异，而且导致了理念和可能性之间的差异，以致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在虚假希望、失望以及玩世不恭之间不断徘徊。很显然，在一个规模庞大的民族—国家里，不可能像在一个拥有最佳条件的小城市那样，政府能够以相同的方法进行同等程度的有效统治。

然而，人们无法在差异显著的不同“民主”变体之间保持术语的独特性。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麦迪逊试图将“民主”这一术语限制为一种“纯粹民主
[3]

 ，我认为是那种由少数公民组成的社会里，这些公民亲自集会议政并管理政府”，与此同时，他将“共和”定义为“一个实行代议制体制的政府”。对于麦迪逊来说，不幸的是，事实上他自己也肯定知道，他的主张并没有历史的合理依据。毕竟，罗马共和国没有发展出代议制度。有800年历史的威尼斯共和国（Republic of Venice），即使在它存在的最后10年，也是一个由所有贵族成年男子通过大议会（the Grand Council）
[4]

 直接参与的贵族政府。令人惊讶的是，麦迪逊的定义甚至直接和孟德斯鸠的权威定义相反。我们必须假定麦迪逊非常熟悉孟德斯鸠关于“共和”的描述以及两种共和制——民主共和制和贵族共和制——之间的区别。在孟德斯鸠看来，民主制是“人民的实体拥有最高权力”，贵族制是“最高权力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
6

 另一方面，麦迪逊的朋友兼政治盟友杰斐逊，将“共和”定义为麦迪逊所谓的“纯粹民主”。政府可能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的共和主义色彩，或者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民主的”。那么，一个代议制政府，“根据在其公民直接行动中所占据的或大或小的比例，它或多或少也是具有共和制特征的”。
7

 这本来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麦迪逊试图从术语上将一种简单的或者说是直接的“民主”同一种间接的或者说是代议制的“共和”区别开来，最终结果是这种区分并没有真正地流行开来。

杰斐逊的导师特拉西，曾经使用过“代议民主”这一术语。
8

 麦迪逊和杰斐逊部分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偏好使用“共和”这一术语的。他们希望缓和新体系的批评者们的反对意见，对于这些人来说，“民主”一词不如“共和”一词体面。然而，至少在思考这一问题的人当中，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之间术语上的区别后来还是被广泛地接受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议民主变成了简单民主，并且由于它们单一的共同标签（the single label）所暗含的原则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反而经常变得模糊了，即使是在学者们的学术著作中，也是如此。而这两者之间如果由不同的标签加以区别，本来完全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探寻完全不同的替代性方案上来。
9



第四节　术语之外

当然，关于规模和民主的争论，不仅仅是术语和分类的问题。正如我们在本章的前两部分所表明的，这一争论之所以持续是由于人们对于“大”单位在多大程度上收益高于成本抱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从完全相对的视角和观点陈述同样的标准，也就是对于“小”单位而言，人们对它在多大程度上收益高于成本持有不同的意见。很多人毫不犹豫地认为，规模小有它的优势和不足；也有很多人坚持认为，规模大既要付出代价，也会带来明显的收益。真正的分歧在于它们的相对数量。传统观点的倡导者认为，规模小的自治单位对于公民的优良生活是真正最好的选择；而规模较大的单位无论有何益处，必定会被其不利因素所抵消。民族—国家代议制政府的倡导者则明确地对其相对的成本和收益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

那些倡导由相互联系的单位组成一个复杂政体的人反对这两种观点，并且认为“也／或者”的争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误导。优势的平衡可能由于某些原因而有利于某种规模的一个单位，却也会由于另外的原因而有利于不同规模的另一个单位。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单位，其规模能够很好地适应于每一种目的的需要。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种单位所组成的正在兴起的复杂政体，随着技术、通讯、价值观、认同或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改变了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平衡，那么其组成单位的规模和范围也需要随之而改变。

基于民主理论的历史渊源，民主理论还没有进行适应性调整，以适合现代复杂政体的需要。事实上，人类在如何创建一个兼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复杂政体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不能获得与不同规模和范围的大众政府相联系的有关收益和成本的非常可靠的信息，在其他一些事情上，我们的研究遭遇到了重大障碍。

在下文中我们将开始我们的讨论。我们在国家和亚国家两个层面讨论规模与民主的问题，因而需要在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由于对规模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任何系统的尝试和探讨，我们的结论可能非常具有局限性。我们力图对一些应该探讨的问题给予详细的说明，提出这些问题的人至少是从民主视角来看待政治体制的运作的。在这里，我们也意识到一些其他相关的视角和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尽管我们试图为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提供答案，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经常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好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构建非常完善的理论模型，但是我们依然努力提出一些理论假设，以利于将来的研究者验证和完善。

然后，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的研究将以在本章中所详细阐述和严格限定的两个民主标准作为依据和指导。就第一个标准——公民效能
 而言，我们探寻政体规模是否在下列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公民负责地和适当地为实现他们目标而行动的能力的差异（第四章）。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有效机会以及他们如此行动的动机（第五章）。

公民准确地将他们的目标和偏好传递给决策者的能力（第六章）。

决策者有效回应公民偏好的动机（第七章）。

尽管第二个基本标准在所有的章节中都是一个较小的主题，但一直到第八章我们才对它进行直接讨论。在那一章里，我们仔细考察了规模对于充分回应公民集体偏好的体系能力
 的影响，同时也进一步考察了两种基本标准之间存在的冲突，以及在体系能力和公民效能之间存在的均衡。

注　释


1
 ．Aristotle, Politics
 , Ernest Barker (trans.), Oxford, 1952, p.293.


2
 ．数据来源于E. A. G. Robinso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London, 1960, p.178。


3
 ．K. W. Rothschild, "Size and Viability: The Lesson of Austria," in E. A. G. Robinso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 London, 1960, pp.168—169.


4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1971, p.63. 也可参见该书中第62—63页的注脚1—3。


5
 ．因为用人口数来划分单位经常会引发高度的偏差，我们一般将以10为底的人口数的对数作为指标。


6
 ．De l'Esprit des lois, Paris, 1961, Vol.Ⅰ, Book Ⅱ, p.12．尽管麦迪逊提出的“民主”的用法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用法相一致，他对“共和”的定义却和卢梭及孟德斯鸠都有所区别。


7
 ．在1810年写给约翰·泰勒（John Tyler）的信中，杰斐逊写道：“如果我给这一术语（共和）作一精确和确定的解释，我就会纯粹和简单地说，它意味着一个通过公民大众根据大多数的意愿建立起来的法律实施直接的和个人的管理的政府；那样，根据其公民的直接行动的成分中所占有的或多或少的比例，每一个其他的政府都或多或少的是共和的。这样一个政府很明显受到空间和人口的限制
 ，只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我怀疑除了在新英格兰城镇的程度上
 ，它是否具有可行性
 。”引自Adrienne Koch, The Philosphy of Thomas Jefferson
 , New York, 1950, p.165。强调为作者所加。


8
 ．Adrienne Koch, The Philosophy of Thomas Jefferson
 , New York, 1950, p.157.


9
 ．为了减少这种混乱，一位作者在几本著作中重新引入了一个古老的术语“多元政治”（Polyarchy）作为代议民主的替代词。《牛津英语词典》对它的解释是：“由很多人统治的国家或城市的政府；与君主政治相对。”这个词在英语中的使用最早出现在1609年。然而，由于其在这里的用法是需要一个更为扩展的定义而不是后来所需的严格争论，考虑到读者反对将明显错误的东西作为一个新词（neologism），我们在本书中没有使用这一词。







[1]
 Landsgemeinde是瑞士内阿彭策尔半州（Appenzell Inner-Rhoden）的一个露天广场。在这里，每年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公民通过举手表决的形式选举州的最高权威机构并通过新的法律。由于Landsgemeinde广场以这种直接民主形式而闻名，这一词语有时也可以翻译成“直接民主制”。——译者注


[2]
 混合的议会君主制政体也称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是以议会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君主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的政体形式。在这种政体形式下，内阁必须从议会中产生，通常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或政党联盟组阁，并对议会负责，君主只履行任命手续。内阁如失去议会信任，则必须辞职或提请君主解散议会，君主也要例行公事表示同意。君主是“虚位元首”，按内阁的意志行使形式上的权力，主要代表国家进行礼仪活动。但君主仍保留显赫的地位和象征国家团结统一的尊严，仍是国家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英国，议会君主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大致是这样的：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的法案，限制了国王的某些权力，并享有了立法权，但是行政权还掌握在国王手中，并直辖一个最高的行政机关——内阁。内阁的主要大臣由议会下院多数党领袖担任。18世纪初，自乔治一世开始形成了国王不参加内阁会议的惯例，并且由下院多数党领袖任首相，主持内阁会议也成为惯例，这样议会的行政权力大增。1742年，沃波尔内阁的政策遭到议会反对，沃波尔辞职，创下了“首相遭议会反对时应辞职向议会谢罪”的惯例。至此，内阁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便形成了。1783年至1784年，小皮特内阁遭到下院反对，内阁决定解散下院，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由新成立的下院决定内阁的去留。这一惯例进一步完善了责任内阁制，从而完全确立起英国式的议会君主制政体。——译者注


[3]
 纯粹民主（pure democracy）指的是在一个很小的社会中，大部分人都直接地参与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中来。纯粹民主一词首见于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论述。他用纯粹民主来指称古雅典等民主政体，与美国想建立的政体形式——当时称为共和国（republic）相区别。麦迪逊认为：“一种纯粹的民主，我认为是那种由少数公民组成的社会里，这些公民亲自集会议政并管理政府；而一个共和国，我认为是一个产生代议制体制的政府。”纯粹民主就是共同体成员按人头均等分享公共权力的一种治理方式。对政治而言，纯粹民主就是公共权力由所有公民均等分享的一种政治方式。——译者注


[4]
 威尼斯是一个商人贵族共和国。大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有议员480人，由名列“黄金簿”上的少数贵族世家中选举产生。小议会是政府，由6名议员组成，帮助总督处理日常事务。总督是国家元首，终身任职。元老院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有120名议员，由大议会和上届元老院选举产生。威尼斯大议会是一个各种限制性极强的议会式机构，只准许共和国内的贵族成员参与。威尼斯声称其政府是一个“古典的共和国”，因为在联合政府内，是由三个基本体制混合而成：公爵的王权、参议院的贵族政治和大议会的民主政治。——译者注





第三章　复杂性和多样性

当把一些小型民主国家的国内成就提供给美国作为范例的时候，人们通常的反应是：“噢，但是这些国家地域狭小，而且缺乏复杂性，所以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要简单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国家就是比大国家更简单、更少复杂性，事实果真如此吗？同一个国家内规模更大的单位也就一定比规模较小的单位更复杂吗？如果真是这样，这对于讨论国家或者单位的政治生活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复杂性的概念本身就是复杂的，并且难以捉摸。一般来说，以下几种情况的系统会被认为是更加复杂的：（1）为了理解、解释或预测一个系统的行为，不得不考虑更多的变量；或者（2）在这些变量之间，相互间的关系变化越多；或者以上两点都具备。如果A系统不仅比B系统拥有更多的变量，而且还包含更多的变量间关系的变化，那么绝大部分人都很可能认为A系统比B系统更复杂。然而，如果A系统在第一条标准上比B系统更加复杂，却在第二条标准上比B系统更为简单，问题就会随之而来。

一个政治系统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可能被认为是更加复杂的：（1）需要考虑政治行动者的态度、兴趣、欲望、偏好、需求以及目标的种类数量更多，并且（2）他们态度上的变化更大。

目前，在多个国家之间以第二个标准为基础进行比较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国家内部进行比较的数据也是匮乏的。甚至第一条标准也很难广泛应用，因为很难说清楚哪些行动者是在政治上相关而必须被考虑进来的，并且他们的态度、兴趣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变量可能是什么，也很难说清楚。

第一节　类别的多样性

当然，在分析一个政治系统的时候，社会科学家们考虑的分类标准主要包括：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宗教信仰、语言、区域等。考虑到这些分类标准中的任何一个，当（1）按人口划分成的子系统的数量越多，或者（2）这些子系统在规模上越是相互接近，或者以上两点兼备，这个政治系统就可能被认为更加多样化或者异质化。如前所述，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即用其中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系统，它可能是更复杂的；但用另外一个标准衡量时，它又显得更简单。这里，我们建议将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称为类别多样性
 （categoric diversity）
1

 的不同。

很明显，虽然类别多样性只是复杂性的一个组成要素，但它在成为可资利用的学术研究资源方面具有某些特定的优势。类别多样性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测量。其中一种较为简单但有直观吸引力的方法，有时候甚至比那些复杂的方法更有效，即计算进入一个特殊种类的最大亚群体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例如，从语言的角度考虑，一个90%的人讲同一种语言的国家，就会比一个最大的同种语言群体只占全国总人口30%的国家具有更少的多样性。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区分以下两种类别的多样性是十分有用的，即文化的多样性
 （语言、宗教信仰、种族或区域的差异）和社会经济的多样性
 （职业、教育、收入、财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变量）。同时，这两种类别的多样性都以某种不同的方式与三个决定性的条件相关联：独特的历史因素、社会经济水平以及规模。

为了解释为何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差异更加显著的亚文化，我们通常需要诉诸历史的因素。以语言为例，一些国家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而另一些国家则是高度同一的，原因似乎完全在于它们的历史遗产。瑞士有4种主要的语言，比利时和芬兰各有2种主要的语言，而荷兰和瑞典实际上（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各只有1种语言。这种语言多样性的差别并非是由国家规模或者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法国、联邦德国和美国的人口分别是比利时的5倍、6倍和20多倍，但是这些国家都有着更加同质化的语言。对此的解释并不在于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有着许多已经在语言方面因古老和长期延续的差别而分化的若干民族，而这些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又在一国之疆域范围内得以联合统一。在一部关于比利时的著作中，洛温评论道：“这个国家诞生于1830年，在这一年，它被国内的一条语言边界一分为二，这条边界自从公元5世纪以来就几乎没有改变过。”
2

 今天，将瑞士分为法语区和德语区的界线，实际上和5世纪把说德语的阿勒曼尼人（Alemanni）和说拉丁语的勃艮第人（Burgundians）分离开来的界线是一样的。
3



另一方面，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社会经济的多样性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相似的变迁通常称之为现代化）而有所增加。现代化的变迁，一般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更高的收入、农业部门的萎缩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这些变化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其中一个方面的增长通常会伴随着其余领域的增长。现代化的进程还伴随着专业人员和组织的迅速增加。国家或社区越繁荣富庶，就越需要专业化，并由此产生和支持更多的专家。现在来讲一个更简单的例子，一个由大量文盲农民主导的农业社会，往往具有一个相对简单的身份、财富和权力的等级结构。如果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种类繁多的行业、职业、专业以及角色的城市工业社会，就会有着错综复杂的身份、财富和权力模式。政治生活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政治角色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和组织化。

最终，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多样性，显然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内而非不同的国家之间，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在国家内部，小规模的社区更趋向于同质化，而较大规模的社区则具有相对多的异质性。在一个国家内部，社区的规模依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一个小规模的社区更可能定位于农业社区，或者拥有一个相对简单的经济结构；反之，一个较大规模的社区则更可能在经济上是“先进的”。因此，事实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类别的多样性随着社区规模的增长而增加的理论，显然能够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提升而得到全面的解释。社区越大，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会导致社区类别的多样性越强。

然而，这还不是整个事情真相的全部。更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可以大体解释在角色和组织方面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和专业化
4

 ，但是几乎不能解释诸如语言和宗教信仰（即文化多样性）等历史范畴所具有的更大的多样性。然而有证据表明，一个社区越大，其文化的多样性也就越显著。举一个单独的例子，不仅考虑职业因素，而且考虑语言和宗教因素的影响，瑞士的州规模越大，就比规模较小的州更少具有同质性。在瑞士各州，把一州的人口规模作为解释性变量，与其语言和宗教信仰多样性这个变量的相关性为0.25。

在国家之间，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规模与类别多样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一项研究表明，在人口更多的国家中，宗教的异质性可能更显著（尽管这种相关性是极其微弱的），但是种族的多样性和人口规模之间并不存在可识别的关系。
5

 独特的历史因素对于宗教、种族和语言多样性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职业多样性的影响，显然超过了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国家之间，规模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关系的缺失在一项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项研究使用了包含五个变量的指标：语言、种族、宗教、地方主义以及反映利益被“亲情、血缘、种族、地区和宗教团体”所表达的程度。尽管这些指标并未反映出与国家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但确实显示了与地域面积之间有趣的关系。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在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两个极端，对于以领土面积来区分的大国与小国而言，差异是十分显著的。大国可能比小国具有更多的异质性，反之，小国比大国可能具有更多的同质性。“此外，在一个完整的图表中，在地理规模和多元化水平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政体越大，就越有可能是多元主义的。事实上，87%的变量都是由于线性回归。”
6

 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在人口密度较小和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明显。事实上，高程度的文化多样性在相对较新的国家最为典型，这些国家的居民稀疏地散布在相对广阔的领土上，并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7

 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四条基本结论：

（1）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人口规模的社区之间，社区越大，涉及语言、宗教、文化的历史性裂痕，以及与现代化相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多样性的类别多样性就越显著；

（2）在国家之间，文化的多样性严重依赖于独特的历史因素，而与国家的人口规模无关。但是国家的领土规模越大，文化多样性的可能性就越大；

（3）在国家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和“现代化”水平相联系，但是现代化的水平与人口无关；

（4）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类别多样性可能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却与独特的历史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无关。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就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因素，因为我们尚缺乏可靠的证据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国家的人口规模与类别多样性之间密切相关。

第二节　组织

正如我们已经表明过的，产生类别多样性的相同过程也可以促进一个社会中组织数量的增长。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如下内容：




由于文化、城市化、货币经济、政治革命以及先前存在的组织密度都影响着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又产生了建立新组织的强烈动机。同时，这些变量也提升了新的组织形式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且这些因素有利于提高发展新的组织形式的概率。至少，这就是当前流行的理论结论，尽管它尚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验证水平上。
8






这种观点被来自美国的一些数据资料所支持。根据调查报告（census report）的结果，在1850年，美国有3.8万个地方教堂，而到1936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近20万个。1890年，美国有145个不同的教派，而到1936年则达到了256个。在1897年，美国劳工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下辖58个工会组织，到1920年，这个数字稳定在大约110个左右。就在国内战争前夕，美国邓白氏集团（Dun & Bradstreet Consulting Inc．）列出了约20万个企业组织（business concerns），到195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将近270万个。使用一种不同的报告制度，另一个调查报告显示，1929年美国大约有300万家公司，1945年几乎达到了450万家。1790年，人口超过2500人的社区仅有24个，1850年有236个，1900年有1737个，1950年则有4741个。
9



一个国家内组织数量的增加通常归因于被称为现代化的一系列复杂的、相互联系的过程。但是，规模的两个重要维度，即人口数量和地域面积，明显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contributing factor）。无论权威结构是什么，民主的抑或等级制的，在寻求有效的沟通和控制方式的过程中，随着组织规模的逐渐扩张，在任何组织内部似乎都会产生一种子团体越来越多的趋势。另外，所有组织的“控制幅度”（span of control）都是有强制性限制的，不能无限地扩张。如果一个组织不能正式地组织自身，那么，其正式结构将比不上它的非正式结构。因此，一定程度的分权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甚至在由等级制权威所统治的组织中，如在军事单位或者独裁政体（political dictatorships）中也是如此。

这些假设对于组织问题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些常识。并且，如果这些假设同样适用于公共官僚机构、商业公司、军事组织、医院以及其他种类的组织的话，那么它们也能给政治共同体带来某种程度的启示。因此，可以合理地提出如下理论猜想：

在其他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情况下，政治系统的人口规模或者地域面积越大，组织及其所包含的子团体的数量就越多。

由于定义和辨别一个组织及其子团体的边界比较困难，也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可用的数据资料非常匮缺，以致它成为一个难以验证的理论猜想。然而，它又确实引出了一个附属的理论假设：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治系统的人口规模或者地域面积越大，它所包含的政府下属单位就越多。

当然，在这个例子中，“其他条件相同
 ”（ceteris paribus）的从句，就像在其他许多情况中一样，掩盖了大量的先决条件，不仅包括国家的现代性程度，而且还包括国家的政治本性。然而，一些分散的证据则为这一理论假设提供了某种支持。相对于国家之间的比较，国家之内不同单位之间的比较再次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在一项对人口从5万到75万不等的51个美国社区进行的研究中，特里·N．克拉克（Terry N. Clark）发现：“社区居民的数量越多，决策结构就越是分权的。”
10

 一般来说，更大规模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更可能采取联邦制政府而不是单一制政府。
11

 自然地，在一个一党独裁的体制中，名义上的联邦结构和一个代议民主体制中的联邦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在拥有代议制民主机构的国家中，当人口更多或地域更广时，联邦制就会更为常见。在这些国家，规模阻碍了沟通和控制。在瑞士，多山的地形提供了对于规模问题的一种地理上的平衡。我们的证据还显示，无论是否实行联邦制，一个国家越大，其政府就更加分权。具体来说，表3.1显示了18个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中央集权程度和国家规模之间呈现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也许最为有趣的是，表3.1显示，相对于人口数量
 ，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与地域面积
 的关系具有更加显著的关联性。当然，历史地来看，物理距离给沟通强加了非常严重的障碍。



表3.1
 　18个代议制民主国家的中央政府集权程度和规模


[image: ]


注：在这里，测量中央政府集权程度的方法使用的是中央政府的规模与所有政府规模之和的相对比例。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所使用的代议制民主国家来自一个包括35个多元政体和接近多元政体的国家的列表，该列表中有一些合适的最新的数据资料。该列表参见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eaven, 1971, p.248，以及该书第231页附录A所描述的分类标准。

诚然，由于物理距离对直接沟通所造成的障碍会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电话、广播和电视的增多而急剧地减少。沟通的成本，尽管还与距离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也仅仅只是过去成本的一部分而大为降低了。领土规模较大的国家的分权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的沟通成本而非当前的沟通成本，这一点很难说得清楚。然而，对分权化的需要并没有显示出即将消失的迹象。

以人们所接受的这些贫乏的数据为基础，我们的理论假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规模越庞大，其组织和下属单位的数量就越多。这种下属单位的激增必然导致更大的多样性或者复杂性吗？几乎可以肯定是这样的。即使是在军队这样下属单位非常相似的体系中，事实上，也需要借助下属单位相当程度的、精确的同一性以减少组织内部的复杂性。规模上的增长如果导致了复杂性的减少，那么就需要考虑变量的数量，以及这些变量间的关系变化。如果规模的增加导致复杂性的增加，也就说，需要考虑的变量数量，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程度都会相应地增加。虽然很难确定其他的因素确实都一样，但一个拥有1000万人的军事设施会比一个只拥有1万人、10万人，甚至是100万人的军事设施要更加复杂，这一点人们几乎不会公开质疑。一方面，倾向于相同甚至可以互换的下属单位在实践中从来就不是完全相同的，而是不断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中不断产生各种新的问题；另一方面，组织规模的增加往往伴随着专业化水平某种程度的提升，或者使得这种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成为可能，乃至必需。并且，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会相应增加影响体系变迁的各种变数。然后，每一个组织或者下属单位也都倾向于发展出自身的利益和目标，其领导人和其他成员也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和智慧来实现这些利益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和下属单位就倾向于演变为利益集团。

这一推理过程也是组织和利益集团研究者所熟悉的。然而，还有一个附加的原因值得考虑，即利益集团的数量可能会随着一个政治体系规模的增加而增加。组织理论为规模设定了一个最大阈值，一旦超过这一阈值，控制幅度过大，组织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控制。因此，我们为组织设定一个最低的规模阈值，低于这一阈值，就不可能组成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事实上，对一个可称之为“管道工法则”（the Plumber's Law）的理论进行系统阐释是颇具诱惑力的。如果大约每1000个人对应需要一个管道工，那么一个拥有1000个居民的社区可能就只有一个管道工，也就不需要管道工人的组织。一个1万人的城镇大约有10个管道工，就有成立一个管道工人协会的更好机会。而在一个10万人组成的城市中，则有100个左右的管道工，也就更有可能形成一个管道工人的组织。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会有1000个管道工，就可能形成一个有很多下属单位和一些专业化服务部门的管道工的组织。

这种推理的总体思路会直接导致这样一个理论假设，这一假设也常常与麦迪逊的名字相关联：

一个政治体系的规模越大（包括人口规模或地域面积），有组织的利益或利益集团的数量就越多。

很遗憾，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方法来验证这一假设。因此，我们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合理的理论猜想而予以保留。

总的来说，大量的理论推演和模糊观念，以及少量的定量数据资料，都支持如下理论假设：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尤其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时候，国家规模越庞大，其所拥有的组织和下属单位就越多，其所涵括的政府下属单位也就越多，并且，这个国家内部有组织的利益和利益集团的数量也越多。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在拥有代议制民主机构的国家之间，国家规模越庞大，其政策制定过程也就越复杂。

注　释


1
 ．在《政治分歧的分析》一书的第三章，道格拉斯·W．雷（Douglas W．Rae）和米歇尔·泰勒（Michael Taylor）发展出这一概念的测量指标，他们称之为“碎片化”（fragmentation）。参见Douglas W. Rae, and Michael Taylor,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Cleavages,
 New Haven, 1970, ch.3。


2
 ．参见Val R. Lorwin, "Segmented Pluralism: Ideological Cleavage and Political Cohesion，”论文宣读于the Torino Round Table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 1969；以及Val R. Lorwin, "Belgium," in R. A. Dahl (ed.),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1966。


3
 ．Kurt Mayer, "Cultural Pluralism and Linguistic Equilibrium in Switzerland, "in Joseph J. Spengler and Otis Dudley Duncan (eds.), Demographic Analysis
 , Glencoe, Ⅲ., 1956, pp.481—482.


4
 ．存在一些证据表明，角色和组织的专业化水平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不断发展，而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无关。参见Kaare Svalastoga, Social Differentiation,
 New York, 1965, pp.149—150。但是，这些证据无论如何都不是非常清晰和决定性的。


5
 ．Jack Sawyer, "Dimensions of Nations: Size, Wealth, and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73, 1967, pp.145—172, Tables 3A, 31.


6
 ．Marie R.Haug, "Social and Cultural Pluralism as a Conception in Social System 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73, 1967, pp.294—304，300.


7
 ．Ibid., Tables 5, 6 and 7.


8
 ．Arthur L. Stinchcombe,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 James G. March(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 Chicago, 1965, p.153．一个有关该问题更早的陈述，参见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 New York, 1951, pp.52—62。


9
 ．数据源自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 Colonial times to 1957
 , Washington, D. C., 1960, pp.14, 97, 228, 570。


10
 ．Terry N. Clark, "Community Structure, Decision-Making, Budget Expenditures, and Urban Renewal in 51 American Commun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Vol.33, 1968, pp.576—593, 585.


11
 ．杰克·索耶（Jack Sawyer）发现，在82个国家中，18个国家是联邦制结构，余下的国家都是单一制，联邦制和人口规模之间的相关性为0.34。参见Jack Sawyer, "Dimensions of nations: Size, Wealth, and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73, 1967, Tables 3A, p.162。





第四章　公民参与及其效能感

在一个合法参与机会相对广泛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范围与程度是否在任何重要的方面都依赖于该体系的规模？

第一节　理论思考

在下列情况下，公民参与政治的动机有望增强：

a作为一种或多或少的即时后果，理想状态下，公民通过参与获取的直接满意度（或者避免不满意的程度）越高；

b参与在时间、便利性、精力、金钱、不安、焦虑、恐惧等方面的直接成本越低；

c作为间接的或者长远的最终结果，理想状态下，公民通过参与获取的长期净收益越大（或者长期的净损失越小）；

d在公民看来，他的行动能够对最终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是说，他的效能感越强。

一个公民从政治参与中获得的直接满意度（或避免不满意的程度）会以某种方式同其身处的社区规模有关，这种观点当然是合乎情理的。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学家普遍认为，一个社区越小，其成员行为的可见性就越发明显，暴力性规范就显得更加具有威胁性，冲突性规范就显得更加无法容忍。并且，相对于大社区而言，小社区具有的部门和文化多样性越少，一整套共同规范的一致性就越高，人们就会更加愿意遵守一系列公共准则。如果参与政治的义务是民主国家普遍接受的准则，人们就会推测小社区中的人们比大社区中的人们更会遵守这些准则。人们也可以想象，在较小的社区中，参与更多地被视为是社会或社交事务，而不仅仅是私人事务。同时，一个社区强迫公民遵守一套公认的社会规范的能力，必定会随着社区规模的增加而迅速地消失。因此，参与的效果在人口超过10万的一组城市之间，或者在刚好超过这种最低人口限度的国家之间能够非常显著，似乎是不可能的。在国家之间，居住在小社区中的人口比例相对于这个国家的总人口，能够解释更多的问题。这样，一个大多数人生活在小城镇中的大国家相对于一个大多数人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小国家，能够产生出基于良好公民行为准则的更高一致性，比如可能有更高的投票率（voting turnouts）。

关于直接成本，尽管有理由假设体系规模越大，一些政治行为就越不便利，但是很明显仍然没有理由解释——一个我们马上将回过头来讨论的假设——为什么选举的投票成本在一个规模越大的政治体系中会不断增加。投票能够随着投票设施的增加或减少而变得更加容易或更加困难。原则上说，投票站（Voting booth）和投票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在一个大国家或者一个大城市，完全可以设计得和一个小国家或者一个小城镇一样近。事实上，人口密度低的地区比人口数量多或地域面积大的地区更有可能导致投票成本的增加。然而，即使是在低人口密度的地区，如果政府、政党或其他组织愿意并且有能力承担这一成本，至少在原则上说，投票就应该和高人口密度的地区一样容易。

尽管政治参与的长期净收益（the net long-run benefits）可能随着单位的类型而变化，但是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种特殊类型的单位，如一个国家、省或者自治市，其不同规模能够以任何千篇一律的方式影响选民对于政治参与利益的预期。例如，人们可能更轻而易举地想到，一个小国家中的公民更倾向于意识到国际性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会对这种国家的自治施加更为严格的限制。相应地，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可行的选择空间就会大大减少。因此，可以推测，参与的重要性也就随之而降低了。然而，同样的推测也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理论假设：恰恰是由于国际因素的限制，公民才有可能更加关心选择和影响自己的政府，以确保政府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行动，以期实现其扩展最大利益和遭受最小损失的目的。此外，在一个大国内部被分散到基层政府或中间层政府（local and intermediate governments）的一些功能，而在一个小国内，则可能全被集中到中央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结果就是，国家政治事务（national politics）在小国可能比在大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这些推测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导致确定的预言。

规模对于政治参与效能的预期影响也很难从理论上进行预测，因为公民的效能感似乎至少是两个变量作用的结果，而规模扩大可能对这两个变量造成完全相反的影响。

一方面，卢梭和许多其他“小国寡民”思想的倡导者提出的常识性假设认为，随着公民数量的增加，任何特定公民所分享的权力、影响力或决策权必然随之减少。这样，在一个由5个人所组成的委员会中的一张选票，比在有5000万选民的选区中的一张选票更具有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会。仅仅考虑到这种影响，就像许多倡导者所做的一样，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假设：


公民共同体的规模越大
 ，个人的效能感就越弱
 ，也就是无力感越强
 。因此
 ，参与的动机就越弱
 ，随之而来的则是参与行为就越少
 。

当然，还有一个完全相反方向的因素，卢梭几乎没有注意到。一个人的个体行为，或者就此而言的团体行为，是否在最终结果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决于这个体系内各种力量的均衡程度。在一个各方力量非常接近的决策中，某个单个公民的行动或不行动可能是决定性的。例如，在一次势均力敌的选举竞争中，一个人投票（或不投票）就会显得意义重大。因此，如果各方力量之间接近平衡，参与的动机就应该更高。美国选举的证据支持这一推论，相对于预期有一个稳操胜券的候选人的投票者，预期选举是一场旗鼓相当的竞赛的投票者更有可能参加投票。

现在，我们引入本书第六章的证据和最后一章的论断，即一个政治体系规模越大，政治上的竞争性可能就越强。相反，对于一个较小的政治体系而言，其政治上具有单向性或同质性的可能性就越大。正是基于这些观点，我们提出了如下理论假设：


一个政治体系的人口数量越多
 ，一个民主体系就可能越接近于力量平衡
 （或者更具有竞争性
 ）。因此
 ，一个公民的参与行动对结果产生影响的机会就越大
 。

仅仅考虑到这个影响，人们可以认为参与行为会随着体系规模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从纯粹的理论思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是有些道理的，也就是规模的增加会对政治参与产生多种多样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中的很多方面可能会被文化的、教育的以及组织的因素所抵消。在这里，理论毫无用武之地，我们只能求助于经验性的数据资料。很遗憾的是，目前所拥有的数据也不能满足我们的分析要求。尽管如此，使用一些我们可以得到的数据，仍然有助于以三种方式来比较参与的水平，包括：不同的国家之间；单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之间；以及一个国家之内规模不同、但其他条件大体相似的地方单位之间的参与水平。

第二节　投票：国家之间的参与及其公民效能比较

关于投票，某些数据证实了我们的猜想，也就是在单位的规模和选举的投票率之间不存在相互关联。特别需要指出的，在33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中，全国性选举的投票率和人口数量、地域面积以及人口密度之间似乎没有十分重要的相关性。使用人口数量、地域面积、人口密度的对数，体系规模和选举投票率之间产生了下列相互关系：

投票率和人口数量　0.05；

投票率和地域面积　-0.12；

投票率和人口密度　-0.10。

根据在本章伊始我们引入的阐明参与的四个解释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项研究发现就不会让人大惊小怪了。例如，一个独立于规模而发生变化的因素，是投票的成本。事实上，一个大国——美国，由于要求选民注册，或者由于在某个工作日而不是某个节假日进行选举，以及直到最近，在南方实际上一直存在的针对黑人的排斥政策，使得在美国投票比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更加困难。而一些小的民主国家，比如荷兰，通过处罚不投票者使投票成本提高的努力失败了。但这些和规模几乎都没有关系。大多数小国家都没有实行强迫投票，当荷兰取消这一政策时，荷兰的投票率大大地降低了。一些较大的国家，如意大利，使投票既容易而实质上又是强制性的，因此有非常高的投票率。

基于我们讨论中所表明的原因，公民政治参与的预期收益和效能感与国家规模之间也仅有一种微不足道的联系。在投票中，选举体系的性质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例如，为了判断自己对于全国选举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机会，一个高度理性的公民就不得不计算出他的投票是否可能改变其所在选区以及整个国家的选举结果。现在我们进入这样一个领域，在那儿所有的精确计算都被打破，即使是信息灵通（well-informed）的公民也不得不根据非常粗略的假设进行投票。很明显，相对于在一个总人口数较多且被分为大选区的体系中，在一个总人口数较少且被分为小选区的体系中，一个人单独的投票对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机会会大很多。更加不太清楚的是，与包含较少选民的较大选区相比，一个包含较多选民的较小选区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影响投票人的所有期望的。

并且，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ve）对“赢者通吃”体系（winner-take-all systems）的影响也是不清楚的。“赢者通吃”应该在势均力敌的选区中增加选民投票参与的动力，而在“一边倒”的选区中弱化选民投票参与的动力。比例代表制意味着选票即使是投向少数派的候选人也不一定会浪费。但是，正如荷兰1966年改革的组织者所认为的那样，党派的激增可能会破坏投票者的效能感，因为投票者在议会组阁的复杂过程中很少有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在荷兰，1966年的改革倡导用单一席位选区制（single-member district）替代比例代表制。

第三节　其他类型的参与：国家之间的比较

如果选举参与没有受到国家规模的重要影响，那么其他形式的参与呢？毕竟，即使投票和选举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但是在直接民主的传统观点中，投票行为只不过是“最后的举手表决”，仅此而已。这种“最后的举手表决”只是公民大会（popular assembly）内外人们进行的讨论、说服和争论的最终结果，是对投票之前形成的大众偏好的正式批准。

因为关于选举投票的报告给分析家们提供了容易获得的大量定量数据，所以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方式而言，选举得到了更为全面而彻底的研究。一旦人们离开了相对肯定的投票这一领域，跨国比较（crossnational comparison）就陷入未知的泥潭（quagmire of unknowns）。小国的公民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除了投票之外）是多于还是少于大国中的公民呢？他们是否感到自己更具有效能感呢？他们是否对于政治更加感兴趣而且更深地卷入政治生活呢？对于这些问题，人们目前还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既是由于数据的缺乏，也是由于规模的影响可能被更多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如文化、教育等）所掩盖。然而，可用的零散数据还是支持了这样的猜想，即政治参与率并不随着国家规模而发生系统性的变化。这样，在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所调查的四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中（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来自美国的例子表明，在国家选举层面，美国公民比其他三个国家的投票率更低，但相对于其他三个国家的公民而言，美国公民对政治生活具有更大的兴趣和更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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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如果教育的因素被忽略，这些国家之间的许多区别就会显著地减少。那么，现有的调查数据就很难说明，阿尔蒙德和维巴所发现的这四个国家在政治行为方面的许多差异与美国人口数量是其他国家人口数量大约四倍的事实相联系。

事实上，不管这种政治参与行为是否有价值，根据一贯的报道，美国人都比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公民对政治事务有更大的兴趣。这样，一项来自美国和法国之间的调查数据的对比，使菲利普·E.康弗斯（Philip E. Converse）和乔治·迪珀（Georges Dupeux）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比法国人在一个更高层次的选举上表现他们的兴趣。”
2

 在一项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和荷兰分别进行的调查中，对全国性选举非常感兴趣的美国公民比荷兰公民所占的比例更高（具体参见表4.1）。在对这两个国家的调查中所使用的问题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参见表格下的注释），但是它们所测量的是相同的态度。



表4.1　美国和荷兰民众对于全国性选举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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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etherlands，De Nederlandse Kiezer
 ，1956，p．73；U．S．，Angus Campbell，Gerald Gurin，and Warren E．Miller，The Voter Decides
 , Evanston, Ⅲ., 1954, p.34.

注：实际的问题是（美国）“对于今年的政治运动，你是非常感兴趣、有点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以及（荷兰）“你是否对第二次内阁选举感兴趣？非常感兴趣、有点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

来自荷兰的调查数据恰恰是参考来自于在1958年新议会选举之前在芬兰坦佩雷（Tampere）所做的关于投票人的调查，这一数据使人们能够对两个国家的公民对政治问题的兴趣进行比较，其中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是另一个的三倍。尽管提出的问题稍有区别，对问题答案的分类也有重要的区别，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比较的有效性。但是，报道中“非常感兴趣”的比例在两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即非常低（具体参见表4.2）。表4.3比较了几个国家各种社团中的成员身份情况。



表4.2
 　荷兰和芬兰（坦佩雷）对于政治党派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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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关于荷兰1956年选举情况，参见表4.1；关于坦佩雷1958年的选举情况，参见Pertti Pesonen，An Election in Finland
 ：Party Activities and Voter Reactions
 ，New Haven，1968，p.61。



表4.3
 　五个国家的组织成员身份




	种　 类
	荷兰（样本量：1600）
	英国（样本量：963）
	联邦德国（样本量：955）
	意大利（样本量：995）
	美国（样本量：970）



	非成员身份
	50%
	53%
	56%
	71%
	43%



	成员身份
	50%
	47%
	44%
	29%
	57%



	其中：单一成员身份
	32%
	31%
	32%
	24%
	25%



	多种成员身份
	18%
	16%
	12%
	6%
	31%




数据来源：表格中所提供的数据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以及阿尔蒙德和维巴尚未公开出版的调查数据），参见Arend Lijphart，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Berkeley，Calif．，1968，p．150，引自Centraal Bureau voor de Statistiek，Vrijestijdbesteding in Nederland
 ，Winter 1955/'56，Deel 5，Verenigingsleven
 ，Zeist，1957，p．10；以及Gabriel A．Almond，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N．J．，1963，pp．302，320。除非有专门的标注，这些国家受访对象的样本量都和这个表格中所显示的数据是一样的。

至于加入政治组织的情况，在一项关于“政治组织的成员身份、出席政治集会以及试图影响政治选择”三个方面对于美国和法国的一项比较研究成果揭示：尽管在人口规模和地域面积上明显不同，两个国家之间的共同点是“印象深刻的”，并且“成员出席政治集会的频率在两个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所有的这些成员中，出席会议的平均人数在这两个国家都仅仅是为数极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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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对于美国和挪威的比较研究显示，相对来说，挪威人参加政党的人数比率几乎是美国的六倍。然而，对于公开的党派活动，比如参加政治会议或者为某个党派工作，两者的比率又大致相等（具体参见表4.4）。



表4.4
 　挪威和美国的政党成员身份和选举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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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ein Rokkan, and Angus Campbell,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life: A Comparison of Data for Norwa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 Vol.12, No.1, 1960, pp.66—99.

如表4.5所显示的，坦佩雷的芬兰人中具有党派成员身份的比率将近是美国的三倍。这样，在挪威、芬兰和美国三个国家之间，党派成员身份的比率显然是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减少的。事实上，这与其说是规模因素影响的结果，不如说是政党制度自身不同的结果，尤其是工党（Labor Party）在挪威劳工运动的关键角色，这种作用通过两种方式来显示。正如表4.4所显示的，党派成员身份显然不包括公开的政治活动；以及如表4.5所显示的，在美国，政治党派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更高。表4.5还显示，在这三个例子中，强烈的政党支持者之比例与政党成员身份之比例之间，两者并不具有系统的相关性。而且，强烈的政党认同者的比例在芬兰显然比在美国高，且这一数字在芬兰几乎是挪威的两倍。然而非党派或独立于各种党派的比例在坦佩雷似乎还不到挪威和美国的一半。这些发现并不令人惊讶：很明显，党派成员身份并不是规模影响的结果。在芬兰的例子中，一个强势的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国内战争挥之不去的遗产可能更好地刺激了人们强烈的党派偏好。

这些分散的数据资料为归纳总结提供了一个不太坚固的基础，但它们还是可以支持如下理论假设：



表4.5
 　挪威、芬兰和美国的政治党派




	党派的指标或分类
	挪威（样本量：2563）
	芬兰（坦佩雷）（样本量：476）
	美国（样本量：1772）



	党派成员身份
	23%
	11%
	4%



	强烈的支持者（包括政党成员身份）
	25%
	44%
	36%



	微弱的支持者
	34%
	39%
	37%



	非党派或独立人士
	25%
	11%
	23%



	没有信息或其他
	16%
	6%
	4%



	合计
	100%
	101%
	100%




资料来源：关于党派成员身份参见表4.4注，关于坦佩雷，参见Pesonen，p.66；关于党派的分类，参见Angus Campbell，and Henry Valen，“Party Identification in Norway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Campbell et al.，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


在国家之间
 ，很明显
 ，政治参与和国家规模之间不存在任何普遍性的关系
 。如果存在一种关系
 ，它和影响参与的其他因素相比也是如此地不值一提
 ，以致它不能从现存的数据资料中推测出来
 。

第四节　国家之间的效能比较

即便政治参与和国家规模之间没有关系，较小规模国家的公民可能比更大规模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更有效能感。毕竟，人们可以推测，公民更有效能感的简单事实，可能使得小国的领导者们如此地具有回应性，以致公民们事实上很少有采取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无论这一理论猜想的有效性如何，我们将返过头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看来结论似乎是：


在较小规模的民主国家中的公民不会比更大规模国家的公民更具有效能感
 。

首先，大量的数据显示，规模之外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都柏林是人口第三少的欧洲民主国家的首都，其公民对于受到公共官员平等待遇和认真考虑的信心，相比于其他四个更大的国家的公民，要小很多。事实上，他们的悲观主义仅仅被墨西哥所超越，对于墨西哥，人们并不把它归入代议制民主国家这一类（具体参见表4.6）。



表4.6　公民对于政府官员和警察对待自己态度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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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这个表格的主体数据原封不动地复制于Basil Chubb，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Ireland
 ，Stanford，Calif．，1969，p．311．巴兹尔·查布的数据来源是尚未出版的都柏林的芒格调查（Munger Survey）以及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中的数据。参见Gabriel A．Almond，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N．J．，1963，pp．108—109（所有其他处）。

注：这里和其他地方的表格根据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调查，除非特别的声明，墨西哥的样本量为1007。

其次，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以及阿尔蒙德和维巴所搜集到的调查数据使人们能够比较荷兰和四个更大的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效能感（具体参见4.7）。正如利普哈特所指出的，面对一个潜在有害或不公正的行为：



表4.7
 　五个国家公民的政治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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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荷兰的数据来自Arend Lijphart，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Berkeley，Calif．，1968，pp．152—153；其余所有的数据来自Gabriel A．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1963, p.203。

注：百分比超过100是由于存在多种回答。


53
 %的人感到根本没有能力做任何事
 ；他们也不知道能够做什么
 ；或者明确地说他们什么事也不能做
 。一半以上的荷兰受访者只是简单地顺从这种可能有害或不公正的行为。具有这种消极状态的百分比大大高于美国
 （25
 %）和英国
 （38
 %），而且并不是很显著地低于德国
 （63
 %）。
4



正如我们马上将看到的，如果公民相信他们自己在处理地方事务上比处理国家事务上更有效能，那么，我们就可以问，为什么像爱尔兰和荷兰这样小规模民主国家的公民在与官员打交道时不会感到比大的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公民更为有效呢？

首先，全国政府是如此地不同于地方政府，以至于这里所提供的各种证据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不相干的。例如，所有的全国政府都非常复杂，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的全国政府的规模都如此之大，以致规模不同所造成的影响要么微乎其微，要么根本就不存在。

其次，政治信任、能力感、对官员可接近感的信心、个人的效能感以及类似的对于政府的定位，几乎肯定会受到与规模无关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政治机构的本质属性、政治文化及其历史演变，等等。这些影响因素可能——而且也许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超过了规模在跨国比较研究中所起的任何作用。无论如何，只有通过控制这些因素，人们才能够探究出国家规模是否对公民的效能感具有任何相对独立的影响。

第五节　参与和效能：地方与全国的比较

无论在参与和效能感方面规模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很显然，它们在民主国家之间的作用是如此的细小和微妙，至少根据目前全部有用的数据来看，确实是这样的。特别是由于刚刚所提到的各种跨国性差异所造成的模糊或者无效的影响，这证明观察国家之内的差异可能更为有益。在国家之内，两种比较似乎是有价值的。在任何特定的民主国家内，人们可以考虑本质上具有相同的法律或宪法形式的单位之间参与情况的变化。例如，参与在不同规模的自治市、不同的州或不同的省之间的变化。人们还可以考察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单位，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之间的差异。虽然用于这两类比较的数据资料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首先，如何使用本章一开始提出的影响参与动机的四个变量，即直接满意度、直接成本、长期净收益以及预期效能，对全国和地方单位进行比较呢？尽管证据是零碎的，也还是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至少这些因素中有一些对于地方层面的参与比对于全国层面的参与更为有利。

尽管直接满意度和成本还没有令人满意的测量方法，但至少还有证据表明，一些国家的公民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地方政府是一个规模更加适合人性的机构（human-sized institution）。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所做的事情更容易被公民们所感知，它处理问题的方法更容易被公民们所领会，因此，地方政府处理问题时，也就成本更低，报酬更丰厚。重大的事务，如外交事务、军事政策以及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影响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甚至对一些不愿承认这一点的人来说）是非常遥远而复杂的。相比较而言，地方政府所处理的事务看起来就要简单得多。例如，在阿尔蒙德和维巴所作的调查中，一半以上的美国受访者承认他们根本不理解国家事务，或者至少理解得不是很好，然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感到被地方事务所迷惑。认为自己对地方事务理解得“很好”的人的数量，是认为自己对国家事务理解得“很好”的人的三倍。在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地方事务也是能够被人们更好地理解（具体参见表4.8）。



表4.8　五国公民对于国家和地方事务的理解程度


[image: ]


资料来源：阿尔蒙德和维巴尚未出版的调查数据。

注：问题是：（15）“想一想国家所面对的重要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你认为你对这些事务理解得有多好？”以及（16）“对于一个城镇或国家一部分的地方事务感觉如何呢？你对它们理解得有多好？”这里墨西哥的调查样本数量为1295。

1964年在德国进行的一项有更多样本（2140）的调查中，产生了非常类似于表4.8所显示的结果：67%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对地方事务理解得“很好”或“相当好”，然而只有52%的人对国家事务也这样说。在另一端，35%的受访者承认他们对国家事务理解得“不是很好”或“不好”，而这一数据对于地方政府只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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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益，民主国家的公民似乎并不认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全国政府比地方政府更为重要。例如，在阿尔蒙德和维巴调查的五个国家中，每一个国家的受访者都认为全国政府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要影响比地方政府更为频繁，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具体参见表4.9）。在这五个国家中，认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倾向于改善本地区境况的公民，都与认为全国政府也会这样做的公民几乎一样多，几乎没有人感觉到没有地方政府他们会过得更好。



表4.9
 　五个国家的全国和地方政府对于公民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image: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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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 Princeton, N.J., 1963, pp.80—82;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survey, 未出版的数据。

注：对于询问“政府影响的特征”的问题是这样表述的：“整体而言，全国／地方政府的活动是趋向于改善这一地区的条件，还是如果没有它们会更好？”由于针对后一个问题的调查只在对政府能够施加一定影响的人当中展开，因此回答这一问题的受访者样本相对减少了，如在全国政府层面，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样本数分别为：821、707、676、534、301。

关于效能感，在五个国家的调查中，公民们看到地方单位更容易接近、更易于控制、更便于管理。在美国，在改变一项拟议中的不公平的国家法律方面，只有十分之一的公民认为享有非常大的成功机会。但是，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能够成功地改变一项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拟议中的地方法规。事实上，在所有的五个国家中，感觉到自己能够成功地改变一项拟议中的、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或有害的国家法律的公民比例，远远比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一项不公正的地方法规的公民比例要低。一项1966年对于阿姆斯特丹投票者的调查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他们对政治没有影响。但是，相对于对国家政治影响能力的悲观情绪来说，对地方政治影响能力的悲观情绪略少一些，前者为69%，后者为63%（具体参见表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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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五个国家的公民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治效能感


[image: ]


资料来源：阿尔蒙德和维巴尚未出版的调查研究数据。

注：问题是“假设有一项法令正由大多数地方政府单位（城镇的、乡村的等）考虑当中（22，23），或者假设一项正由国家立法机关所考虑、你认为非常不公正的或有害的法律（26，27）……您会怎样做？如果您作出某种努力去改变这一法规（法律），您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22，27）”

所有这些发现很自然地导致人们相信：公民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而不是国家政治。当然，我们马上面临如下的理论悖论：


在很多国家中
 ，包括美国在内
 ，除了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水平在地方层面比在国家层面更高
 ，但是投票率则是地方层面比国家层面更低
 。

除了投票之外的参与证据也是来自阿尔蒙德和维巴的五国调查。事实上，在五国中的任何一个，都只有少数的公民曾试图以投票之外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然而，在这些少数人之中，说自己曾经试图影响地方政府的人是说自己曾经试图影响全国政府的人的二至四倍（具体参见表4.11）。1956年在荷兰的一次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报道与市议员（municipal councilor）有联系的人（12%）是与国会议员有联系的人（2%）的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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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报道的五国公民试图影响政府的努力




	国　　家
	国家政府
	地方政府



	美　　国
	16%
	28%



	英　　国
	6%
	15%



	联邦德国
	3%
	14%



	意大利
	2%
	8%



	墨西哥
	3%
	6%




资料来源：阿尔蒙德和维巴尚未出版的调查研究数据。

注：墨西哥在这里的样本数为1295。

与之相对，我们必须把这一发现置于国家之内：


对投票率而言
 ，通常有这样一种趋势
 ，即国家层面的选举投票率比地方层面的选举投票率高
 ，尽管在一些国家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小
 。

为了解释这些悖论，我们需要对某个特定层次的政府的影响和看到的选举结果进行细致区分。公民可能感觉到，即便没有像参与全国选举一样参与地方选举的强烈愿望，地方政府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还是有重要影响的。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国家的地方选举比全国选举更不平衡，某一方可能取得绝对优势（在后面的一章中我们将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参与的动机也就降低了。很自然地，国家精英们把全国选举看得比地方选举更重要，结果是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全国性的选举上。公共媒体也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全国性选举上。为了有效动员全国性选举的支持者，组织工作也就更加艰苦。当情况不是这样的时候，像在意大利和智利那里，市的或者省的选举是同一天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地方选举被看作是阶段性的全民投票，而党派得票率的变化被解释为全国性支持的变动趋势。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投票率的下降就会大大少于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因为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地方选举是和国家政治生活相隔离的。

因此，这种投票率的差异就不应该被解释为：对大多数人而言，参与地方政治生活并不必然意味着比参与国家政治更不重要或者更少满足感。政治精英们一般把地方政治视为官员晋升体系（
 cursus honorum）中迈向国家最高职位的早期起步阶段，在这一方面并不代表大多数公民的观点和想法。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事实是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无论是在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政治生活中，大多数公民都只是充当边缘性的参与角色。地方政治相对的即时性、可接近性和可理解性能够给很多公民提供更强的能力感和效能感，而这些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则感到相当地难以企及。在政治生活日益集权化和国家化的年代，地方政府的捍卫者所坚持的东西，在将来可能被证明是更加有效，而不是更少效力的。至少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民主的公民身份之美德只有在更小规模的、更加熟悉的地方政府所在地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

如果更多的民主国家被整合进更大的地区或国际体系中，而且当这些国家确实成为更大的地区或国际体系的一部分的时候，全国性政府的自治性当然就会降低。那时，全国性政府就可能变得像今天的州或地方政府，他们当然也会缺乏可接近性或者相互熟悉的优势。正如在第一章所讨论的，在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政府层级中，民族—国家丧失了其自治权，它也丧失了在过去的世纪里民主政体的国家精英们所声称的权利，即由于城邦国家已经犹如明日黄花，民族—国家已然成为“民主”的唯一栖息地。正如我们将表明的，由于不再有唯一的民主栖息地，有效公民参与的民主抱负所留下的大部分遗产，就是它在较小规模的舞台而不是较大规模的舞台中能够得以更好的实现。在这些较小的舞台之中，地方的区域性政府可能会重新发挥重要作用。

第六节　参与和地方单位的规模

那么，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有没有一个规模或规模的范围对于公民参与和效能感是最优的呢？很显然，如果存在一个最优的规模，那么将来就应该在地方单位中投入更多的注意力，以获得和维持这一规模。

这样立刻就产生了三个问题。首先，根据一个标准是最优的东西，在这里是参与和效能感，根据其他标准来看可能不是最优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并且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还将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因为在我们看来，这需要一种民主问题比较视角的转移，也就是从对民主政体规模大小的比较转移到民主栖息地从城邦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变化上。第二，在某个时间和地点看来是最优的东西，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看来则可能不是最优的。这一点，也提出了一个我们在本书中多次进行讨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最后，这一观点还存在令人惋惜的证据不足的问题。这一点，对投票的记录和报道当然也是最早的。投票数据显示：


在国家之内
 ，在具有相同法律类型的地方单位之间
 ，在投票率和单位规模之间不存在普遍的相关关系
 。这样
 ，在一些民主体系中
 ，选举投票率在小的自治市比在大的自治市中略高一些
 。而在其他一些民主体系中
 ，情况是相反的
 。在另外的一些体系中，规模和投票率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关系
 。

由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原因，投票并不必然是最好的，当然肯定也不是唯一合适衡量参与和效能感的指标。当然，针对瑞典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显示了一种例外情况，我们马上将转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瑞典的数据资料表明，参与（除投票之外）和地方政府单位的规模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

对原来引用的阿尔蒙德和维巴关于美国的调查数据的再次分析显示，在美国的受访者样本中，参与和社区规模之间没有关系。
8

 然而，政治无力感随着受访者所在社区规模的增加而略有增加。尽管在较大的社区中，存在更高比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个变量倾向于掩盖这一关系，一旦控制教育因素这个变量，这种相关性增加。“显示在同等教育水平的时候，在社区规模和政治无力感之间有着微弱却意义重大的正比关系。”
9

 日益集中的大城市明显增加了公民和他的政府之间的疏离感。尽管无力感与规模的关系要低于与教育、年龄的关系，但它高于与性别、收入和种族的关系。
10

 尽管政治无力感随着社区规模而增加，但是政治参与并没有下降，这似乎是很反常的。另外，可能的解释是规模对于参与的影响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掩盖，即来自较大社区的受访者倾向于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因此，正如在其他大量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参与政治。

第七节　基于瑞典的个案研究

在一个国家内部研究规模和民主关系，瑞典地方政府研究团体（Local Government Research Group）的研究工作是最庞大和最细致的。
11

 该研究团体选择了36个地方政府单位（公社）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这36个公社是通过精心挑选作为分析样本，以发现不同的规模和人口密度对民主价值观和政策执行效率（efficiency of performance）的影响。
12

 一些比较研究包括瑞典三个最大的城市，斯德哥尔摩人口80万，哥德堡45万，马尔默26万。非常明显，相对于来自美国的观察数据，大多数瑞典公社也许只拥有数量极少的人口，这也使得这项研究在显示规模的变化所具有的重要后果方面非常有价值，因为这些公社的规模长期徘徊在人们经常认为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规模的最低门槛之下。

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在瑞典，参与和效能的价值都是在高人口密度的
 80
 00人以下的公社中得到了最好的实现
 。例如，在这些小规模的、高人口密度的社区，有更高比例的投票者报道他们经常讨论地方问题
 。所有这些拥有高水平的公民讨论的社区，可以用两个因素来加以解释，即组织成员身份和熟悉地方议员。在这两个方面，规模更小的公社拥有优势，也就是说，在一个小规模的公社中，政治组织和其他志愿组织的成员身份倾向于数量最大。
13

 并且，非常引人注目地，直接参与地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口比例，在一个小规模的公社要比在一个大规模的公社中大很多。

在小规模、高人口密度的公社，公民们也对政治更加消息灵通。能够说出最近一次地方选举中至少一名候选人名字的人也更多（具体参见表4.12）。相反，不能说出至少一名地方官员名字的公民比例显著地低了很多。当然，这不是简单地就知道一个名字的问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公社，更经常的是，公民们不仅知道官员的名字，而且对这些官员们拥有自己的态度和评价。在这里，与三个最大的城市的数据比较表明，差异是相当显著的。



表4.12　公社居民的政治意识和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瑞典）


[image: ]


资料来源：Bengt Owe Birgersson, Harry Forsell, Torsten Odmark, Lars Strömberg, and Claes Örtendahl, Medborgarna Infromeras
 : Den Kommunala Självstyrelsen 2
 , Stockholm，1971，p．205.

注：在这里，三个最大的城市是指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马尔默。

这项研究也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在规模更小、人口密度更高的公社中，选举产生的官员更能代表他们选民的特性和态度。当然，我们把针对这些理论发现的讨论推迟到下一章。在那里，我们将转为关注官员的公众控制问题。

第八节　小　结

本章的讨论似乎让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就所有重要的方面而言，公民之间的政治参与和效能感都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规模；

（2）然而在国家之内，不同单位的规模对于参与和效能感的影响是重要的；

（3）由于具备更大的可接近性和可理解性，地方政府培养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并提升了公民的效能感。在这一方面，一种对于地方政府的传统辩护似乎得到了证据支持；

（4）然而，为了使参与和效能感的价值最大化，可能需要的单位大大小于我们通常假设的规模。在瑞典，这一单位少于1万人；

（5）这样，在实现参与和效能感的价值方面是最优的一个单位，在实现其他价值方面，如单位解决大部分公民最关心的问题的能力，可能就不是最优的。

最后一点是我们后面章节将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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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民沟通与控制

毫无疑问，公民应该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是公民效能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达到我们在第二章中曾提出的民主的第一个标准的必要条件。但是，显而易见，无论是纯粹的参与，还是一种强烈的效能感，光有两者还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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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公民参与能够把他们对于公共政策的偏好和态度准确地传达给所有影响决策的人，并且决策者顺利地对这些政策输入进行了令人满意的回应，否则，公民还不能说是有效能的。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规模对公民与其决策者进行政策沟通的能力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规模对刺激决策者有效回应公民需求的作用。

第一节　沟通成本的规模效应

在一个遵循多数决定的政治体系中，如果决定决策结果的人的数量是公民数量的一个函数，如果公民与单个决策者沟通的成本都是稳定不变的，那么很显然，对于希望将他的观点传达给每一个决策者的公民来说，公民沟通的总成本一定会随着这个体系中公民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尽管这个观点在直觉上是十分清楚的，但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讨论。假如在某一个特定的政治体系中，说服公民参与到为某个特定的政党投票可以非常审慎地估价为每人1美元，那么在一个有100个公民的政治体系中，要获得10%的公民团体的支持，一个政治角色要花费10美元，如果人口增加到1000个公民，就要花100美元，以此类推。

在一个人口不断增长的单一体系中，对于那些政治资源至少和公民数量增长一样快的任何行动者而言，说服成本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为了使问题简化，如果我们假设人均资源的拥有量都是固定的和平等分配的，那么一个政党要想使它的成员人数随着人口的增加依然保持一个常量，如占公民体的25%，那么不论公民体的规模有多大，花费在每个人身上的说服成本是不变的。但是对于资源增长跟不上公民数量增长的政治角色而言，情况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个问题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如果他的资源或多或少是保持固定的，那么他希望说服的人数也是保持固定的。由于这一数量随着公民体规模的扩大，其所占的比例是逐渐减少的，他的效能感也就逐渐降低了。因此，在一个竞争双方各有45%的投票者和10%的不确定者组成的500人的社区中，如果一个公民在时间和财力方面有足够的资源来争取50个人的支持，由于他不仅能够识别而且能够取得整个不确定者群体的支持，这个公民的政治行动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同样的情形放在一个有5000人的社区中，他就只能争取到1%的不确定者的政治支持，而在一个50000人的社区里，他仅能争取到0.1%的不确定者的支持。此外，在最后一种社区里，他要区分那10%的不确定者的难度大大增加。

我们简单的假设肯定低估了个人或者任何固定规模的团体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而保持其说服能力方面的困难。因为至少在超过一些较低的阈值的时候，许多人均沟通成本将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在一个1000人的社区里，在校舍里举办一场晚会就能解决的事情，而在一个1000万人的政治共同体中，则需要公共印刷、公共邮递、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报道以及巨大的专业化的官僚机构才能解决。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


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
 ，如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同
 ，对任何个人或者固定规模的团体而言
 ，公民的数量越多
 ，试图说服其他公民的成本就越高
 。


在这种情形下
 ，体系越庞大
 ，公民参与的成本就越高昂
 。

第二节　沟通中的时间成本：参与的公式

之前，我们主要是从金钱的角度来讨论沟通的成本。但是沟通成本一个更为精确的表达方式是时间。沟通需要花费时间。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个政治体系中参与者的数量就会给沟通施加根本的和可能无法克服的约束。

显而易见，在一项集体决策中，潜在参与者的最大数量（Np）是由两个参数决定的：可用于决策过程的时间数量（T）和每一位参与者的平均可用时间长度（Tp）。因此：

公式一：Np＝T／Tp

例如，假设一个决策要在第三天结束的时候作出，每天可用8个小时，或者3天内合计24个小时。暂时排除讨论和其他形式的参与。如果平均每个参与者需要1个小时，那么潜在参与人数的最大值就是24。

现在，每位参与者的平均可用时间（Tp）是由每项参与活动平均所需的时间（Ta）和每位参与者的平均活动次数决定的（Ap）。那么：

公式二：Tp＝（Ta）（Ap）

同理，非常明显的是：

公式三：如果总的可用时间（T）是固定不变的，那么要增加潜在的参与者人数（Np），就必须减少每位参与者的平均可用时间（Tp）。

公式四：如果每位参与者的平均可用时间（Tp）是固定不变的，那么要增加潜在的参与者人数（Np），就必须增加总的决策可用时间（T）。

公式五：如果总的决策时间（T）是不变的，那么分配给每个参与者的任何一项行动的平均时间（Ta）的增加都必须相应地减少每位参与者的活动次数（Ap），反之亦然。

一系列的纸笔运算（pencil-and-paper exercise）可以快速地给读者一个具体的印象，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约束的具体内涵，同时也促使他们在短时间内能够把握这些简单的关系。在公式三中，我们已经假定了决策可用的总时间固定为24个小时，如果要将潜在的参与者人数由24增加到100，那么就必须将每位参与者的可用时间（Tp）减少到大约15分钟。如果有1500个参与者，那么每位参与者只能分配到1分钟，这个时间只够人们进行一次简单的选票填写。

或者，考虑以公式四来举一个例子，每位参与者的可用时间（Tp）是固定不变的。在雅典，一次全体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的法定人数是6000人。现在格劳孔（Glaucon），一个对参与民主有着无尽热情的雅典公民，认为所有的重要决策，甚至包括战争——不，最重要的就是宣布战争！——都应该在出席公民大会的所有公民有机会发言15分钟以后才能在公民大会上作出。格劳孔的建议看起来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雅典人不久就发现，即使不超过目前公民的法定人数，为了作出一个重大决策，他们必须每天10小时参加会议150天。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例子中，都假设每位参与者只介入决策过程一次。无论是格劳孔还是我们都明显地知道，一次性的单独介入几乎不能遵循探寻真理的逻辑过程。格劳孔认为，在公民大会中充分的讨论需要每个公民不止一次发表言论，以支持或反对主要的提议。他也应该回应其他公民针对这一主要议题的言论。而对于逃避民主义务，不参与讨论的公民要予以罚款。

非常明显，对诸如格劳孔这样的公民来说，他们不是头脑简单，就是疯子。因为如果每一位公民都在某个主要议题上作一次发言，然后他的发言得到来自每一个其他公民的回答或反驳，那么每一个参与者的发言次数就会随着参与者人数的增加而呈平方数增加。格劳孔的批评者会指出，如果每一次发言的平均时间是15分钟，如果出席公民大会的最低法定人数是6000人，如果会议的会期是每天10小时，每年300天，那么根据格劳孔的规则，在公民大会上要达成一个简单的决议都需要3000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呈现这个观点的荒谬性，但从实质上来说，这个观点并不是完全荒谬的。如果公民可以通过演讲直接参与到决策中，并且被其他公民直接倾听的人数是十分少的，那么不管这个直接倾听的人数必须限制在5人、10人，还是25人，这个人数的多少都不是最重要的。一般而言，这个极端的限制几乎不可能超过25人至30人，而且肯定少于50人；有丰富的委员会工作经验的读者可能会将这一限制缩小到5人或者10人。那么，通过我们的公式，我们不妨总结出一个主要的理论观点：

公式六：通过直接对所有其他参与者发言来参与决策的人数很少，即使超出“小组”或一般“工作”委员会的规模，也就只能是25人至30人。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所有民主体系的规模都远远大于一个工作委员会。那么，当民主体系超出这一规模范围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公式七：无论何时，当一个民主体系的规模大于一个工作委员会的时候，比普通公民更加充分地参与政治决策的领导者就会出现。

这是不可避免的。每位公民的充分参与变得越困难，一些公民大量参与，因而不可避免地比其他公民拥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就会变得更加具有必然性。事实上，经验已经证明，即使在一个很小的团体中，每个人参与的程度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这里是一些此类研究成果的总结：

不仅每位参与者的平均参与量会随着团体规模的扩大而减少，而且对参与的分配也会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在一个规模为3人至8人的讨论小组中，所有成员都可以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组发表相关评论，但是通常只有一位成员，即最高参与者会向整个讨论小组发表比其他特定小组成员更多的意见。随着团体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数量和比例的参与者的参与总量会低于他们“平等”分配所得的份额，也就是说，低于团体的平均值。同时，至少在产生参与的领导者的地方，高层参与者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鸿沟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倾向于成比例地增加。当一个小组的在任领导者被罢黜的时候，由剩余成员发起的活动总量曲线，倾向于随着团体规模扩大的简单曲线而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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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的视角来说，尽管领导者的出现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领导者的出现，而在于领导者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一旦缺乏系统的方案来确保所有的观点都能够被代表，那么随着公民数量的增加，如何能够避免领导者的非代表性呢？贝特朗·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曾对主席问题有过非常精彩的分析，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当一个集会中公民数量逐渐增加的时候，主席的问题变得日益严峻。他不可能给每一个公民都提供议员席位，因此，他必须从中挑选和选择。如果他是一个公正的主席，那么他可能尽力根据人们的能力，或者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至今为止还未被代表的观点，来选择一些发言者。为了避免混乱，必须提前准备一个可能的议事日程。如果议事日程上的问题错综复杂，那么就必须补充一些附加的信息。为了能将精力集中于讨论，提供一个建议性的政策方案可能是令人满意的。谁来制定议事日程，收集所需信息，以及拟定最初的推荐方案呢？这些公民如何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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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不要误以为公民大会是雅典唯一的政治机构。在其他的机构中，还有500人议事会（the Council of Five Hundred），它通过抽签，在10个部落的每个部落中各产生50个公民，来管理城邦的日常事务，并为公民大会准备议事日程。此外，一个著名的演说家，一个领袖人物，比一般的普通公民有更多的机会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因此，事实上，雅典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代议制政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些公民感觉到演讲者的选择可能是不公平的，或者以某种方式对他们的事业有害，他们可以提前召开秘密预备会议，以重新选择一位“有代表性”的发言人，并产生最能代表他们观点的情况。因此：

公式八：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代议制机构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政治体系的规模越庞大，领导者对公民观点的代表性就越小。

如果我们马上考虑一下格劳孔的问题和主席的问题，以及更为普遍的时间问题，就能很明显地发现，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我们所关注的这种参与类型要求在所有的决策者之间进行有序的沟通。毕竟，如果两个发言者试图在公民大会上同时发言，他们的声音不可能同时被每个人听到。但如果我们改变参与的形式，也就是所有的决策者之间无需进行连续不断的有序沟通，而是能够同时发言，或者仅仅在一小部分决策者——甚至不同派别的决策者之间同时发言，那么情况就会截然不同。

公式九：在一个民主体系中，参与者的人数越多，就越有必要采取这样一种参与形式，即在所有决策者之间无需进行连续而有序的沟通。

幸运的是，一些个人参与的重要形式（包括沟通），都无需连续的沟通，因为它们或多或少都能同时进行，其中的一种就是投票。尽管投票在小团体中有时是连续进行的，比如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中、在非洲巴罗特部落的长老委员会中，或者在唱名投票的美国国会议员中，投票经常或多或少是能够同时进行的。这样，时间就不会对一个体系内投票者的数量施加重大的限制与约束。

公式十：时间成本不影响通过投票参与政治的公民数量。

但是，这一公式是否适用于阅读报纸、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思考政治问题、形成政治观点和态度，以及其他种类的“心理”层面的参与呢？如果成立的话，那么：

公式十一：时间成本不影响以个人的、“私人的”或“心理的”形式参与政治的公民数量。

当然，我们总结的公式直接引导我们回到18世纪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发现。在从城邦到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件中，大幅度地扩大民主单位规模的可能性，公民通过选举选择代表并赋予代表以立法权而得到了实现。到了这个阶段，公民体被划分为各个选区，公民沟通集中在几个选区乃至一个单独的选区中展开。那么，自然而然地，随着代议制度的引入，公民政治沟通的时间、金钱和其他资源成本就大大地降低了。但是随着代议制民主中的公民数量的不断增长，新的沟通问题又出现了。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根源于公民的需要，如果他们希望在一个代议制民主中通过说服官员以发挥作用的话。

如果政府官员能够有效回应公民或者公民团体的需求的话，官员们就必须了解公民或公民团体的需求是什么。而政府官员要想知道公民的需要，那么在公民和政府官员之间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沟通。如果公民要有能力去反对甚至撤换那些回应不及时的官员，他们就必须清楚官员们到底是如何回应的。因此，公民必须有一定的沟通手段来了解官员的回应。

我们可以进一步简化理论，首先考虑那些以整个体系作为选区的官员。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些官员称之为高层官员，这不会产生什么很大的混乱。当然，正如我们必须做的那样，高层官员是一个标签，可以帮助我们稍后讨论更为有限的范围或选区之内的下级官员或低层级的领导人。

公式十二：公民与高层官员之间直接沟通的数量是（a）选区中公民的数量，（b）从一个公民发送的“信息”的平均时间长度和（c）普通公民重复其信息的次数的一个函数。

现在不妨继续作另一个有用的（如果是人为的）的简化假设：公民重复给任何一位既定的高层官员的信息次数是固定的，即一次。最后，我们是否可以有目的地进行一个荒谬的限制，即（简要地）假设只有一条信息的公民把这一信息分别向每一个高层官员重复传送一次。

公民与领导者之间沟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对等性。一位领导者会接收到来自公民的大量个人信息，但是他有时只能选择一条简单的信息回复给所有的人。即使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伯里克利能比较容易地对全体公民发表演说，但是全体公民想要和伯里克利交谈就难如登天了。对所有的公民讲话比所有的公民对他讲话要容易。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电子沟通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伯里克利的听众。事实上，伯里克利的听众规模已经不再有任何理论上的限制。然而，即使在今天，能够和伯里克利进行直接沟通的人并不会比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更多。

公式十三：能够和一个单独的领导者进行直接沟通的公民人数或多或少是固定的，但一个领导者通过收音机、电视机等方式，与之直接沟通的公民人数却已无理论上的限制。这种领导者与听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对称沟通
 （asymmetrical communication）。

第三节　解决之道

对于领导者来说，沟通超载问题的一个明显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与全体受众进行沟通来作出回应。尽管单个公民持续不断地将他们的信息直接传递给决策者，可是决策者不再对每一个公民作出单独的回应，而是把所有的受众视为一个整体、一位受众。

解决方法A：高层官员可以通过非对称沟通的方式，即把全体公民视为一位受众的方式，以解决由于公民数量不断增加而造成的沟通问题。

然而，尽管非对称沟通有助于减少高层官员对选民进行直接回应的时间，却并不能节省他收集选区信息的时间。因此，随着信息量的不断增加，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B：为了应对与选民直接沟通日益增加的时间量，特别是直接收集选区信息的时间，政治领导者的职业逐渐变成了全职的。

随着规模的增加，由兼职的业余人士担任的代议制机构中的职位，逐渐被全职的职业人士所代替。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议会中的政治家。从经验上看，考虑到所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同样的方向受到了压制），尽管很难梳理清楚规模对于议会成员职业化的具体影响，但是规模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中，选区规模随着选举权的日益普及和人口数量的稳步增长而不断扩大。在每一个选民数量规模不断膨胀的国家里，立法者就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投入政治。考虑到众议院（the lower house）的每个议员平均下辖40万人，而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的政治生活具有如此高的职业化程度，难道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吗？或者可以说，相比平均只拥有5000选民的冰岛下议院议员
[1]

 ，美国议员不是更加全职化的政治家吗？仔细考虑一下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一个选区平均拥有的代表数是冰岛或者卢森堡全部人口数的两倍。1960年，在美国一个中等规模的州的人口数大约是250万人，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当时，美国有一半的参议员所代表的州的人口数，几乎与爱尔兰的总人口数一样多。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一位爱尔兰下议院议员现在的选区规模增加到整个爱尔兰那么大，他的生活将发生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然，职业化作为解决民主沟通问题的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一旦一个人变成了全职的职业政治家，他就会利用其所有可用的时间去追求政治。从那以后，他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

解决方法C：如果公民数量增加，同时公民信息的平均规模依然保持不变，那么每一个高层官员的负担就会由于专职化而得以减轻。

专职化解决了我们之前所设定的人为约束，即公民向每位高层官员重复他的信息。在这一约束上，充分的专职化意味着他只需要向一位最高官员传达他的信息。由于这种解决方法的收益是如此明显，因而是一种最常用的方法。官员们通常因事情的主题不同而变得专业化，而公民也就在不同的问题上与不同的官员进行沟通。一个同样熟悉的专职化的形式，在立法机关中，通常是通过地域标准来实现专职化的。这正是议会选区要做的典型事务，它们使公民与来自它们居住区的一个或几个议员的沟通变得更加便捷。

当然，作为一种成本更低的沟通方法，专业化也有其自身的限制。当一位公民直接传递给高层官员们的每一条信息只是直接传递给他们中的一个人的时候，限制也就出现了。在这一点上，如果公民仍然存在一个沟通超载的问题，并且所有的官员都已经实现了全职化，那么就需要给出其他的解决方法了。

解决方法D：如果公民数量增加，公民信息的平均规模保持不变，而且每条信息只传递给一位领导者，那么通过增加高层官员的人数就可以减轻每位高层官员的负担。

这最初是立法机关摆脱困境的一个简单的方法。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方法，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议会中立法者的人数是该国人口数量的一个函数。但是，这种解决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立法机关人数过多，就会导致立法机构笨重低效。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方案C和D都使得沟通的直接性受到损失，公民与一位高层官员沟通，这位高层官员再依次与其他高层官员沟通。因而，我们已经朝着一个更深入的解决方法前进了一步：

解决方法E：通过运用间接的沟通链代替直接的沟通链，公民和高层官员之间沟通的负担就会减轻。

在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所有全职人员就是间接的沟通链的例子。众议员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处理所有的选区事务，因此他聘请一位职员来专门处理许多这样的选民关系问题。在较小的规模上，国会议员的职务变得官僚化。官僚制和行政等级制的日益增长正是对方案D最典型的应用，这种解决方法在现代政府的行政机构中随处可见。当然，官僚机构还有其他的功能，以及其他的起源。

用间接的沟通链取代直接的沟通链会伴随着什么事情出现呢？似乎会出现两种情况：

解决方法E1：间接沟通链上的下级领导人可以通过概括和浓缩信息，以减轻高层官员的沟通负担。

系统的民意调查是浓缩信息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一个民意测验能够给领导者提供他的选民们希望表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表达仅仅是由于时间的匮乏，不能通过选民们自己的直接讨论来获得。当然，概括和浓缩不可避免地会过滤掉一些信息。这是因为，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信息，对另一个人而言，可能只是“背景噪音”而已。被詹姆斯·G．马奇（James G．March）和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称之为“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bsorption）
[2]

 的现象，把不确定性转变成终局性的。有意或无意的信息扭曲，善意或恶意的信息隐瞒，以及自私自利所导致的信息失真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和沟通间接性的不断增加，很难准确评估关于公民需求的相关信息的丢失量，因为有很多其他影响因素介入。例如，调查和社会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关于公民需求的信息，这些需求信息即使在一个小规模的体系中迄今为止也是无法得到的。然而，概括和浓缩信息的权威潜在地而且可能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其他的权威和权力。无论最初的意图是什么，被赋予这种权威的下级领导者可能不再是公民和高层领导者之间机械的信息传递者。在一个下级领导者有权威自主或半自主地回应公民需求的民主体系中，公民和高层领导者都认为自己能够从这个体系中获益良多。

解决方法E2：下级领导者可以通过自主的行为，也就是自主决策，来减轻公民与高层官员之间的沟通负担。

在一些体系中，下级领导者可能被明确授予了某些决策权威。比较典型的情况是，他们的权威会被特定的主题，或者特定的区域，或者两者皆有而专门化。例如，在民主国家中，尽管各个委员会所享有的自主程度千差万别，实际上所有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都存在几种形式的委员会体系。委员会因此变成了公民与高层官员之间间接沟通链条上的另一个环节。事实上，联邦主义可能内生于大型的、无疑也是巨大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很难想象，如果权威没有地方性分散，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Common Market）或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如何能维持其代议民主机构。

于是，一个中心的观点再现了。为了满足第二章我们所设定的民主的两个标准，历史的转变就在于，为了实现民主的目标，什么样的单位和机构规模被看作是最合适的。首先，第一个转变是从城邦中的原始民主到民族—国家中的代议制民主的转变。现在，民主的栖息地又从民族—国家转变到或高于或低于、或和民族—国家在同一层面的相互联系的单位组成的复合体之中。似乎可以公正地说，民主理论当然还没有达到它所要求的新高度，以便为这种崭新的、复杂的机构设置提供足够的理论指导。

第四节　探寻一些理论假说

尽管很多看起来合乎情理和显而易见的观点最后经常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在这里试图直接检验先前提出的那些主要观点的尝试仍然是徒劳无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它们称之为公式或者解决方法，而不是理论假说的原因。

无论如何，即使支撑这些观点的有价值的相关数据资料十分有限，但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理论假说还是值得探究的。例如，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看到的，在各民主国家中，投票率并不总是与规模相关。当然，这正是我们的沟通成本理论可以预测和解释的。同时，我们还能预见，随着人口数量规模的不断增加，会导致沟通成本特别是与时间有关的成本的相应增加，因而使得很多其他形式的参与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另外，如果公民的效能感随着沟通成本的增加而降低，我们的理论似乎可以使人们合乎情理地预见：在一个国家中，相比于地方政府，公民在处理国家性事务时的效能感更低一些；相比于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公民面对规模更大的地方政府时效能感也要更低一些。并且，我们最后一章中的论据也支持我们这一理论预测。当然，我们的理论也可以预测到：小型国家中的公民在处理他们的国家事务时，比大型国家中的公民更有效能感。但是，我们在极其有限的数据资料中并没有找到能支持这一预测的论据。我们认为，规模和效能感之间缺乏任何明确的相关性，可以通过特定的政治文化，尤其是独立于规模且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实践来解释。规模可能在民族—国家层面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目前来说，这种影响还是十分模糊且难以琢磨的。

第五节　规模和立法代表

一个有较大公民数量的国家适合采用方法D，即成比例地增加选举产生的高层官员的数量。然而，就如我们所提到的，这种解决方法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当议会成员数量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公式中所呈现的所有相关因素都开始发挥作用。讨论会变得更加不堪重负，参与中的辩论必然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委员会权威的代表会产生一系列协调和集体控制的问题。简而言之，议会就像一个集会一样，有效发挥其功能的能力逐渐衰微。结果是，议会规模不可能被允许无限制地扩大，甚至不能严格地和人口成比例。因此，我们提出下列理论假设：

议会成员的数量规模随着一个国家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在一个较低的比率上。

表5.1显示了议会成员数量的人口规模弹性的理论假说。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29个民主国家来说，估算的弹性系数显示了国家之间1.0%的人口差异与0.4%的议会规模差异相联系。因此，议会规模随着公民人数的不断增加而增加，但是它的增加速度要稍缓于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图5.1显示了1970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议会规模与人口数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5.1
 　1970年世界各国人口数量与议会规模之间的相互关系




	分　　类
	议会规模的人口弹性
	弹性的标准误
[3]


	统计上可解释的方差百分比
[4]





	29个民主国家
[5]


	0.41
	0.04
	76.0%



	135个国家
	0.40
	0.02
	71.7%



	50个美国州立法机构
	0.20
	0.06
	20.8%



	44个美国州立法机构（忽略新英格兰）
	0.27
	0.0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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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1970年135个国家人口数量与议会规模之间的相互关系



尽管人口不是议会规模的唯一解释，它无论如何也是最有力的解释。表5.2显示了一个回归方程式，这一方程式解释了29个相对民主的国家议会规模95%以上的差异。人口规模很明显是最重要的描述性变量，它单独描述了议会规模76%以上的差异。在这29个国家中，冰岛是最小的国家，有一个由40名成员组成的议会。而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有523名国会议员。这个回归方程式还进一步显示，一个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国家，其议会规模倾向于比按照绝对人口预测的议会规模要小。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多党制国家倾向于形成较大的议会，两党制国家的议会平均拥有137个议席，而多党制国家的议会则平均拥有195个议席。结果也显示，一院制的议会一般比两院制议会中的下议院（或者众议院）的规模稍大一些。



表5.2
 　29个民主国家中影响议会规模的因素




	因　　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因素的相关影响
	R[image: ]




	人口（对数）
	0.440
	0.022
	1.22
	0.14



	年均人口增长率
	-0.135
	0.020
	0.34
	0.13



	政党数量
	0.051
	0.013
	0.16
	0.26



	两院制VS一院制
	0.066
	0.040
	0.05
	0.20




注：R 2
 ＝0.952。在统计学意义上，所有相关系数经显著性检验在0.001水平上显著，除两院制VS一院制这个变量之外。这个系数在0.06的水平上差异显著。R[image: ]
 是平方倍数相关性，来自于第i个独立的描述性变量与所有其他描述性变量之比的回归结果。由于它表明了每个描述性变量与其余所有的描述性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它提供了多重共线性
[6]

 （multicollinearity）的一个估算值。Xi
 的相对影响是bi
 wi
 ／wy
 ，其中bi
 是Xi
 的回归系数，wi
 是Xi
 的变化幅度，wy
 是所观察的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的变化幅度。进一步的讨论参见Cuthbert Daniel，and Fred S.Wood，Fitting Equations to Data
 ，New York，1971。

图5.2显示了29个国家预测的议会规模和实际的议会规模。以色列、瑞典和黎巴嫩拥有的议会规模都“太大了”，合适的方程式都大大地低估了这些国家的议会规模。智利，尤其是荷兰的议会规模都比根据人口、人口增长率、政党体系的结构以及议会议院的数量这些因素所预测的议会规模要小得多。地方政治安排可以解释一些较大的残差（residuals）。荷兰在历史上素来就是一个小议会，一次偶然的机会，一院（the First Chamber）投票否决了二院（the Second Chamber）
[7]

 要求增加规模的条款。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瑞典还拥有一个人数为233人的下议院，这几乎和预测的标准没有什么不同，而新的、最近成立的立法机关是由按照比例代表制直接选举产生的310名成员组成的。为了使每个政党获得的议席分布与每个党派所获得的选票数更加一致，然后又增设了40个议席。因此，减少了通常由于执政党选票份额膨胀而在议会中占有更多议席份额的问题。

[image: ]
图5.2　1970年29个民主国家预测的和实际的议会规模之间的相互关系



最后，在一个政治单位中，各种普遍的政府机构，不仅仅是议会，其规模的增长速度似乎都要略慢于公民数量的增长速度。国家和州政府中政府雇员数的人口弹性倾向于略小于1，这可能要归功于随着政治单位规模的不断增大而出现的公民和公共服务之间距离也随之扩大。

第六节　距离与扭曲

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由我们那些解决方案所造成的下列事实：沟通变得更不对称；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更多地变成一种职业化、全日制的职业，而非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领导者变得更加专业化；每位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不断增加；沟通更加具有间接性，下级领导者介入到沟通中。从而有理由认为，“代表”一词已经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少具有代表性。因此：

每位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量越多，代表与选民之间的社会特征，包括职业背景、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其他类似的特征，区别就越大。

由于其他因素压倒性的影响，规模的影响这一假设能否在民主国家之间显示出来还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我们还没有跨国数据用于比较分析。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最好的研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瑞典地方政府的研究。随着社区规模的增大，选举产生的社区委员会的委员事实上和他们的选民在社会特征上有了更大的区别。一方面，收入水平的差距显著地增加了（具体参见表5.3）。类似的差距也表现在委员与公民之间的教育程度方面。



表5.3
 　1966年瑞典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和选民的平均家庭收入


（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0.2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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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ars Strömberg，委员—选民研究中未公开出版的数据资料，Local Government Research Group，University of Göteborg。

当然，社会和经济特征上的差异并不必然会妨碍他们有效地代表选民的利益和观点。从民主理论的视角来看，对选民观点的代表显然是与代议制更加紧密相关的一个标准，因而也是与公民效能更加相关的一个标准。然而，规模也制造了代表选民观点的藩篱。在具有更高同质性的较小规模的公社中，即使在选举之后缺乏进一步的沟通，选举产生的代表依然有更多的机会代表其选民的态度。任何选民数量的增加，都加大了选民与政治家之间的观点达到准确一致的难度。最后，导致公民之间的态度和观点产生分歧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社会差异的不断扩大；二是越来越多的间接沟通链条；三是对下级领导者传递公民偏好信息的依赖性的增加。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设：

一位代表所拥有的选民数量越多，代表与选民之间政治上的分歧就可能越大。

在瑞典的研究中，对该假设有用的唯一直接的证据就是，相比于那些小规模的、紧凑的公社，较大规模的社区中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在对待地方税的态度上和他的选民有更大的分歧。在大规模的公社中，信奉社会主义的公社委员与其他人的观点之间差异性尤其显著（具体参见表5.4）。在一次选民与公社委员之间关于“什么样的地方服务享有最高优先权”的观点比较中，发现在小规模的、人口稠密的社区中，关于优先权问题的一致性程度是最高的。并且，随着公社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密度的下降，对优先权问题的一致性程度也随之降低。然而，将这种差异置于更宽广的视野中，还应该加上，即使在更大规模的公社中，一致同意的程度也高得惊人。也许，在大规模公社中的政党竞争有助于使委员的观点与选民的观点保持一致。在下一章中，我们会重新讨论这一理论猜想，因为这对全面解释规模对公民效能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表5.4
 　在社会主义委员、非社会主义委员和选民中对待地方税收的积极态度


（每个公社中准备提高地方税收的平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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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具体参见表5.3。

第七节　小　结

在一个代议民主制政体中，公民数量的巨大差别对公民参与和政治沟通有着深刻的影响。对这些影响高度简练的陈述大致如下：


在代议民主制政体中




	较小规模的社会更有可能是这样的
	更大规模的社会更有可能是这样的



	（1）
	一个普通公民可以与一位高层领导者进行直接沟通，如果他选择这样做
	（1）
	一个普通公民无法与一位高层领导者进行直接沟通，而是必须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沟通渠道



	（2）
	领导者可以通过直接观察与沟通获得关于公民需求的信息
	（2）
	领导者依赖于下属机构或者工作小组来概括提炼有关公民需求的信息



	（3）
	上级领导者可以直接监督下级领导者的行为
	（3）
	下级领导者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权，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



	（4）
	公民与领导者之间的沟通是相互的
	（4）
	沟通是非对等的，高层领导者通过电子手段可以与越来越多的公民进行直接沟通，反之，越来越多的公民无法与高层领导者进行直接沟通



	（5）
	高层领导者之间相互直接沟通
	（5）
	如果存在高层领导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也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才能来进行



	（6）
	高层领导者在功能上的专门化程度较低，他们通常身兼数职，是多种角色的累积
	（6）
	高层领导者在功能上更加专业化，他们扮演某些特定的角色



	（7）
	高层领导者在政治之外还拥有其他的职业或角色，这些都给他提供了投身政治的机会，但政治不是全职的
	（7）
	高层领导者是职业政治家，他们的主要职业是政治，并且，他们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是政治性的




因此，较大规模的政治体必然会在一个方面限制民主：政治体的规模越大，普通公民就越不能与他的高层领导者进行直接沟通。此外，较大规模的政治体还会在公民和高层领导者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不对称性，不仅公民可能比他们的领导者更缺乏政治知识，而且沟通也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不对称。那么，下列情况就很可能是真实的：

为了尽可能地缩小公民与国家领导人之间在权力、知识和双向沟通（two-way communication）的直接性三个方面的差距，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是政治体系是小规模的；

为了产生公民与国家领导人之间在权力、知识和双向沟通的直接性方面的显著差异，一个充分但不必要的条件是政治体系是大规模的。

不幸的是，这些理论猜想都极难得到验证，不仅是由于数据测量的问题，而且也是由于在实践中区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非常困难的。重复理论观点以便避免误解，我们提出如下理论猜想：

只有在较小规模的政治体中，公民与高层领导者之间在权力、知识和沟通的直接性方面的差距才能缩小到最小；

相比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而言，在较大规模的政治体中，公民与高层领导者在权力、知识和沟通的直接性方面无法缩小的差距必然要更大；

但是，除了规模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政治文化，可能会阻止小规模的政治体将公民与领导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到理论上的最小值。

注　释


1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研究符合这两条标准的所有可能必要或者充分的条件，因为在这本书中，我们只考虑那些看起来与规模有重要关系的条件。


2
 ．A. Paul Hare, Handbook of Small Group Research
 , New York, 1962, p.231. 但是也可参见Edwin J. Thomas, and Clinton F. Fink, “Effects of Group Size, ”inA. P. Hare，E. F. Borgatta and R. F. Bales（eds.），Small Groups
 , New York, 1965, pp. 525—536。


3
 ．参见Bertrand de Jouvenel，“The Chairman's Proble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5，1961，pp．368—372。







[1]
 M．P．，即Member of Parliament。——译者注


[2]
 “不确定性规避”原理来自马奇和西蒙的《组织》一书，其理论基础是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和马奇的“程序可变性”假说。组织和决策中的人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备选方案，不可能分析清楚所有的因果关系，个人的偏好以及所遵循的规则也是不确定的、模糊的。“有限理性”的个体或群体进行决策时受其偏好和所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都是不确定的、变化的，这样，个体和群体在进行决策时就会产生个体冲突、组织冲突和组织间冲突三种冲突。同样，组织和程序也是具有可变性的，组织或组织中个人的行为通常都是由某种刺激物诱发的，不同的刺激物会引起个人或组织不同的反应。组织中重复经历过的刺激物所诱发的解决问题过程，经过决策者通过理性选择进行决策后，会形成一定的行为程序，这就大大简化了决策者的搜寻和选择过程。重复经历的刺激物会诱发结构稳定的情境定义，包括反应程序的储存和从储存中搜寻出适当的具体反应程序。组织中的大部分行为，都是由这种行为程序控制的，组织个体的活动越程序化，其行为越可预期，这是组织形成稳定结构的基础。因此，组织具有降低不确定性的内在倾向。“不确定性规避”原理认为，不确定性是任何组织在决策中都要面对的。对企业来说，市场、供应商、股东、竞争者等，都存在其行为的不确定性。企业可以选择从避免到消除种种手段来规避不确定性，如通过推迟决策来避免眼下的不确定性（拿不准、弄不清的事情先搁置），通过开展活动减少不确定性，通过预算和合同降低不确定性，通过内外谈判消除不确定性，等等。——译者注


[3]
 标准误（Standard Error），即样本均数的标准差，是描述均数抽样分布的离散程度及衡量均数抽样误差大小的尺度，反映的是样本均数之间的变异。标准误不是标准差，是多个样本平均数的标准差。标准误用来衡量抽样误差。标准误越小，表明样本统计量与总体参数的值越接近，样本对总体越有代表性，用样本统计量推断总体参数的可靠度越大，标准误是统计推断可靠性的指标。——译者注


[4]
 统计上可解释的方差百分比（percentage of variance explained statistically），方差是各个数据与平均数之差的平方的平均数，是用来度量随机变量和其均值之间的偏离程度。在样本容量相同的情况下，方差越大，说明数据的波动越大，越不稳定。方差可分为可解释性方差和不可解释性方差，不可解释性方差就是可解释变量之外的随机干扰项的方差，可解释的方差百分比就是指可解释性方差占总方差的比值。可解释的方差百分比是体现模型解释力大小的重要指标，数字越大，说明该方差分析中的建模效果越好。统计上可解释的方差百分比就是在统计样本的范围内适用的可解释的方差的有效性，数值越大，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有效。可参见卢淑华：《社会统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主成分分析和方差分析两章的相关内容。——译者注


[5]
 关于29个民主国家的选择标准，具体参见Robert A．Dahl，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1971，Appendix A。


[6]
 多重共线性是指线性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由于存在精确相关关系或高度相关关系而使模型估计失真或难以估计准确。多重共线性产生的主要原因：（1）变量相关的共同趋势；（2）滞后变量的引入；（3）样本资料的限制等。——译者注


[7]
 荷兰议会由一院（参议院）和二院（众议院）组成。一院有75名议员，由12个省议会的议员投票选出，一院议员大多同时担任其他工作。一院主要的职责是立法，但只能投票接受或反对一项法案，没有修正权。二院有150名议员，按比例代表制通过直接普选产生。二院主要负责监督内阁执政及与一院一起制定法律或修订案。二院具有以下权力：预算核准权、向内阁质询权、动议提交权、法案初始权、立法修正权等，并负责向政府推荐最高法院法官人选。若与内阁意见产生分歧，二院享有最终决定权。——译者注





第六章　竞争、冲突和回应

直到相对晚近的时期为止，分歧、多元化和冲突经常被认为是共和国确定无疑的危险。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正是在美国立宪大会期间，共和国就被认为特别容易遭受宗派主义这个可怕而且经常是致命的痼疾的侵袭。就如孟德斯鸠所说，由于同质性有助于政治体的强大和健康，因而小规模的共和国更有可能摆脱这种痼疾。但是，一个大型的共和国很有可能被“一种内部的恶”，即冲突所摧毁。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看到麦迪逊出色地把这个传统观点颠倒过来了，使小变成了一种恶，而大则变成了一种美德。然而，他却绕过了我们随后两章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规模对公民效能的影响。无可否认，一个大型的共和国也许能够有效地应对宗派主义。但是，它是否也会使它的公民感到更加没有效能感，政府官员更加遥不可及或者更少回应性呢？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开始暗示的那样，答案就是不断扩大的国家规模可能对公民效能存在相互矛盾的影响。我们已经为卢梭所强调的传统观点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方面的依据，也就是“规模小”对公民效能感有好处。现在我们转向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即麦迪逊的观点。麦迪逊主义接受了更大的政府单位的要求，因而也必然接受了代议民主而非直接民主，强调“规模大”有利于公民效能的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包括更大的人口密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表达和代表各种分歧和反对意见的更多机会。

如果人口数量的增加确实降低了普通公民的效能，那么有一种方法可以使人口数量的增加有利于公民效能的提升，即增加了他们找到一个同盟者的机会。

心理学家所罗门·E．阿施（Solomon E．Asch）曾经进行过一项非常著名的关于顺从的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在小规模的团体中，如果某个特定的人坚持一个不同的观点，并且至少得到了一个其他人的支持，那么他坚持自己不同意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增加。在一个小规模的团体中，如果想要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那么，找到一个同盟者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更大的集合体而言，似乎有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如果要想成功地获得政治回报，那么，找到一个同盟者或一些同盟者以便建立一个联盟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规模与建立一个联盟的能力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让我们根据阿施的实验假设一下，某个政治体系中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如果想要沟通、组织和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的话，那么他们的人数规模就必须多于一个特定的最小阈值。可以想象，这个最小规模，也就是表达不同意见的人数的最低阈值可能是一个比例值，可能是一个最小数字，或者更加可能的是这两者的结合。例如，假设持不同意见的人数少于总人数的10%，且数量少于10000人，这时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保持缄默，但是一旦他们的人数超过了10000人，无论他们在总人数中占多大的比例，他们都会倾向于联合起来，并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这些可能性表明了三个理论观点：

（1）如果持不同意见者的最低阈值是一个最小数字，而且持不同意见者的比例倾向于保持不变，那么显然一个政体的规模越大，持不同意见者的数量就越有可能超过这个最小阈值。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国家之内的不同政治社区之间；

（2）如果持不同意见者的最小阈值是一个最小比例值，那么根据纯粹的统计标准，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在一个国家之内，找到同盟者的机会可能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而增加。我们不妨假设表达不同意见的最低阈值是一个比例值，例如20%，即持不同意见者的人数必须达到这个比例值，才能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现在，相对于小规模的抽样样本，大规模的抽样样本反复给出对人口平均数更为稳定的估计值。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持不同意见者占到30%，并且我们始终采用规模为100的样本数，那么在这些样本中，会有一些样本持不同意见者的比例由于高于30%，从而偏离了整个国家30%的平均比例。事实上，在从人口中随机抽取的100人组成的小组中，只有不到2%的小组可能会低于持不同意见者的最低阈值。然而，所选取的样本数越小，可变性就越大。比如，在10个人的小组中，将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小组会低于这一最低阈值。这样，在这个范围内，由于社区是从全国人口中随机抽取的样本，所以社区规模越小，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的人数就越有可能低于最低阈值；

（3）最后一个观点来自对我们在第三章所提出的理论猜想，就是一个政治体系中组织的数量和多样性会随着体系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在一个2000人的小镇里，只有一个管道工，而且没有有组织的管道工行业。而在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里，不仅有管道工协会，而且还有许多其他有组织的同行（这在较小规模的政治体中不曾发现）为了追求相互的利益而加入管道工协会。

这些观点可以支持两个理论猜想：

（1）在一个民主政治体系中，成员的数量越多，持不同意见者会有更多的机会找到足够的同盟者，以超过持不同意见者所必需的最低阈值；

（2）在一个民主政治体系中，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坚持不懈并且公开地反对多数人观点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地增加。

第一节　从同质性政治到多样性政治

那么，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公民在政治观点、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方面，就可能会出现持续而显著的差异。正如卢梭和孟德斯鸠所设想的，小规模的更具同质性的体系，可能更加容易达成政治共识。而正如他们所预测到的，政治体系的规模越庞大，由于具有更多的异质性，因而可能更容易产生冲突。这样，政治生活的方式也就改变了。并且，如果更大规模的政治体不想沉没在一个混乱的海洋中，那么它就必须发展出崭新的、更加精巧的、更加正式的、更加高度组织化的机构来处理这些冲突。下面的模型（当然，它可能极大地简化了现实）表明了不同规模的政治体系之间的区别：


	
	
	在较小规模的政治体系中
	在更大规模的政治体系中



	（1）
	成员更加
	同质性
	多样性



	（2）
	遵守一个统一的行为准则的动机
	较强
	较弱



	（3）
	在冲突中，和持大多数观点的人数相比，公开持不同意见的人数
	较少
	较多



	（4）
	团体之间的冲突，包括每个团体内个人之间冲突的可能性
	较高
	较低



	（5）
	相反，组织之间的冲突
	较不频繁
	较频繁



	（6）
	处理有组织的团体冲突的程序
	制度化程度较低
	制度化程度较高



	（7）
	团体冲突
	不频繁但是有爆炸性
	频繁但是较少具有爆炸性



	（8）
	团体冲突
	更有可能造成整个社区的两极分化
	造成整个社区两极分化的可能性较小




当然，这个模型的第一个主张只是对第三章中观点的再次声明，人们广泛地认同第二个观点。如果一个体系既是小规模的，又是高度同质性的，行为的多样性就会较少，遵守单个行为准则的人口比例就会较高，法律规范也更容易通过语言文字和榜样示范的途径进行传播，违反规则是可见的，制裁可以通过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粗略的或精细的方式更加容易地得到实施，规避制裁变得非常困难。相比较而言，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打破了这种原始的稳定性。单一的行为准则已经不合时宜，并且，随着人口数量和地域面积的不断增加，匿名和规避制裁变得更加容易，异质性的体系发展出多样的而且经常相互冲突的行为准则。
1

 这样，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对于持不同意见者而言，找到同盟者就更加容易，由于不断增加的多样性的强化，反对也相应地增加了。

在较小规模的体系中，有组织的集团之间的任何冲突可能将个人之间的冲突限制在集团之内。个人不可能通过匿名性而逃脱困境。每个人都知道其他集团的附属关系。因此，集团冲突，特别是持久性的冲突，很可能会加强个人之间的对抗，或者被个人之间的对抗所强化。相反，在更大规模的体系中，对立集团中的个人不太可能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且事实上可能从来就没有相互遭遇过。

如果较小规模体系中的个人预见到，无论什么时候出现的集团冲突使得他们不得不在人际关系中为之付出高昂代价，冲突就可能不会像更大规模的体系中那样频繁。有组织的集团冲突使经常必须相互面对的个人之间的这种对抗形式蒙受了额外成本。另外，同质性减少了可资利用的网络节点的数量，围绕这些网络节点，集体生活能够得以形成。管道工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业。小规模的、同质性的体系内部通常更少“群体性”，群体忠诚相对较弱，反之，整体的团结性则更强。因此，如果集团冲突受到了压制，那么无论对于个人还是集体来说，冲突的风险在小规模的体系中比在大规模的体系中相对更高。而且，在小规模的体系中，集团冲突越是受到压制，冲突的风险就会越高。

由于在小规模的体系中集团冲突虽然不频繁，但是很危险，因而这些冲突更可能是针对具体的特定问题，而不是高度制度化的。为了应对某种冲突，各种组织应运而生，但也随着冲突的结束而逐渐消亡。在较大规模的体系中，集团冲突频繁，但并不会让个体成员为之付出很大的代价，为处理冲突而产生的长期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机构所拥有的优势更为明显。因此，集团冲突更可能采取制度化的形式出现。

结果是，当小规模体系中确实出现了集团冲突的时候，它们更可能是爆炸性的。并且，新的组织会随之产生，在处理冲突上缺乏经验的新领导只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人际对抗愈演愈烈，逐渐达致高潮。个人之间压抑已久的陈年旧怨突然爆发，冲突的导火线迅速蔓延，就像燃烧的蜡烛，最终还是会全部熄灭。分歧变成了争吵，而且是在此基础上的内部争吵。

如果小规模体系中冲突的代价是高昂的，那么中立的代价更高。中立不仅仅十分扎眼，而且在情绪上也会激发冲突的氛围，更有可能同时被冲突双方都视为敌人。迫于被孤立的威胁，人们可能会发现，与一些人断交要比与所有朋友决裂更为有利。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被卷入其中，越来越多的个人和集团也找到了参与争辩的理由。因此，较小规模的体系，特别是当它是一个有特定范围的社区，如一个村庄或一个小镇等，可能相比于较大规模的体系而言，更容易全面地分裂成两个相互对抗的阵营。而在一个较大规模的体系中，由于匿名性、人际关系冷漠、缺乏人情味、缺乏直接的联系纽带，甚至缺乏相关的知识，所有这些都使得大部分人的长期共同生活更为可能。

第二节　四个相关问题

以上就是该模型的主要内涵和使之有说服力的推理，但是，该模型依然存在着四个问题。

第一，非常有可能的情况是，我们上面所描述的小规模体系的冲突特征只是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和“非常小
 ”的体系（比如人口少于10000人的城镇）相联系。无论这一最低阈值可能是多少，它都极有可能低于即使像冰岛那样非常小的国家的人口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冲突都倾向于归结为“更大规模的体系”的特征。因此，这个模型无法告诉我们冲突模式的跨国差异。事实上，可用的定性证据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都表明，在规模较小的欧洲民主国家之间，冲突并不具有我们模型中所描述的“规模较小的体系”的特征。相反，这些国家看起来更适合用“较大”体系的冲突特征来描述。至于模型所涉及的很多下属单位（包括城镇、城市、州、省）可能也都是“规模较大”的体系。

第二，在我们所面对的民族—国家层面，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观察冲突管理的跨国差异而言，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遗产可能比规模差异的影响要大得多。例如，瑞典、荷兰、英国和美国处理政治冲突的模式差异，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就比规模差异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我们必须在代议民主国家之内，而不是在它们之间寻找比较的证据。

第三，即使在一个国家之内，也很难分辨出（人口）规模对多样性、分歧和政党竞争的独特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口稠密单位不单纯意味着规模的扩大，同时也倾向于更加城市化和更具“现代性”。非常清楚，一个政治单位多样性的程度至少是两组不同因素的一个函数：独特的历史影响（这一点在民族—国家层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和社会组织因素（尤其是规模，特别是人口规模）的影响。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专业化程度，依次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的一个函数。并且，人口密度尤其是按照城市化程度来衡量的。

社会组织因素之间是高度相互关联的。事实上，它们能大致反映正在发生全面而系统变迁的一种发展模式：从小规模的、前工业的农业社区转变为一个大规模的、以工业和商业以及专业化的服务业为特征的城市中心，并且各种城市的和“现代化”的制度和机构快速繁衍；以及从大众教育转变为大众沟通。在这些现代机构中，反映这种社会特征的是竞争性政党的出现。这就意味着，即使在规模相对较小的单位中，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不断增加的社会经济的复杂性都可能导致更加高度组织化的政党竞争，并且通常会反映出只有较大规模的单位才会具有的政治风格和政治形式。简而言之，小规模的社会越是现代化，它的政治组织，特别是其政党就越是现代化。但是，由于较大规模的单位可能更加现代化，它们模糊和混淆了规模的作用。在理论上，规模的作用是可以被分辨出来的，但是在实际中，由于可用的数据资料较少，规模的作用有时还是无法弄清楚的。

第四，我们必须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即如何解释模型以便能对其进行验证，以及在经过充足的验证之后，它能够显示出多大的有效性。总体来说，这个模型中的某些论点提出了一些可证实的理论假说。模型中的第五条和第六条论点肯定是十分重要的。当公开的冲突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日常特征的时候，就有必要形成制度化的程序，以便防止矛盾升级成足以破坏民主政体本身的具有暴力性和爆炸性的冲突。在较大规模的体系中，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冲突解决方式有助于产生第七条和第八条论点所表述的结果。冲突这头猛兽的毒汁有规则地流淌开来，最终被吸收殆尽。

由于我们前面已表明的原因，国家这个单位或许太大了，无法来验证这个模型。因此，为了探寻规模对于冲突的影响，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国家之内。我们假设：

（1）在一个由代议制民主体系治理的国家之内，政治单位越大，公共冲突通过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组织，而不是通过对抗者自身面对面的非正式协商来表达和解决冲突的程度更高。

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解决冲突最显而易见、同时在很多方面也是最重要的组织当然是政党。根据第三点来考虑第五条、第六条论点，我们可以预见，更大规模体系中的政党不仅比较小规模体系中的政党更深地卷入冲突的日常管理之中，而且它们在斗争中更能保持公正的平衡。因为，如果第三个论点是正确的，与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左的异议者就会在总人口中占据一个更大的比例，相比于较小规模的体系，在更大规模的政治体系中，少数派政党或政党联盟更少被遮蔽在多数派政党或多数派政党联盟的阴影之下。事实上，我们的模型表明在高度同质的政体中，鲜有政党的存在。而且当政党开始在小规模社区中出现的时候，同质性最终总是倾向于确保某个单一政党的支配和统治。那么，小规模社区就更可能成为一个一党体系。

随着异质性的不断增加，以及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更大的异质性，并与更大的异质性息息相关，一党的支配和统治优势下降了，其他政党更有可能赢得那些不同于多数人意见的异议者的追随。当党派冲突获得了合法性的时候，并且随着异质性的进一步增加，政党就成为了接近平等的竞争者。因此，我们推测：

（2）在一个特定的民主体系中，政治单位越大，少数派政党或政党联盟的相对规模就越大。

第三节　组　织

有两项研究为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理论假设中的第一个提供了证据。罗伯特·艾斯顿（Robert Eyestone）和海因茨·尤劳（Heinz Eu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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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旧金山海湾地区88个城市中的所有政务委员发放了调研问卷。他们收到了这些官员中60%的人的答卷。这些官员被要求按照不同组织参与城市政治生活程度，把它们分为“高”、“中等”、“低”或“不适用”四个等级。这些组织被分为九类，包括“从商业和贸易联合会到图书馆协会以及邻里俱乐部”。就如表6.1所显示的，来自更大城市的委员与来自小城市和城镇的委员相比，他们认为大城市有更为活跃的组织性活动。



表6.1
 　城市规模和组织化的政治参与


（旧金山海湾地区）

[image: ]


注：N＝每一个规模的种类中回答了问卷的委员人数。

瑞典的地方政府研究为我们的理论假说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材料支持。一般而言，在较小规模的公社中，正式的、有组织的活动的水平是低的，但人际互动的水平是高的。比较而言，在规模较大的公社中，压力集团更为活跃，组织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并且政党在特定社区中更加积极活跃，更为“政治化”，更加经常地成为政治讨论的中心以及政治建议和政治需求的源泉（具体参见表6.2）。



表6.2　1966年瑞士公社的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组织化的政治参与以及党派活动


[image: ]


资料来源：参见表5.3，第80页。



表6.2更加深刻地体现了组织和党派活动的重要性随着公社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的一贯趋势。人口密度也在同一方向上发挥作用。这样，较小规模的公社比更大规模的公社不仅组织化程度更低，而且党派性更少。对于那些人口密度最小的小规模公社而言，如农村地区，可能比人口密度更大的小城镇更少组织性和党派性。

第四节　政党竞争：荷兰的案例

随着几乎每一条关于规模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产生影响的假说的出现，我们的第二条假设都会由于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变得扑朔迷离。如果异质性、分歧和党派行为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部分的原因是不断扩大的规模与其他有助于政治多样性及其表达的其他因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些因素中，包括城市化和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以及将城镇从农村中、城市从城镇中、大都市从城市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不断提高的专业化和分化程度。此外，选举制度对于少数派通过政党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观点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第二个理论假说进一步细化：

（2a）在一个民主国家内的政治单位之间，政党之间的多样性和竞争性随着单位规模、城市化水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专业化和分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2b）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民主国家内的政治单位之间，在选举中提供给选民的政党（或政党名册）的数量随着单位规模、城市化水平以及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专业化和分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2c）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民主国家内的政治单位之间，选民投票支持执政党的比例随着单位规模、城市化水平以及社会分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

这三个下属假设中所陈述的关系如图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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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人口规模与政党竞争之间的假设关系



（箭头代表假设的因果关系，可理解为“导致”或者“产生”）

假设（2a）得到了1962年荷兰自治市选举数据分析的支持（具体参见表6.3）。在这次选举中，自治市根据几个特征，主要是人口、人口密度以及农业和工业的在业率等进行了分类。正如表中所显示的，在1962年自治市的选举中，提供给选民的政党名册的数量，从最小的农业社区到最大的城市社区，呈现出非常稳定的增长趋势。唯一重要的例外是包含小城市在内的城市化的农业自治市。然而，这一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类型学的人为产物，因为在规模和工业化方面，这些社区更像小规模的或中等规模的城市。



表6.3
 　荷兰1962年自治市选举中的规模、城市化和政治多样性


（总样本N＝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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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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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ntral Bureau voor de Statistiek，Typologie van de Nederlandse gemeenten naar urbanisatie-graad
 ，31 mei 1960
 （Typogies of the Netherlands Municipalities to Degree of Urbanization，May 31，1960）（Zeist，1964），pp．18ff。城市化的类型即来源于该资源。

这种规模较小的或者经济欠发达的单位提供了更少的政党名册的趋势，不仅限制了可供选民选择的政党的绝对数量，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限制了至少一个政党名册从荷兰的四个主要“神圣家族”（spiritual families）——天主教徒、新教徒、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中产生的可能性。一个大城市可能向它的选民提供从所有四大“家族”中产生出来的政党名册，而一个规模较小或者更加农业化的社区，可能不能从一个或更多的“家族”中产生出一个政党名册（具体参见表6.3）。

那么，小型农村社区与大城市之间的区别就可以这样表述：任何一个政党，不论它属于哪个精神家族，它在大城市中参与竞选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小城镇或乡村。每一个在村庄、小城镇或者乡村地区参与竞选的政党，也很有可能在城市里参加竞选，并且几乎肯定在大城市参与竞选。但是，经常在大城市参与竞选的政党，一般不在乡村地区、村庄或小城镇参加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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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社会党通常不在农村地区提交名册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地，人们也就能明白自由党精神家族的成员扎根于城市中受过教育的阶层之中的缘由。但是多少有点令人诧异的是，即使是宗教性质的政党，它们也更可能在城市中而不是在农村社区中参加竞选。例如，在1962年，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地区没有提交有新教徒的政党名册，与此同时，每一个大城市都提供了至少有一名新教徒的政党名册。此外，在两个或更多的新教徒政党之间的竞争在城市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为频繁。

第五节　瑞士的个案研究

来自瑞士联邦州的数据资料也支持我们关于规模和多样性的理论假设。一个州的地域面积越大和人口数量越多，人口密度越大，以及经济越发达，在联邦大会的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团中，代表所归属的政党数量就越多。由于在规模较小的州中，参与竞选的政党数量比较少，而且声称它们能够成功地使自己的代表被选上的政党数量也较少，竞选成功的代表数量也较少，因而人口规模与代表所归属的政党数量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0.89）。这里所包含的主要关系和相关系数见图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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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a　1960年瑞士各州的人口数、人口密度、农民的比例与全国委员会的州代表团中政党数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关系数
[1]





当考虑到25个州的每一个立法主体——大行政院（Grands Conseils）所代表的政党数量的时候，我们的理论假设再次获得了证据支持。尽管地域面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州立法机关中的政党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州的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口百分比（图6.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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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b　1959—1962年瑞士各州的人口数、人口密度、农民的比例与州立法委员会中的政党数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关系数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考虑了参与政治过程的政党数量。那么，关于投票支持执政党的比例所反映的党派优势和政党竞争性又如何呢？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荷兰的数据，但是瑞士的政党竞争与我们的假设（2c）是一致的。例如，在各州立法机关的选举中，在规模较小、人口密度较低，而农业化程度更高的州，投票支持执政党的比例较高（图6.2c）。简而言之，州的规模越小，选民的同质性可能越高。

[image: ]
图6.2c　1959—1962年瑞士各州的人口数、人口密度、农民的比例与州选举中执政党所获得的选票百分比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关系数



事实上，在小规模的、更加农业化的州中，政党在各方面的竞争似乎都要比在大规模的、城市化的州中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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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杰·吉罗德（Roger Girod）用几种方法对25个州进行了分类。在第一种分类方法中，他根据政党的竞争性将各州分为：（1）有一个唯一的或占据统治地位的政党的州；（2）有三个政党或有一个明确的多党体系的州。他还根据现任的州行政委员会成员在其连任选举中所遭到的反对派的挑战程度将各州分为四个类型，这种分类的基础并不是十分明确。我们将政府几乎没有受到挑战而经常连任的两个类型的州合并在一起。吉罗德的第一种分类方法所导致的相关性与投票支持执政党的百分比的相关性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很自然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吉罗德的第二种分类方法导致了较低的相关系数，但是所有的相关性都是在恰当的方向上。


	
	执政党所获选票的百分比
	政党的支配地位
	选举的竞争性



	人口数量（对数）
	-0.67
	0.61
	0.45



	农民所占百分比
	0.68
	-0.69
	-0.26



	人口密度（对数）
	-0.45
	0.41
	0.25



	地域面积（对数）
	-0.24
	0.19
	0.18




第六节　美国：50个州的证据

我们将已检验过的具体假设应用到比例代表制的国家中。但是如果我们关于规模与政治多样性的一般理论观点是有效的，那么它们就应该同样适用于两党制的民主国家，或者实际上适用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甚至适用于一个民主国家之内的不同政治单位。但是，由于我们的理论假设被严格地限定在比例代表制的国家中，我们就有必要系统地阐述一些适合于具有单一成员选区制和两党制国家的对等假设。幸运的是，我们的基本理论假设（2a）可以稍加修正，以重新表述来满足这一目的：

（2a'）在拥有相对多数选举制（plurality election）的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选票都投向两个政党中的一个（比如在美国）——之内的政治单位之间，两党在不同单位之间的竞争程度随着单位规模的扩大、城市化程度以及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专业化和分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美国为验证这一假设提供了各种单位，包括州、县、城市以及其他。我们将根据来自州的证据进行具体分析。

尽管在大多数北方地区，两党制确是事实。然而，众所周知，在南方地区，共和党直到最近都是实力微薄且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以致它更像是一个政治幽灵，而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南方地区事实上的一党制曾经是美国政治上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这个现实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但是以任何通用的政党竞争性的测量标准来衡量，南方地区仍然呈现出与这个国家其他地区非常显著的差异。在美国南方和北方的对比中，正如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比一样，人们可以看到独特的历史遗产的影响可能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探究的其他较弱的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将南方地区与美国的其他地方区分开来。

除南方之外的35个州都是大规模的且具有异质性的实体。1960年，这些非南方州的平均人口是370万，平均地域面积是63000平方英里。那么，这些州的平均地域面积大约是比利时和荷兰的五倍，奥地利的两倍，挪威的一半，瑞典的三分之一。

然而，即使是在这35个州之间，主要的关系也还是保留了下来。尽管这类关系并不是很强，但是人口数量、城市化，以及除农业、渔业、林业之外的在业率都和一种较高程度的政党竞争存在关联性。在图6.3a中，我们使用1932—1960年总统选举中在野党获得选票的百分比作为衡量政党竞争性的标准，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更大规模的、更加城市化的、农业化程度较低的州中，总统选举更少出现一边倒的倾向。其他衡量政党竞争性的指标也显示了类似的关系。在图6.3b中，我们在这些州中使用理查德·霍弗伯特（Richard Hofferbert）的政党竞争的综合等级标准来显示这一关系，这一标准建立在9种不同的测量方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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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
图6.3　1932—1960年美国35个州（南方地区除外）的政党竞争



注：在b部分，由于最具竞争力的政党排名第1，竞争力最弱的政党排名第50，因此负相关系数意味着变量与更高程度的政党竞争相联系。

第七节　关于公民效能的基本结论

在第二章中，我们就曾告诫过，我们的两个主要标准——公民效能和系统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当我们仔细考虑随后三章所反映的观点时，很明显，公民效能的标准本身要求在效能两个不同的方面——参与和沟通的成本以及表达不同意见的成本——之间保持一种预计的平衡。在一个“民主”政体中，随着公民数量超出了一个委员会或者一个村庄的规模，参与政治以及与领导人进行沟通的成本就相应地增加了。但是表达不同意见的成本降低了，或者换句话说，持不同意见者有更多机会寻找到一个同盟者，并且有更多机会参与到一个其政策立场不同于大多数人意见的组织中去。我们结论的一般要点可见图6.4。

[image: ]
图6.4　规模与表达不同意见的成本、参与的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一个民主政体的最佳规模是在这两条曲线的交点上。但是，对于这一容易理解的观点，还有两种反对意见。一方面，正如我们反复提到并且在下一章中还将继续提到的，体系能力的标准使得小规模体系对于实现许多目标来讲，代价过于高昂，因此导致了对更大规模体系的需求。为了预测下一章的一个结论，体系能力的标准还暗示着在目前世界上，对于民主政体来说，并不存在单一的最优规模。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在图6.4中，曲线的形状是非常多变的。我们没有一个有效的尺度能够衡量它的成本，即使有这样一个尺度，人们也不知道这个交点会在哪里。因而，图6.4仅仅只是一幅图而已，不能告诉人们更多的东西。

很显然，在小规模体系的同质性政治中和在大规模体系的多样性政治中，公民效能依赖于不同的技术。在小规模的民主体系中，公民感觉自己有效能的机会随着与代表和其他官员之间直接沟通成本的下降而增多。同时，公民感觉自己有效能的机会也会随着政治共同体同质性的增强而增多，更高的同质性意味着，即使没有沟通，代表也更有可能与其选民的观点保持一致。正如我们所见，大规模的民主体系则没有这些优势，它更多地依赖于间接的沟通链条以及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公开竞争，尤其是政党之间的公开竞争。

如果非常小的民主单位能够满足体系能力的标准，那么对很多人而言，同质性的政治可能就比多样性的政治更有吸引力。然而，两者之间优势的平衡还远没有弄清楚。

无论如何，这个选项是封闭的。因为要想有真正的效能感，公民所拥有的政治体系必须有能力处理公民认为重要的所有事务，这就经常要求拥有非常大规模的政治系统。这是否意味着，小规模的民主单位在今天已经内在地令人不满意了呢？我们现在转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注　释


1
 ．这里重申了埃米尔·迪尔凯姆（旧译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一书中的某些观点。参见Emile 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 New York, 1960。当然，也参考了由E．阿拉特（E．Allardt）所提出的修正，具体参见E．Allardt, “A Theory on Solidarity and Legitimacy Conflicts, ”in E. Allardt, and Y. Littunen（eds.），Cleavages
 , Ideologies and Party Systems
 , Helsiniki, 1964, pp.78—96。


2
 ．Robert Eyestone, and Heinz Eulau, "City Councils and Policy Outcomes: Developmental Profiles, "in James Q. Wilson (ed.) , City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 New York, 1968, pp.37—65.


3
 ．荷兰自治委员会的规模是由它的选区的人口数量所决定的，从少于3000人的自治市拥有7名成员，到超过200000人的自治市拥有45名成员不等。很难估计委员会的规模对于提交一份政党名册的动机的影响。由于委员会规模越大，候选人为了赢得一个席位所需选票的比例就越小，因此就有理由认为在规模较大的社区中，政党有更为强烈的动机提交一份名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规模越大，所需的选票的绝对数越大，例如，一个10000人的城市，每个席位需要1000张选票，一个100000人的城市需要2700张选票，一个200000人的城市每个席位几乎需4500张选票。有理由认为，在规模较小的城市中，候选人参与竞选的动机就更为强烈。我们不知道如何衡量这些策略性思考的相对权重，只需要把它们牢记于心就可以了。


4
 ．Roger Girod, "Geography of the Swiss Party System," in E. Allardt and Y. Littunen, Cleavages
 , Ideologies and Party System
 , Helsiniki, 1964, pp.132—161.


5
 ．Richard Hofferbert, “Classification of American State Party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es
 Vol.26, 1964, pp.550—567．霍弗伯特的综合等级以三种类型的选举为基础，即总统选举、议员选举和州长选举。每种类型的选举有三个测量指标，即执政党所赢得的选票的百分比、在野党所获取的选票的平均百分比以及政党更替的周期（cyclical turnover），所有的测量指标都是相互联系的。





[1]
 图6.2a、图6.2b和图6.2c三个图共同组成原书图的内容，图6.2：1959—1962年瑞士25个州的人口数、人口密度、农业在业率的百分比和政治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译者注





第七章　规模与体系能力

一个民主体系的规模，尤其是它的人口规模，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它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呢？规模与民主体系控制与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关系吗？大规模的民主体系是否比小规模的民主体系能够更充足地达成其人民的目标和期望，或者恰恰相反？

第一节　作为警告

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这些问题恐怕也是非常难以回答的。并且，回答这些问题的困难又可能因为从事这项研究的大多数人的偏见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正如一个人在墨迹中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他的先入之见，而不是模糊不清的墨迹本身，因此在这里，我们的问题可能就是先刺激这些先入之见，然后再去深究这些高度模棱两可的事实本身。

在希腊城邦国家辉煌繁庶的几个世纪里，大多数有知识的希腊人似乎都对城邦有着强烈的偏好，而且很少能够听得进关于大型国家可能具有美德的任何劝说，以致他们根本不清楚城邦只是一种短暂的历史过渡形式，而且注定会被其他更高级的形式所超越和取代。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历史潮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今天，那些倡导把民族—国家分裂成城邦的人变成了一个稀有物种，他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怪胎，其观点不会被人们认真地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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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自然除了警告之外，并不会告诉我们太多。如果将其难以捉摸的起源和衰落都包括在内的话，希腊的城邦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毕竟存在了将近一千年。雅典作为一个民主的城邦，其存在和延续的时间几乎比美国到现在为止存在的时间还长。威尼斯共和国延续了大约一千年，这也是一个政体生命力不错的记录。如果历史见证了无数的小国家被吞并到大国家中去，那么它也同样经历了相反的进程。20世纪目睹了大量的分裂，尤其是帝国的分裂。比起这个世纪之初，今天有更多独立的政治单位宣称享有主权。

自然界对巨型生活方式的早期尝试似乎都是灾难性的。当然，在哺乳动物之间也繁衍兴盛着不胜其数的个体形式与规模，它们的大小范围从老鼠到鲸鱼不一而足。小规模民主国家的人们把赌注放在了能在大象和鲸之下生存的老鼠身上。毫无疑问，他将会发现在中国、俄国和美国之间下赌注的人。然而，即使我们知道现在的结果是什么，也很难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然后，回到我们的问题上：一个民主体系的能力与它的规模，尤其是其人口规模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特别是，规模如何影响一个民主单位处理其内部冲突、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以及在军事入侵和政治蹂躏的威胁下维护其独立和自治的能力？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

在本章，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下规模与冲突管理、获取经济和文化成就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下一章及最后一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深入思考独立和自治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而回到之前文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开放性的主题上。因为我们所提的问题意义重大，并且无论如何在国家层面更具操作性。因此，我们大多数的讨论对象都是国家，而不是国家内部的从属单位。

第二节　内部冲突

让我们首先从这一问题开始，就如孟德斯鸠和麦迪逊都提到的，“宗派”的危险可能是一个民主体系内部致命的恶
 ，不过我们是从相反的观点出发的。是否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内部政治冲突的严重性与它的规模有关呢？比如说，如果小规模的国家由于具有更多的同质性，那么它们可能倾向于比大规模的、异质性的国家更少有危险而激烈的冲突吗？

正如我们早前提到的，尽管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更有可能比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国拥有更高程度的文化多样性，但是一般来说，文化的多样性与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并没有多大关系。例如，在11个较小规模的欧洲民主国家中
2

 ，不仅包括了世界上同质性程度最高的几个国家，而且还包括了几个具有相当高程度的异质性的国家，洛温称之为“分裂的多元主义”（segmented pluralism）国家。一个小规模的国家，其同质性通常是一个分裂的历史进程的产物，该历史进程把一个小规模的相对更少差异性的民族从一个大规模的、更具异质性的政体中分离出来。这样，在较小规模的欧洲民主国家中，荷兰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统治之下赢得了独立，比利时从荷兰、挪威从瑞典、芬兰从俄罗斯、冰岛从丹麦、爱尔兰从英国的统治中都赢得了独立。北爱尔兰的进一步分裂导致了内战，但也带来了几乎整个爱尔兰的宗教统一。奥地利从一个大规模的多民族帝国中分裂出来，成为了一个语言同一的国家。此外，小国似乎更容易受到大国的侵略，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重新提到的一件事，为其内部的凝聚力提供了强烈的动机。事实上，利普哈特认为，在荷兰、奥地利、瑞士以及黎巴嫩这些社会严重分裂的国家中，发展协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1]

 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外部威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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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趋势对较小规模的民主国家有利，但是冲突的严重性并不明显地与国家规模相关。尽管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少遭受到严重的冲突，但是民主国家之间冲突的严重性显然也与规模毫无关系。

然而，在欧洲，四个规模较大的民主国家中，有三个国家的立宪主义和民主制度要比其他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民主国家相对更少安全性。例如，在11个规模较小的欧洲民主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即奥地利，曾在1900年之后经历过政权更替（它的政权更替了三次）或者出现过一次内部独裁。相比较而言，在四个规模较大的欧洲民主国家中，法国和意大利经历过两次政权更替，德国则经历了三次政权更替，更不用说在德国和意大利曾经有过长时间的独裁统治。但是，在这两组国家中，自1900年以来经历革命或者国内战争的国家比例是大致相等的。11个规模较小的民主国家中有3个国家，在4个规模较大的民主国家中有1个国家，都经历过革命或者国内战争。事实上，在芬兰和爱尔兰，战争与获取国家独立有关联，但它们仍然是国内战争。

那么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如下：总体而言，在一个大型国家中，代议民主由于内部冲突而倾向于被毁灭的危险，相比于小型国家既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两者相差无几。但是在欧洲，11个较小规模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比4个通常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大型国家更为稳定，尽管在这4个国家中，英国被视为民主稳定性的典范。

第三节　经济能力

在规模经济存在的情况下，一个体系的规模越大，这些经济体的优势就越大；相应地，体系的规模越小，相应的经济不利条件也就越多。那么，规模经济到底有多重要呢？

很少有人公开怀疑这一普遍原则的正确性。经济体的勃兴往往来自劳动力和用来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其他资源的专业化。由于较大规模的人口（以及领土）有利于促进更高级的分工，因而也就有助于产生规模经济。当然，如果古典经济学理论阐明了这一原则，通过有效的逻辑推理，那么它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由贸易的优势。从这个结论中人们可以依次得出，经济的“边界”并不需要与政治的边界相一致。通过自由贸易，小规模的政治体系可以实现与大规模的政治体一样的规模经济效应。

尽管事实上自由贸易还远远没有成为一个现实，但是这一论断还是为小规模体系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局部的解决方案，即参与对外贸易。因此，我们可以预测：

一般来说，一个政治体系越小，其对外贸易在整个贸易中的份额就越高，尤其是在那些人均收入或产量大致相同的体系之间。

这一有关规模的关系几乎是颠扑不破的。例如，在1965年，特立尼达（Trinidad）和多巴哥（Tobago）的对外贸易额（进口加上出口）与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是139.2%，英国的是29.1%，日本的是19.7%，印度的是9.1%。图7.1显示了1965年124个国家对外贸易（以占GNP百分比的形式表现出来）和人口规模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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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的直线表明的是对外贸易的人口规模弹性系数是-0.290，显示的是人口规模每增加1%，对外贸易就相应地减少0.290%。弹性系数的标准误是0.027，表明该结果在统计意义上是可靠的。在一个收集了80个国家前10年的数据资料而计算出来的类似回归方程式，也得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结果，相关系数为-0.270。数据显示了不同国家之间对外贸易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差异巨大，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较小规模的国家中，对外贸易的比重甚至超过了GNP，而在规模较大的国家中，这个比重还不足GNP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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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1965年124个国家对外贸易和人口规模之间的相互关系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自动生成的，对外贸易壁垒可能会妨碍或阻止小规模的国家采取这种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小规模的体系就会处于一种不利地位，但是它们可能会发现把它自己在政治上和其他国家联系起来所具有的优势。因此，规模经济通过使较小规模的民主国家更加依附于（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本国之外的人的行动，趋向于逐渐腐蚀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第四节　文化能力

人们通常认为，数量会带来文化上的优势，因为天才或者具有高智商和有艺术才能的人的绝对数量一定会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作为一种告诫，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西方历史上那些最富有文化创造力的城邦——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罗马共和国、威尼斯、锡耶纳（Siena）、佛罗伦萨，还可以列举一些，它们的人口规模大约只相当于今天的冰岛，也就是说，比挪威或者芬兰则要少很多。文艺复兴发源于今天人们看来只是小城镇的地方（具体参见表7.1）。因而，很难举出一个例子能表明人口规模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



表7.1
 　一些欧洲大中城市的人口估计值


[image: ]


资料来源：J. C. Russell, "Late Ancient and Popul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Vol.48, 1958, Tables 63, 64, 65, in William Petersen, Population
 , New York, 1961, p.351。

诚然，特定类型的文化表演需要相当的专业化，组建一个一流的交响乐团或者是歌剧院需要从大规模的人口范围中汲取表演艺术人才。即使在纽约，大都市歌剧院（the Metropolitan Opera）也没有只使用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就需要专业化大公司的表演艺术而言，也许大型国家和大城市比小规模国家或小城市更有可能集合起这些必需的技术。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断言相对的文化优势或者劣势就与规模有关，因为旅游、收音机和电视同样可以为小规模的国家，甚至是小城镇带去最精彩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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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利奥波德·柯尔（Leopold Kohr）在他1957年出版的《国家的衰落》一书中写道：“正如我们时代的物理学家试图创造一条万能的单一理论，不仅能够解释物理
 世界中的某些现象，而且能够解释物理世界的所有现象一样，我也试图在另外一个领域尝试发展一个单一的理论，通过这个理论，不仅是一些社会
 世界的现象，而且是所有社会世界的现象，都可以被简化为一个通用的标准。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统一的、以规模理论
 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它表明所有形式的社会苦难似乎都源于一个因素：规模大
 。尽管这看起来似乎显得过于简单化，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大规模或者超大规模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一观点可能就更加容易被接受了。很明显，规模是贯穿所有天地万物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问题。无论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规模太大了。”参见Leopold Kohr，The Breakdown of Nations
 ，New York，1957。


2
 ．这11个国家具体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冰岛、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和瑞士。


3
 ．Arend Lijphart,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 Berkeley, Calif., 1968, pp.154—157.


4
 ．数据来源：Charles Lewis Taylor, and Michael C. Hudson,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2d ed.）, New Haven, 1972。


5
 ．比如说，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参加一个歌剧或者交响乐队的人口百分比是否会随着国家人口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奥蒂斯· 达德利·邓肯（Otis Dudley Duncan）报道，在美国，尽管大型和高度专业化的博物馆只会在人口超过25万的城市里出现，但是人均参与程度却与城市人口规模成反比。参见“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blem of Optimum City size, ”Ph. D. diss., Chicago, 1949, 转引自James Dahir, “What Is the Best Size for a City?" American City
 , August 1951, p.104。也可以参见Otis Dudley Duncan, “Optimum Size of Cities, ”in P. K. Hatt, and A. J. Reiss, Jr. （eds.）, Reader in
 Urban Sociology
 , Glencoe, Ill., 1951, pp.632—645。







[1]
 利普哈特认为一个民主体系的政治稳定性不能单凭政治文化和角色结构这两个标准来预测，而是需要加入第三个标准，即政治精英的行为。像瑞士和奥地利这类亚文化具有碎片化特征的国家，虽然亚文化具有碎片化的特征，但政治却是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采取协商行为以抵消这种亚文化碎片化特征所导致的保守和不稳定的影响，利普哈特把这种异常案例称为“协和式民主”。在亚文化碎片化程度很深的社会，政治对抗显然不像是“好的博弈”。只有让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尽可能消除竞争特征，才能摆脱社会的焦虑和对抗。因此，在协和式民主中，政治并不是一种博弈，而是一个严肃的交易。一般来讲，成功的协和式民主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1）政治精英有能力聚合亚文化中的不同利益诉求；（2）他们有能力超越分歧，把对立亚文化中的精英联合起来，共同行动；（3）这又依赖于他们愿意维持这种政治体系，并且不断强化其连续性和稳定性；（4）最后，精英们清醒地意识到政治碎片化的危险。具体参见［美］阿伦·利普哈特：《协和式民主——对阿尔蒙德西方民主体系类型的扩展》，庞娟编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2期。——译者注





第八章　独立与自治的能力

通过参与国际贸易，一个小国可以克服由于规模小而带来的经济劣势，能够发展出相对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可以在福利项目和文化发展机遇方面胜过其他国家。但是，在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国际世界中，一个小国能够像大国一样维持自身的独立性吗？对于小国而言，防止其领土被一个更大的列强占领，以及防止其国家独立被大国损害或毁灭是否更加困难呢？

第一节　生存的战略

由于大规模的优势和小规模的劣势看起来如此明显，我们在此就无需赘言了。因此，关注一个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为了抵消其自身的不利地位而采取的一些方法，就对我们的研究极有助益。
1

 一般来说，方法有二：

解决办法1：一个小国可以减少自己与较大国家之间在资源上而不是在人口规模上的差异，它甚至可以在这些资源方面超过那些人口众多的国家。

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就在于：小规模的国家可能在经济、社会和组织发展方面取得相对较高的水平，从而完全地或部分地弥补人口相对较少的劣势。就像以色列与埃及对比，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组资源就包括士气、忠诚、勇敢、坚定、奉献和牺牲。和较大规模的国家相比，小国能够把这些资源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就像以色列较之埃及，北越较之美国。

一个小国可能会高度重视与一个较大国家的关系，而一个较大规模的国家通常不敢，或者无论如何不会那样做，把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与一个较小国家的关系上。在小国中，政治精英的注意力可能会强烈地聚焦于与大国的关系上。在谈判中，小国可能派出具有极高权威和判断力的一流人物，而大国可能只会派遣级别较低且没有多少权威的谈判者。小国可能会集中资源来获取情报、分析形势、计划未来，但在大国看来，小国在这些方面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

在对付大国的问题上，一个小规模的国家可能会将其资源分工，从而探究大国的强项和弱点。因此，北越通过对美国、法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技术联合力量的专门研究，使这两个大国在理论上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大部分不能有效发挥出来，从而打败了法国，又挫败了美国政府的官方目标。

解决办法2：小国可以提高大国反对小国目标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小国可以增加大国支持或者满足其要求的有利条件。在这个战略中，小国的目标不是在军事上击败大国，而是操控它、鼓励它或者劝阻它。

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几种具体的方法来实现。第一，小国可以系统地寻求减少或者避免与大国冲突的方法。它试图避免和大国进行零和博弈（zero-sumgame）。它不把冲突视为是一定的或不可避免的，而是把它看作是可以减少或者可以避免的，只要在这一问题上采用创造性的思维。当然，小国试图减少冲突的一个常用办法就是实行一种中立政策（policy of neutrality）。第二，小国也可以通过发展一支高水平的军事力量来提高大国军事入侵的成本，而且这样也可以使自己不容易受到威胁。因此，瑞士和瑞典就明确地告知外界，即使对一个军事大国而言，对其进行军事入侵都将是一项成本高昂的事业。第三，小国可以通过贸易，成功获取大国所给予的特权，或者成为大国一个明确的或暗地的盟友，以加强与大国的团结、相互利益和相互依存。最后，一个受大国威胁的小国可以加强与另一个大国的团结，从而获得一位潜在的保护者。

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曾经检验过1935年至1951年间的17个案例。对于这17个国家，一个主要的军事大国“公开地动用军事力量威胁一个较小规模的国家，而且在危机之前，保护者或者显示出要保护这个小国的意图，或者承诺及时防止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攻击”
2

 。拉西特发现，在6个案例中，“攻击者”被劝阻了，而其他11个则没有。在这11个案例中，有3个强国（great-power）“保护者”发动了反对攻击者的战争，而其他8个案例中，保护者则撤退了。

那么，最后一个战略几乎不能保证完全成功。尽管如此，这两套解决办法确实提供了一系列可供考虑的战略安排，如果能够将它们灵巧而熟练地实施，或者将它们联合起来实施，可能会弥补规模小的很多不利因素。在这个世纪，强硬地对待小国的机会成本可能已经大大增加了。几乎在任何一个地方，反抗强大的殖民力量的独立运动都取得了成功。同时，大国也无法避免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主要代价之一，即面对冲突，很难置身事外。事实上，20世纪欧洲国家战争的经历证明，小国的处境并不比大国更糟糕。

第二节　生存的机会

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这些生存的战略有时会失败。一个国家的生存机会是否部分地依赖于它的规模呢？尤其是较小规模的国家，其生存机会是不是小于更大规模的国家呢？

再次感谢拉西特的一些近期工作，可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尝试性的答案。拉西特的分析表明：

（1）“没有证据显示，最大的国家成比例地大于或者小于2000年之前的国家。”
3



（2）最近的几十年是唯一有充足的可用数据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以人口规模作为衡量指标，小国占所有国家数量的比例要远远大于大国的比例。

（3）国家之间的人口增长率是随机的，与规模无关，这一解释几乎与对数正态分布规律相一致。那么，根据这一解释，大国的人口增长（无论是通过出生、征服或者合并）既不会比小国更快，也不会比它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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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事实是这种分布“稍许偏离
 了对数正态分布……使最为庞大的国家的更快增长成为可能”。

（4）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从1939年至1965年间各个国家人口增长率的数据资料：

大国比小国人口增长更快的理论假说已经被明确地拒斥了……在8个最大规模的国家中，只有中国的增长率（155%）勉强超过全世界各国综合的平均增长率（154%）。规模确实造成了人口增长率的差异，但是恰好与人们通常所预期的相反。四分之一的世界上规模最小
 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远远高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所有国家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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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外，大国的人口增长率还呈现出较大的可变性。拉西特总结道：“很明显，一个国家或者帝国不得不抓住机会以迅速壮大
 或者保持这种大的状态，因而结果就是相比于大多数国家，它有可能以一种更大比例的数量加以扩张或者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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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规模非常小的国家，就像规模很小的公司一样，其存在和消亡的频率要比规模非常庞大的国家更为频繁，这一观点似乎合乎情理。拉西特的证据只是为这个理论假设提供了微弱的支持，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提出这一观点。在1938年到1968年间（这也是他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消失的4个国家中，它们的人口都不到300万。
7

 然而，在同一时期内，有67个新的国家产生，小国在这些新兴国家中的比例要远大于小国在老国家中的比例。事实上，在1968年，人口少于100万的15个国家中，除了一个（卢森堡）之外，其他都是新近产生的国家。可是，根据拉西特的观点，“超出那个水平之上，规模与1938年之后独立的新兴国家之间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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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一个国家生存的机会主要不依赖于它的规模。

第三节　生存的成本：军事开支

即使较小规模的民主国家能够作为独立的国家生存下来，它们的生存成本是否过于高昂？特别是，保卫它们的独立，抵御侵略者入侵的成本是否过高？由于小国面临被许多大国侵略的可能性，似乎就很有理由推测，小国的人均国防开支应该比大国多。然而，非常有趣的是，事实情况恰恰相反：

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其人均国防支出就越多。

人口规模与军事支出所占GNP的比例相关联，其证据显然是强大的。对大多数国家分组编类，我们发现人口规模与军费开支之间确实存在重要的相关性（具体参见表8.1）。图8.1和图8.2显示了世界上我们拥有数据资料的113个国家和32个相对民主的国家人口规模与军费开支占GNP的百分比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拟合线（a fitted line）。所有113个国家的拟合线表明，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国家一般花费国民生产总值的1.5%用于军事开支，一个1亿人口的国家其军事开支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或者是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军事开支人均值的3倍。在民主国家中，军事开支对于人口规模的反应，其敏感性甚至更高。在32个相对民主的国家中，这种拟合度更为紧密，如图8.2所显示的，人口规模解释了超过40%的方差。



表8.1
 　1964年不同的国家组人口（对数）和军费开支占GNP的百分比（对数）之间的简单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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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13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与军事开支之间的相互关系



[image: ]
图8.2　32个相对民主国家的人口规模与军事开支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结果仅仅只是规模与其他变量之间虚假关系的某种推论吗？如果考虑其他的一些附加因素，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者一个国家最近是否处于战争状态等因素，这种相关关系会不会消失或者显著地下降呢？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规模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因此，即使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异性也考虑在内，人口规模与国防开支之间的关系应该还是保持不变。至少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个国家的规模与它是否卷入战争之间也没有很大的关系，尽管看起来大国在某种程度上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9

 那么，毫不奇怪，如果把这两个变量加到回归方程式中去，我们就能解释国防开支中更多的变化，但是却不会大幅降低我们对于人口影响的估计。表8.2的拟合方程式将一个国家的人口、近期是否处于卷入战争以及国民生产总值都考虑在内，在统计学意义上解释了所有113个国家军费开支40%的方差，以及民主国家中军费开支59%的方差。



表8.2
 　军费开支占GNP的百分比：多元回归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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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的发现与看似非常合乎情理的推测，即为了维持它们的独立，小国不得不比大国花费更多的人均军费开支这一观点直接针锋相对，我们又如何来解释这些结果呢？

（1）很多规模较小国家的公民和领导者（当然也有显著的例外）都有可能意识到，当面对一个志在必得的强权力量时，无论他们在国防上花费多少钱，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是无法维持自身独立的。例如，假设一个小国如果要有效抵御一个大国的入侵，其国防开支每年需要花费100亿美元。同时，假设这个小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50亿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小国执意要阻止大国的入侵，它显然也没有足够的国防支付能力。因此，这个小国就不得不寻求一种劝阻战略，使国家安危不至于仅依赖于它自身的军事资源。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300亿美元，那么，三分之一的国家会选择花费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用于防卫大国的潜在入侵，因为1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能够提供相对较高程度的军事安全保障。

（2）如果小国进入了和大国的联盟，那么它们就可以在大国的保护伞下寻求庇护。结盟的总开支远远超出了小国的支付能力。然而，大国不敢削减总的国防开支，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它也不能强迫小国维持过于庞大的国防开支。因此，一个联盟中的小国，其人均国防开支就可能比规模庞大且实力超群的联盟领导者们要低得多。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
10



（3）一般来说，大国更具实力，更加富有侵略性，也更占优势地位。大国是联盟的领袖，世界各极力量的中心，也是帝国的指挥部。它们的角色诱使它们在军事事务方面花费更多的人均开支，以便履行其角色的要求。小国几乎只专注于与其毗邻的国家，而大国则寻求保卫自己免受其他大国的袭击，不管其他大国所处何地。并且，大国在世界的每个地区都在扮演重要角色，履行部分职责。

（4）某些类型的军事产品造价非常高昂，以至于小国可能完全地放弃它们，比如核动力潜艇、战略轰炸机、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ICBM）以及远程导弹等。

可能有而且毫无疑问确实有许多其他的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正如通过人均国防开支所能测量的那样，较小规模的国家相对于更大规模的国家而言，拥有较低的生存成本。

第四节　生存的成本：战争的损失

虽然如此，一种可能的情况也许是：较小规模的国家军事开支越低，其所购买到的国防保障也就越少。并且，它也就更经常地在战争中被颠覆或者遭受严重损害。尽管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全面深入的数据资料，但是通过比较11个较小规模的欧洲民主国家和4个更大规模的欧洲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损失，我们相信，结果并非对较小规模的国家不利。4个更大规模的欧洲民主国家中，其中3个国家在20世纪的战争中曾两次被外国军事力量所推翻、占领或者遭受严重损害，而英国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全面轰炸的破坏。而在11个较小规模的欧洲民主国家中，只有奥地利、比利时和卢森堡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推翻；丹麦、荷兰和挪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以及在那场战争中，芬兰被苏联和德国所侵略。冰岛、爱尔兰、瑞典和瑞士既没有遭受过入侵，也没有遭受其他的战争损失。除了芬兰之外，较小规模的欧洲民主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军民死亡人数都相对较少，反之，两次世界大战都给4个欧洲大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战争损失。

因此，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基本结论：在较小规模的民主国家中，其生存的军事成本并不比大国更高，更可能的是，小国的生存成本似乎更低一些。

第五节　独立和自治

在第二章中，我们强调“民主”政治体系之间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公民直接参与决策的程度上，而且也体现在体系的自治程度上。在一个完全自治的民主体系中，除了体系中的公民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实施决策的权力或者权威。

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民主体系曾经是完全自治的。虽然如此，但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城邦国家是高度自治的，通常只有一个公民拥有对城邦事务进行决策的合法权力或者权威。众所周知，在现代世界，较小规模体系（包括村庄、城镇、城市、公社、州、省、地区）的权力和权威，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要受控和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权力和权威。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民族—国家开始纷纷加入像联合国、欧洲共同市场（the Common Market）、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以及经互会（COMECON）这样的超国家组织中，并且接受了对其主权的某种限制，就如《裁核条约》（the Treaty on Nuclear Disarmament）中所包含的对国家的约束一样，民族—国家自身的主权就开始逐渐削弱了。如果这一过程继续推进的话，正如它可能——而且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如果技术文明甚至人类本身要想存活下去的话，那么，民族—国家自身在未来可能会转变为一个“地方政府”。

也许详细地描述这一过程还为时过早，但是显而易见，这个过程会造成自治程度的某种损失。这种自治的缺失，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是否会因国家规模的不同而在民主国家之间产生显著的差异呢？

乍一看，小国似乎要比大国容易丧失更多的自治权，更有可能在21世纪变成某些超大规模政体附属的“地方政府”。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小国的疆界实在太过狭小，以至于不能使其国内的人们满意地处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他们只有通过某种方式与国家疆域之外的人民合作，才能圆满地处理这些本国人民所面对的问题。

冒着成为学究式的迂腐研究的风险，让我们弄清楚“边界太小”到底意味着什么。由于一个政治体系的疆域，如果它缺乏权威来确保某些特定政治角色的服从，而这些特定政治角色的行为又会导致体系成员的重大损失（或者潜在利益的丧失），那么这个政治体系的疆域就小于政治问题所涵括的范围。人们可以想到许多例子，如核武器的扩散、核爆炸、空气和水污染、免于被侵略的国家安全、国际贸易、黄金供应、金融稳定、外国投资、国际旅行以及海洋和大陆架的开发等。当然，在亚国家的层面，这一清单列表还可能无限地扩大延伸。

正如我们已经提示的那样，一个小规模国家的自治受到威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经济上的依赖性。为了发展和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小国必须超越它自身的边界去寻求市场，通常也寻求原材料、劳动力以及资本投资等。结果是，小国高度依赖于国外政治角色的行为，而不是服从于自己的政治权威。

当国家的疆域太过狭小而不足以解决问题时，在刚才所界定的意义上，一个政治体系能够做些什么呢？可以考虑以下一些可供选择的战略：

（1）小体系可以通过单方面的调整来适应外部行动者的行为。它完全可以接受这一行为的成本。因此，希腊理论家们所强调的生活的勤俭和朴素就成为了保证城邦自给自足可接受的成本，事实上也是收益。然而，在实践中，希腊人拒绝接受自给自足的全部成本，因此出现了雅典帝国。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它可以寻求单方面的适应性调整以减少或者消除这些成本。例如，如果上游的河流污染了水源的供应，那么它可以安装一套净化设备系统。

（2）小体系可以通过协商谈判或者讨价还价的交易过程获得一种相互的适应。这个过程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

（3）通过与其他体系的合作，一个小体系可以成功地创建一个包含相关行动者的具有足够大的疆域范围的更高权威。这个权威可以是一个联盟，这一联盟通过其每一个组成部分各自在自己疆域内的行动来实施其政策；也可以是一个联邦体系，在该联邦体系中，联邦法律和规则直接由一个中央政府强制实施，但是其组成单位还是保留了一些基本的自治权；还可能是一个统一的体系，不存在拥有自治权的选区单位。在这个统一的体系中，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就某些问题而言，地区性的或者其他类型的单位（例如地方政府）被授予一些自治权；另一种情况则是，就任何问题而言，地区性的或者其他类型的单位都不拥有任何自治权，这也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甚至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所有问题上都拒绝其下级单位所有的自治权。然而，意大利和法国就要比瑞士、澳大利亚、印度或者美国更加接近这种极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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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案例，以说明一个国家的疆域太小以致无法处理某些问题。
12

 在所有较小规模的欧洲民主国家中，卢森堡的面积是最小的，人口是第二少的。卢森堡的繁荣几乎完全依赖于唯一的产业，即钢铁业，钢铁业的产值占到了卢森堡国民生产总值的80%。这种钢铁工业依赖于——而且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国外的原材料，包括来自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的焦煤矿，以及来自其他不同地区的铁矿石。钢铁工业中15%的劳动力来自外国人，主要是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在整个国家的劳动力中，28%是外国人。作为一个彻底的内陆型国家，卢森堡高度依赖外国的港口，如安特卫普（Antwerp）、鹿特丹（Rotterdam）和敦刻尔克（Dunkirk）。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也一样依赖于它的邻国，因为尽管它的小学和初中教育是义务的和免费的，或者实际上是全免费的，而且尽管它拥有技术学校和商业学校，但是卢森堡却没有大学。在军事上，卢森堡明显地受制于邻国的支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中立都被德国所破坏，国家被推翻、占领，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严重地毁坏了。

那么，卢森堡的人民如何适应这种对于国外行动者的依赖呢？首先，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是，卢森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低于科威特、美国、加拿大和瑞士。为了发展和维持这种高水平，它不得不参与到与大国的经济联合之中。从1842年建立直到1918年德国溃败，卢森堡一直是德国关税联盟（Zollverein）的一个成员国。1922年，它又加入了与比利时的一个关税联盟。在这一条约下，比利时的货币也可以在卢森堡自由流通。在20世纪30年代，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以及法国签署了贸易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联合比利时、荷兰共同组建了比荷卢经济联盟。1952年，卢森堡成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的成员，1960年成为了欧洲共同市场（the European Common Market）的成员。

在军事上，通过中立进行的单边适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失败了，卢森堡转而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同时，它也是联合国的成员之一。目前，它还是比荷卢经济联盟、煤钢共同体、欧洲共同市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劳工组织（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成员之一。

文化上，单边适应战略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连一所大学都没有也变成了一种优势。年轻人被迫去其他国家上大学，不仅增长了他们的阅历，拓宽了他们的眼界，而且他们也把一种最现代化的训练方法带回到自己的国家。由于母语已经无法满足跨国界学习的需要，意味着德语、法语和越来越多的英语课程出现在公立学校的授课表中。每个人都精通两种语言，甚至三种语言。卢森堡语（Letzeburgesch）、德语和法语都是卢森堡的官方语言，其中，法语通常用于法庭之上，卢森堡方言和法语都可以用于议会，而德语则用于公共出版物。

根据一位充满同情心的英国观察者的判断，卢森堡的社会生活质量是非常高的：

保持卢森堡社会稳定性的另一个因素……是完全没有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以及卢森堡没有真正的穷人这一事实。尽管也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社会成员中较低的工资水平也要远远高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工资水平，而且他们还享有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福利。

这样，卢森堡所显现的就是一幅全面发展和高度繁荣的小规模主权国家的画面。同时，它也是一个紧密联结的社会，享受着现代生活的所有优越性，从未遭受过社会分裂或者政治动荡之苦。它所展示出来的完整而复杂的组织数倍于它的国家规模，而且在这个方面它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也是如此。它的民主基础和国际视野堪与瑞士相媲美。然而，它以工业为基础发展的经济，远不如瑞士的经济发展那般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卢森堡大公国（the Grand Duchy）强烈呼吁扩大欧洲共同市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事实上，它充分意识到，它自己的命运依赖于西欧日益发展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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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无法避免对外的依赖性。然而，卢森堡的普通人对凌驾于自身控制之上的力量，其依赖性不会超过普通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或者意大利人。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运用和管理这种相互依赖性的形式千差万别，但是相互依赖这个事实本身却是显而易见的。大国就像小国一样，会丧失而且毫无疑问会继续丧失它的自治权。即使是一个疆域非常广阔的大国，在面对我们刚才所列出的问题清单面前，也会显得“过于狭小”而力不从心。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像卢森堡一样，也是欧洲共同市场的成员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像卢森堡一样，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如果美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伙伴，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世界性大国，就像卢森堡一样，它发现自己的行动也被其他国家的行动所牵制和羁绊，这个限制要比它无力打败在越南的政府反对力量更具戏剧性。

关键的问题不是国家之间的力量和自治权之间没有差异，而是这些差异的程度。并且，当较小规模的国家反对更大规模的国家之时，两者之间的力量悬殊程度不至于大到能够显著地缩小代议制民主的范围。

甚至更为中肯的问题是，一个民主国家中自治权或者权力的差异不会必然导致公民个人权利的差异。当一个公民参与到他所关心的决策中时，在一个大型民主国家中，其有效参与能力并不天然地比一个小国中的公民情况更佳，并且有时他可能境况更为糟糕。国家疆域对公民的参与效能而言，可能会存在规模过大的问题，同时反过来说，国家规模过小也会存在一定问题。

让我们弄清楚，何谓“过于庞大”。如果在一个有特定边界的政治体系内，全面实施统一的法律规则会给一些行动者强加成本或者利益损失，而这些成本原本可以通过实施不统一的法律规则而得以避免，并且对其他行动者也没有明显的成本，那么这个政治体系的边界就大于政治问题的边界。

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中，遭受统一的法律规则之不利影响的公民可以采取哪些可资利用的措施呢？提出这些办法，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接近“规模太小”问题的镜像，只可惜现在这一问题是从我们可能的替代选择清单刚刚结束的地方开始。粗略地说，为了应对不断增多的政治难题，在一个大规模体系中，对于受到统一的法律规则不利影响的公民来说，可供选择的战略包括：

战略1：通过接受损失或者找到避免损失的方法来进行单方面的调适；

战略2：通过谈判协商和讨价还价的交易进行相互调适；

战略3：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之内，通过行政或者法律上的自治，创建一个具有很小疆域范围的下属权威，这一下属权威的疆域范围小到仅能包括处于不利地位的政治行动者（地方分权），或者创建一个联邦体系，将宪法性的基本自治权（constitutional autonomy）授予较小的组成单位（联邦主义），或者一个邦联（邦联主义）；

战略4：在极端的情况下，分裂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体系，即民族—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个解决办法将我们带回到了最初的观点上：在解决了疆域对于某个问题太大的问题后，新的政治体系现在可能又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即疆域过小的问题。

第六节　是否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

一旦面临疆域范围过小不足以解决政治问题的不利处境，一个政治体系可能就会被推动去不断尝试各种替代性选择方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将自身转变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政治体系。但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政治体系一旦面临疆域范围过大，统一的法律规则不足以解决政治问题的不利处境时，它也会被推动不停地尝试各种替代性选择方案，直到将自身转变成为一大堆规模较小的政治体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对一个政治体系而言，存在着最佳的规模？

我们认为，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规模的政治单位。在实践中，每一个现代国家都认识到了这样的事实，也就是说，无论何时，只要存在现存疆域范围太过庞大或者过于狭小的问题，它就需要通过采纳刚才讨论过的一个或者多个战略，以满足政治单位规模变化的需要。

然而，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理论已经远远落后于实践。在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主流的观点都认为小规模的城邦国家最适合民主政体。而在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主流的观点却认为最适合民主的是民族—国家。当然，简单清晰的事实是，对于民主而言，两者都不是最佳选择。

现在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将生活在一个颇具多样性的政治单位中。因为民主理论家，包括一些显著的例外，都将注意力聚焦于一个主权单位的民主化问题上，首先是城市，然后是民族—国家。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一个范围涵括至少在理论上可能实现直接民主的小规模基层社团，到公民不可能实施直接统治的超大规模实体，由相互作用的各种单位集合所构成的某个政治体系的民主化问题。与其深信民主只存在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单位中，即包罗万象的主权单位中，不如我们必须学会相信民主正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中传播与蔓延，有时尽管并不总是像“中国套盒”（Chinese boxes）那样大盒子套小盒子的排列。理论的中心问题已经不再是找到一些合适的规则在一个主权单位之内实施，比如多数原则，而是找到一些合适的规则可以在各种无主权的单位内都能实施。

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民主国家的公民，不管他们所在的国家规模如何，都面临一个相当类似的境遇。也就是说，他们需要让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适应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规模的单位才能得以最好的解决。像卢森堡那样规模非常小的国家，可以参与到大规模的实体中，如欧洲共同市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欧洲联盟。而像美国和印度那样超大规模的国家，将不得不寻求一些方法，以创建或者保存一些较小规模的单位，如村庄、城镇和州。许多的小型民主国家，事实上可能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将不得不同时向这两个方向发展：对外要朝向更大规模的聚集，同时对内，则要朝向较小规模的聚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像卢森堡一样的小国需要向外发展，并且聚合起来的系统会在规模上实现部分的增长。此外，在那个新形成的更大规模的系统中，民主的性质将会受到伴随规模不断扩大而导致的各种限制和可能性的影响。反之，在已经是大型或者巨型的体系中，保存或者创建小规模单位的努力和尝试被认为更能有效地实现某些特殊价值的最大化。此外，在这些较小规模的单位中，民主的性质将会取决于由于逐渐减小的规模而遭受的各种限制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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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整本书中，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于一个能够使公民效能和体系能力都达到最大化的政治体系的历史探索之旅，尤其是作为民主单位的政府体系在这个演变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在很多世纪里，对实现民主的目标而言，城邦国家被认为是最优的政体选择。然后，民族—国家取代城邦国家，在实践中，人们彻底地信服它就是最适当的民主单位；在理论上，民族—国家也部分地被认为是民主的适当单位。当然，到了现在的一段时间里，民族—国家已经让位于一个复杂的、联邦式的政体。

自从大约两个世纪以前，城邦国家开始转变以来，理论就落后于现实了。更确切地说，适合前一阶段的理论已经两次为下一阶段的民主理论与实践服务。把当代的民主观念植入其中，就像在穿透不同时代和环境的地层，显得如此光怪陆离。在最初，地层只是在地理上有所不同，但是经过很多世纪以后，它们就会变得相互混合，以至于其原初的特征几乎不再引人瞩目。

在民主理论和实践演变的最初两个阶段，人们通常认为某种特殊类型的单位，先是城邦国家，然后是民族—国家，对于民主来说是最优的，或者事实上是最理想的。当我们开始研究规模和民主的关系时，就像其他先辈一样，我们假定（或者无论如何希望）按照合乎时尚的标准，自己的劳动成果可能就是对于最优民主单位的一种解释或一个结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希望是多么的虚假。因为已经很清楚，到目前为止，读者将意识到本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

对于同时获得公民效能感和体系能力这两个目标而言，没有一种单一类型或规模的单位是最优的，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

因为在当前的世界里，而且甚至在更加确定的未来：

民主的目标相互冲突，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或一类单位能够最好地同时满足这些目标。

我们特别强调了冲突的两个来源：首先，正如卢梭所认为的，当单位是小规模和同质性的时候，和单位中占优势的其他大多数公民意见一致的公民的效能感
 能够最大化。同质性政治能够最好地满足这样的公民。然而在这样一种单位中，由于很难找到一个同盟者，也由于政治竞争的软弱无力，持不同意见的公民的效能感就会最小化。在一个更大规模的、更加异质性的单位中，多样性政治可能最好地满足了持不同意见的公民的要求。然而，即使是同样的公民，可能有时是意见一致者，有时却是异议者。

其次，更加重要的是，在实现公民效能感最大化的目标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并且确实与实现体系能
 力（并且因而最终也是公民的效能感，尽管是在某种不同的意义上）最大化的努力需要处理和应付的事情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关系。在极端的情况下，在一个体系中，一个公民具有最强的效能感，而体系却具有最小的处理重要事务的能力（例如国际暴力）；或者在一个体系中，公民只具有最小的效能感，而体系具有处理重要事务的最大能力。

现在似乎可以公正地说，我们的研究结论一直以来就被人们所熟知。当然，民主国家的制度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民主”事实上已经对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具有内在冲突性的价值标准作出了回应。然而实践远远超过了理论所能有效回答的范围。并且，对于那些以传统方式捍卫大众民主思想之坚固质朴性的人而言，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践是错误的，意味着是非民主的，因为它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理论原则。

然而，事实是到现在为止，人们所熟知的民主观念并不能为人们发现这一问题的答案提供足够的指导。也就是说，在一个数量规模和人类相互依赖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里，民主如何达到最大化？因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令人沮丧的，即在民主的梦想中，使一个关键的目标最大化可能会使另一个目标受到严重的损害，因而对于很多人而言，不可抵抗的诱惑就是重申古老而完美无缺的民主版本。

虽然如此，如果普通人对于他们的生活实施理性控制的能力得以提升，而且如果数量巨大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不会促成一种合法化统治的不良氛围，那么民主理论就会有一个飞跃，并且不是像“新的”或者“激进的”民主思想一直所做的那样——直接回到“过去”。一个合适的新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由过去的碎片所形成的简单聚合。由于我们在这里不能提供一个全面的理论，我们就这一个任务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人们直接面对民主理论所固有的诸缺陷的重要性。尽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在一个需要更多研究的领域（这种研究通常意味着更多的数据分析）仓促地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是习以为常的，在本书所探索的主题中，我们的关键问题还是源自与民主有关的规范—经验理论的不足。我们预感到这种不足既不能通过简单地开掘过去的伟大理论之矿，希望因此挖掘一种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的珍稀金属的方法来克服，也不能通过积累和分析新的数据资料来克服。一个具有几十亿（不管是30亿、60亿、100亿或者更多）人口的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已经对民主理论提出了最为意义深远的新问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各种解决方法会在截然不同的时代所形成的诸理论中被发现，或者在缺乏新的理论视角而仓促提出的数据资料分析中发现，似乎都是令人存疑的。

一个更加充分的理论（常常忽视政治单位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确实由边缘转移到了中心地带。如果我们关于“对于当下的民主而言，没有一个单一的单位应该被认为是最优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话，更不用说人类优异性的范围相比于仅仅局限在纯粹政治领域内的现代感觉要广泛得多，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单位呢？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如果以联邦主义的方案作答，正如一个让人们倍感诱惑的答案一样，人们就不是提供一个答案以重申这一问题，而充其量只是指明可能会发现部分答案的一个方向。

对我们而言，似乎有证据表明：世界演进过程中最需要的单位处于这样几个极端，我们需要一些非常小规模的单位，也需要一些非常大规模的单位。非常小的单位，像8000人以下的瑞典公社，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但是由于它们体系能力不足，因而很快就消失了。超越了狭隘的地方主义，并且有效克服了系统能力不足之缺陷的民族—国家，这种规模庞大的单位正在缓慢的发展演进之中，但是演进速度实在太慢，很可能相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太慢。在一个领导者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就像遥远的银河系一样在不可思议和高深莫测的轨道上旋转的世界中，如果巨型单位对于处理特殊时刻的超国家事务是必需的，对于我们而言，规模非常小的单位对于提供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获得道德责任和政治效能的感觉和现实性似乎也是必需的。同时，超国家单位将提升体系处理重要问题的能力，并且因此提高公民个体的集体效能感，超国家单位也将强化公民个体的无效感和无力感。结果是，规模非常小的单位对于普通公民的效能感将变得愈加重要，而不是更加无足轻重。然而，在规模非常小的单位中，发现真正重要的活动空间也明显会变得日益困难。

因此，理论创新需要去做现有的民主理论一直没有做好的事情，也就是为构建不同单位之间的适当关系提供有用的指导。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人们全神贯注于城邦国家的古典时期被绕过了，州际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民族—国家不过是把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转移到了规模更大的单位之间的关系上。并且，联邦主义与其说是解释单位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还不如说是一套制度。至少到现在为止，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不同国家之间更为合宜的是无政府主义状态。

为什么联邦主义能够具体地处理各组成单位之间关系的问题，一个原因就是通过一个适度清晰的忠诚等级体系，民族主义有助于降低联邦体系内对于忠诚的严重冲突。国家通常是最高的忠诚单位，中间层的单位（如州、省、县）次之，所有其他的单位（包括自治市）无疑从属于其他两类单位。如果一个地方这种依附等级没有全面发展起来，或者被破坏了，对于忠诚的冲突就会导致严重的对抗，就像在加拿大，甚至导致国内战争，就像在美国。然而，在一个开始超越民族—国家的复杂政体中，忠诚的问题又将变得多么的困难啊！

如果边界范围太过庞大或者太为狭小，取决于即将面临的问题，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一种理论上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一个组成单位数量不确定的体系，并且这些组成单位也没有永久的固定边界，这个体系因而非常灵敏，并且具有极强的适应性。然而对我们而言，这种推理方法似乎预示着这些解决办法在理论上乏善可陈，在实践上也毫无价值。正如一个神经中枢系统会很快随着大小和形状经常发生变化的特殊器官的增生而变得超负荷运转，如果公民面对处于不断变迁中的单位，其单位数量又非常难以确定，那么进行沟通和搜集信息的成本，以及由此而来的控制成本就会变得势不可挡。事实上，在复杂的政治体系中，这些成本已经明显太高，以致极大地损害了公民的效能感。我们早就越过了这一时期，如果它曾经存在过，即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当一个普通公民能够监控所有的功能和单位，并对国家的目标和政策施加重要的影响的时代。即便一个立法者也不能再那样做，并且我们可能也已经不再处于一个全职的行政首脑能够那样做的时代。

因此，民主理论的一个任务可能就不是阐明一个最优的单位，而是阐明具有相对固定边界的单位的某个最优数量。相对于安排给每一个单位的所有功能来说，其边界都可能太过庞大或者太为狭小。但是，具有固定边界和组成单位数量较少的体系，相比于组成单位的数量更多，或者边界范围经常变动的任何体系而言，其运行成本会更低。

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也将不得不阐明，在不同类型的民主单位中，其公民和领导者（包括官员）的权力、义务和特性。例如，某种程度上注意力的专业化确定无疑是需要的，即使这种专业化是建立在要求部分公民具有一种非常高水平的政治涉入（political involvement）的假设之下，这种高水平的政治涉入目前不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在过去的任何时候或许也不曾存在过。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随着规模的扩大，在领导者之间，专业化变成了必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公民也必须专业化。然而，无限制的专业化正如无限制的单位增生一样，迟早会导致（而且可能已经导致了）如此多的破碎化，以致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合作问题。照顾普遍的、更大规模的整体的责任，是否是为了完全消除，或者最终拒斥关注“普遍的善”（the general good）的一种公民体的古代理想呢？这种责任还会蓄意地长期寄存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公民团体之中吗？

为了深入抓住复杂政体的这些问题，根据民主的或者其他可接受的政治优异性的标准，民主理论似乎必须在其他事情之间帮助人们确定最优的单位数量，辨识这些单位的主要特征、相同点和不同点，探究每种类型的单位中一种优良政治生活的本质属性，以及这些单位之间的适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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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民主理论大师，在中国政治学界也可谓如雷贯耳，能够翻译达尔等人这部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学术名著，实在是我辈学人之荣幸。

在国内学术界，高民政和孙艳红率先在《浙江学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对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介绍和评述，本书的翻译也曾参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规模与民主——西方的争论与达尔的总结》（《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第121—126页）；《规模与民主的维度——达尔的观点》（《浙江学刊》2006年第1期，第152—157页）；《规模与民主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兼论达尔的假设与结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42—45页）；《规模视野中的公民参与和效能感——达尔关于规模与民主问题的一项相关性分析结论与启示》（《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第115—123页）；《规模视域中的公民交流与控制——达尔的研究与思考》（《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第118—124页），《规模与民主视阈中的竞争、回应和冲突：达尔的分析与结论》（《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第117—124页）；《民主体系的规模与能力：达尔的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浙江学刊》2010年第2期，第115—122页）；《规模视阈中的国家生存战略：达尔的研究与启示》（《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40—148页）。为了让国内学术界全面理解达尔和塔夫特在《规模与民主》一书中表达的主要思想，我们提供全书完整的中文译本，希望能够推进国内政治学界对规模与民主政治建设、国家治理之间相互关系更为深入而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由于近年来科研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本书的翻译一直在断断续续中艰难进行。幸好有刘晔的加盟，为我减轻了不少的工作压力。我完成了本书致谢与导论、第一章至第四章以及结语的翻译工作，撰写了译者序、译后记和全书的译者注。刘晔完成了第五章至第八章的初稿，我在其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仔细修订，然后由她对全书进行通读和文字性修改，最后由我校正定稿。同时，我的研究生钮子钰、陈硕、汪锡双也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帮助。

责任编辑徐晓明先生、金婕女士严格审读译稿，以其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为本书增色不少。

最后，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提供的良好办公条件，使我能够潜心完成译稿最后的修改润色工作。任何东西都很难完美，译作定然存在纰漏和瑕疵，望学界同仁赐教。

实现基本人权的制度化保障将是21世纪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到目前为止，人类构造的以法治、民主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依然是人权保障的主要支撑性条件。政治学最大的学科抱负就是为人类过上“公共善的生活”而寻求政治价值的排序与均衡，为社会型塑共识的制度价值，进而设计有效的政治制度，并通过公民精神的培育让这些价值与制度有效地运转起来。民主以其强大的道德感召力，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在近代汇聚成了声势浩荡的社会运动。民主是18世纪的理想，19世纪的追求，20世纪的问题，是否是21世纪中华民族的完美政治实践，中国人民能否在遵循民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民主政治建设的优秀文明成果，凭借自身的政治智慧，建设适合本国文化传统和特殊国情的民主政治模式，最终让每个公民在和谐而公正的社会体制下，过上尊严而又幸福的生活，我们拭目以待！唯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国民幸甚！


唐皇凤



2012年10月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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